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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解密性的内容颇受世人瞩目。从2010年一夜成名的“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到近年来电视上风起云涌的各种解密类专题性节目，人们对解密性内容的关注度似乎有增无减。究其原因，一点是来自大众普遍存在的对于神秘事物的好奇心理及探求意识；更重要的一点是，各国长期以来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一些内容视为高度机密，外界往往对其一无所知。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和民主化进程的发展，这些“机密”却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被公之于世。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解密的程度往往有限，其中仍然存在不少谜团。以经济谈判为例，正如本书作者所说，虽然现在也有不少相关资料和采访记录见诸媒体，但毕竟是“局外人”所写，其描述会加入一些个人感情和揣测，而且由于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有导致误解的可能。

由此看来，本书作为亲历谈判的高官的著述，就显得尤为难得。作者久保田勇夫自1966年进入日本大藏省（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直到2000年退休，其间始终在日本财政金融的核心部门工作，并深度参与了日美重要的三大谈判机制。在最初的日元美元委员会谈判期间，他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负责后勤保障及担任口译工作。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时，他担任大臣官房调查企划课课长，主要负责协议书的撰写和审校。而在日美双边金融服务协议谈判期间，他作为日方会议主席，率团与美方斗智斗勇，顺利完成了这场艰难的谈判。

本书通过“当事人”之口对日美三大金融谈判时的具体行动和真实想法进行还原，可信度之高自不待言。同时由于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使谈判情景跃然纸面，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作者性格中不乏敢说敢当的一面，文中有不少对于日本政界及媒体的针砭，这也是不可多得的。

对中国读者来说，本书重要的参考意义还在于，日美金融谈判的经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美国，从而有助于现在及今后的中美谈判。事实上，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不由得想起了龙永图先生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内幕的回顾。其与日美金融谈判的异同，发人深思。

本书由路邈负责全书的翻译工作，4名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宋琪、孙莹、徐美慧、杜佳共同承担了初稿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力求准确贴切，但由于受水平和时间所限，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15年1月


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片废墟中，日本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80年代中期，成为G5
[1]

 的一员，随后又成为与美国并列的世界两大经济体（G2）之一。日本是始于1975年的六国首脑会议（经济峰会）的创始国之一，也是五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成员，该会议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期间才被公众所知。现在，人们又开始认真地讨论日本的金融实力是否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日本作为亚洲这个发展中地区的一员，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中遭受致命的打击，之后却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长为发达国家，并在金融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对此，拥有世界最强经济实力并且主导着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国一定不会熟视无睹。何况，对于以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日本而言，最大的出口对象国就是美国，因此美国也对不断增加的对日贸易逆差非常不满。

可以说，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史，同时也是日美经济摩擦和谈判交涉的一部历史。

对美出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日美经济领域的摩擦和谈判首先从制定限制对美出口的政策方面开始。受到限制的最初是纤维、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之后逐渐发展到电视、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各个领域。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大，谈判又扩展到了美国产品的对日出口问题，其中包括促进美国产品如电脑、汽车等的对日出口，以及间接推动美国的产业发展等。而当日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金融活动日趋活跃时，两国的谈判还涉及日本的金融领域。

在此背景下，日美两国在1984年成立了“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旨在促进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发展以及日元升值。1989~1990年进行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促使日本的经济结构由高储蓄型向高消费型转变。1993~1995年进行了“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目的在于促进日本养老金制度、金融资本市场管控等多个领域金融服务的转型。以上这些谈判，笔者均有幸得以亲身参与其中。

“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日方会议主席是时任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负责安排会议时间等后勤工作。“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时，日方由外务审议官、大藏省财务官和通商产业审议官共同担任会议主席，其间我作为大臣官房调查企划课课长，主要在时任财务官内海孚麾下负责大藏省相关事务。到了“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时期，我作为日本国际金融局次长出任日方会议主席，与美方副财长助理代理盖特纳展开了交锋。那时他还很年轻，后来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美国财政部长。

回顾二战后日美谈判所涉及的领域，可以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情况，那就是：这些谈判大部分都是美国向日本提出要求，而且所涉及的领域也都与时俱进，不断深入。最初的谈判是关于如何限制日本的对美出口，这时还仅仅只限于两国间的贸易本身。但后来在此基础上延伸到了要求日本实行促进经济发展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接着是要求日元升值，这已经触及到了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汇政策。而最后，美国甚至提出了让日本改变“经济结构”这样的要求。

在此过程中，我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一直置身于大藏省关于国际金融政策的中枢部门，亲历了上述三大谈判机制。在日美经济交锋的白热化时期，我最初是在日本的国际金融“总参谋部”负责后勤工作，到了最后的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时期，则作为日方“司令”参与了日美谈判的全过程。

可以说，日本在金融实力达到顶峰的时代，与美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没有硝烟”的金融之战，而我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参谋”在其核心部门参与了几乎每一场“战斗”。作为少数有幸亲历其中的人，在日美谈判的最前线到底有过怎样的攻防？采用了哪些谈判战略与机制？美国那边的情况如何？我们又应该从中获得怎样的经验教训？关于这些，我想我有责任将它们写下来。就像许多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会将战争的真实情况以及自己从中得到的教训告诫给后人一样——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最近，正值日本宣布要加入以美国为核心的“环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坊间普遍认为谈判的核心问题是面对大米等农业自由化的要求，日本该如何应对以保证“国家利益”？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该谈判不是关于产品和服务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日本国内的制度和结构甚至文化。谈判的形式虽然是多边谈判，但主要仍是与美国的谈判。本书中将会谈到，美国一贯采取的是非常长期性的战略，而这次的TPP也是其中的一环。美国的谈判方法、思维方式，包括国家制度本身，与日本等世界许多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此，本书所要讲述的虽然只是日美国际金融谈判这个单一的主题，但围绕日美谈判的真实情况，通过当事人之口对当时谈判的具体行动和想法进行还原，这种描述方法也许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能够帮助理解日本加入TPP谈判的背景，并在进行谈判时有所借鉴。这也正是本书能够迅速得以出版的原因之一吧。

本书内容摘录自笔者在《国际金融》杂志（外汇贸易研究会发行）开设的“国际金融谈判轶事”中与日美谈判有关的部分，并加以若干修改和补充。对此，谨向该研究会以及多年来一直给予我帮助的理事长高桥贞夫先生、企划部长中村润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更为中立地叙述客观事实，本书原则上省略了对所涉人物的尊称。同时，对于组织机构和职务等，也保留了原来的说法。如现在提到“大藏省”时，多会在后面补充说明“即现在的财务省”，但这是不准确的。大藏省后来分成“财务省”和“金融厅”两个机构，从功能上来说，应解释为“即现在的‘财务省’及‘金融厅’”。为求准确，本书仍沿用当时的组织结构及名称，即“大藏省”。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有关人士的帮助。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河西敬一先生（TVQ九州放送协会会长）和关口尚之先生（原日本经济新闻社西部总代表、现北海道电视台社长）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与支持，同时也要感谢日经BP公司董事长田中信行先生、出版局局长高皛知子女士以及Athena Brains公司总经理福田恭子女士对我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此外，前西日本城市银行执行董事兼广报文化部部长重藤健士先生、秘书部的船津启斗先生以及多年来的各位好友在公务之余也为本书的出版和撰写提供了热忱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对于书中出现的一切错误及其他问题，笔者将承担所有责任。

久保田勇夫

2013年9月10日于福冈


[1]
 即五国集团，包括美国、原西德、英国、法国和日本。——译者注


第1章　日美谈判的最前线

国际金融的“总参谋部”

1966年，我从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当时的大藏省工作，从那以后，作为国家公务员在霞之关
[1]

 度过了34年的时间。其中一大半的时间里，我从事的是国际金融方面的工作，如制定外汇政策，指导及监管日本银行的对外活动，援助发展中国家，参与G5、G7等主要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以及参与“日美间金融服务协议”“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等国际金融谈判。

日本与其他国家不同，即使资历较浅的人也可以参与决策，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事务中需要使用英语，因此政府积极选用英语能力出色的年轻人。所以我才有幸得以从年轻时起就在日本政府制定决策的中枢机构从事国际关系的工作。

我从成为公务员之初，就与国际金融打上了交道。进入大藏省后，我首先被分配到了国际金融局国际机构课，从事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的工作。1967年起，我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生院留学，两年后，成为首个通过考试获得经济学硕士（B.Phil.Economics）的日本人。我留学期间的导师是国际金融方面的专家彼得·奥本海默。1967年11月，威尔逊工党内阁（当时的财政大臣是詹姆斯·卡拉汉）期间进行了英镑贬值（从1英镑兑2.8美元下跌至1英镑兑2.4美元）。我在奥本海默家里偶然听到他与伦敦方面通电话，从内容上推测，他与这一决定应该有着很大的关系。

1979年，我担任了日本国际金融局短期资金课（现在的国际局外汇资金课）的课长助理，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制定外汇政策以及调整外汇储备等。1997年夏天，我离开大藏省时担任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关税局长。这近20年的时间里，我的工作几乎全部与国际关系有关。

1984年，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参与了“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的工作。1986年，我作为国际机构课课长，参与了在日本主办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即“东京峰会”）时大藏省的相关工作。在“卢浮宫协议”等眼花缭乱的政策协调时期，我于1986~1988年间担任副财务官，1988年担任外汇资金课课长。在宣称要在10年间兴建430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时，我担任大臣官房的调查企划课课长。1990~1992年，在与世界银行就“东亚奇迹”展开争论时，我被外派至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担任总务部部长。1992~1995年，我担任了国际金融局的审议官和次长等职务，实际负责援助发展中国家（ODA）的相关事宜，同时也是当时正逐渐成形的五国集团及七国集团的财长代理（即G5DD和G7DD）成员之一。1995年2月，在日美一揽子协议金融服务工作会议（简称“日美金融服务协议”）期间，我作为日方会议主席进行了各项统筹工作。

也就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我曾先后在6位财务官（大场智满、行天丰雄、内海孚、千野忠男、中平幸典、加藤隆俊）其下任职处理国际事务。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经济“冉冉上升”的时期，在全世界的银行净对外投资头寸中，日本的银行就占了1/3。1989年，索尼宣布收购美国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三菱地所则宣布将位于纽约市中心的洛克菲勒中心这一美国的标志性建筑物纳入囊中。一时间，国际上纷纷认为日本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金融大国。在此背景下，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开始对日本提出各种强烈要求。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任职于日本国际金融的“总参谋部”，置身于国际金融政策的中心。

起初，我主要负责相关会议以及高层会谈的日程安排等后勤工作，到了1994~1995年的日美金融服务协议时期，我则作为日方会议主席，负责与美方的副财长助理代理盖特纳（后来的美国财政部长）进行谈判。该谈判达成一致，被纳入1995年1月的村山/克林顿会谈成果。在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结束后没过几天，1月12日，举行了日美首脑会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表示“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一致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而克林顿总统也表示“包括此次金融服务协议在内，我在任期内共促成了14个领域的一致意见，对此我感到非常骄傲”。

我的这些经验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从离开公务员职位的那一天起，我就想把它们准确地描述下来留给后人，而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强烈。

我在亲身参与国际谈判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事情，也走过不少弯路，希望这些经验能够对从事国际谈判的人提供参考。同时，在国际金融谈判方面，虽然有许多相关的资料及采访记录等，但却很少有参与谈判的人亲笔撰写的著述。而且我个人认为，记者作为“局外人”，写的东西虽然大体正确，但是会加入许多个人感情和揣测，而且由于不是该方面的专家，从而导致很多误解和谬误的产生。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类谈判中，各国谈判人员之间的事情也会对谈判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大藏省内部的人际关系、日方和美方人员之间的私交、两国公务员制度的不同所导致的专业方面的差异等。外界一般很难得知这些公务员和公务员制度固有的问题，但这对于将来要从事谈判的人来说却十分重要。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将这方面的经验也介绍出来留给后人。

本来，我一直认为对一个人的评价应该由他人来进行，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应由本人来加以宣扬。但后来我发现，这样其实并不利于人们全面准确地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所以我决定在这本书中，将自己的行为和想法原封不动地介绍出来。这种宣传个人成功经验的做法可能会引起部分读者的批评，但为了帮助人们了解有用的经验，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批评。


[1]
 日本政府机构所在地。——译者注


独占鳌头的日本

二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能够从二战后的一片废墟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与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日本采取的各种政策和国民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说到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年轻读者可能会联想到现在的中国，但我认为两者的程度有很大区别。与现在的中国不同，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不仅仅体现在GNP（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出口等“物”的方面，在金融实力方面的增长也十分显著。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以贸易收支为中心的经常项目收支的大额顺差，同时，对外金融交易自由化政策又使日本的银行、人寿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业务。比如当时日本的人寿保险公司曾掀起一股在国外进行巨额投资的热潮，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普通家庭持有大量存款。也就是说，日本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少数富裕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也使广大普通民众的腰包鼓了起来。当时常说的“一亿总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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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词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金融业发展的同时，日本产业界和实业界的国际化发展也十分显著。他们不仅大幅增加对欧美的产品和服务出口，还在这些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直接面向该国市场进行贸易。和金融业一样，这些产业部门也大量收购了当地的历史建筑、饭店和高尔夫球场等设施。

当时，欧美各国正在将产业的重心由制造业转向金融、保险及其他服务行业。对于他们来说，来自日本的威胁显得格外严重。特别是对于美英这两个世界金融巨头来说，一定不会对此熟视无睹。

因此，欧美各国在承认新的日本正在崛起这一客观事实的同时，也对此十分戒备，不断对日本提出更多也更强烈的要求。象征着这种倾向的书籍首先要数埃兹拉·沃格尔写于1979年的《独占鳌头的日本》（Japan as No.1）。到了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担心日本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金融大国。尽管我们觉得并没有这种可能，但这种担心愈演愈烈，出现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仅我信手拈来，就有K.V.沃尔夫廉的《日本权力构造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苏珊·托尔琴的Buying into America：How Foreign Money is Changing the Face of Our Nation，以及丹尼尔·伯斯坦的《日元！日本的新财政帝国及其对美国的威胁》（Yen！Japan's New Financial Empire and Its Threat to America）等。甚至有日本人以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为前提，写出了《日本愿做第二！》（日高义树著）一书。

与之相反，曾于1983~1986年担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驻东京特派记者、同时也是该杂志主编的比尔·艾默特则于1989年撰写了《太阳照常落下》。该书并不像书名所暗示的，认为日本将要衰落或者预测泡沫经济的崩溃，而是指出日本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金融大国，因为随着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储蓄将会减少，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也会随之减少。顺便补充一句，这本书的原名为The Sun Also Sets：Why Japan will not be number one。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需要进行经济政策协调。从1975年起开始举办了发达国家经济峰会（日本作为唯一的非欧美国家参与其中），而本书所讲述的1984~1995年这段时间，主要国家间的经济政策协调是通过G5，即美、日、前西德、英、法之间所进行的。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1985年促成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及经济政策影响力的增强，日美两国所肩负的责任也更加重大，最终出现了特指日美两大经济体的“G2”一词。

日本经济的发展，既是二战以后几十年来发展的延续，同时也是日美两国经济摩擦、交锋和谈判的历史。

两国的谈判过去长期围绕日本各行业产品的对美出口进行，所涉及的领域从最初的纤维、纺织品发展到机械、汽车，后来又发展到电子管、半导体等高科技、高性能产品。现在这一类谈判仍在进行。而这些涉及不同行业的谈判除了美国市场外，也扩展到围绕日本市场进行，如美国的农产品及电脑的对日出口等。

在本书所讲述的年代，美国不光关心日本的商品，还关心日本的经济形势以及金融、财政、外汇政策等宏观经济领域。他们主张“火车头论”，认为日本和原西德应该拉动世界经济发展，要求日本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85年G5达成了“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美元贬值）。1987年G5又达成了“卢浮宫协议”，要求日本和原西德采取以扩张性金融政策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

然而，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不只局限于上述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进而演变为了要求日本改变经济及社会结构。

最先涉及这些领域的，就是本书第2章中将要介绍的成立于1984年的“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美国认为，在日本经常项目收支持续顺差的情况下，日元价格过低是不正确的，而这是由于日本的金融资本市场自由程度不够所致。为了促使日元升值，美国要求日本放宽对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管制，推进自由化。

美国正式将相关观点提上台面，是在第3章中将要讲述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中。美国认为，日本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过大，是投资和储蓄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为了减少顺差，日本应该改变其“结构”。为了将日本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为“高消费/低储蓄”型，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公共投资，并且出台具体措施以增加个人消费。所以美国提出的要求中也包括日本引进定额还款信用卡以及ATM机24小时营业制度等。

本书第4章的“日美金融服务协议”也属于同样的要求。1993年，即将离任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峰会上就签署《日美一揽子协议》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即是在该框架下进行的。该框架简单来说，就是日美两国互相就感到不满的所有领域的要求进行商议。

事实上，现在日本想要加入的由美国主导的TPP仍然是前几大谈判机制的延续。虽然我们尚不清楚其详细内容，但据说可以认为其涉及经济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最终涉及21个领域），并尽可能作为各国统一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它不是仅仅涉及各国间在贸易及服务方面的交易自由化和弹性化（这属于FTA的范畴）的问题。欧盟（EU）积极推行与美国的FTA，却对TPP不感兴趣，个中原因正在于此。我认为，本书所介绍的日美金融谈判经验，对于理解现在的TPP谈判背景也会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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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当时绝大多数的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这种国民意识。——译者注


第2章　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作为后勤负责人和“翻译”

围绕金融自由化的日美直接交锋

1983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日，并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探讨了日元和美元的汇率问题。这就是所谓“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最初开端。同年11月，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与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Donald Regan）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特别工作组”。在此框架下，日本大藏省与美国财政部就欧洲日元债券问题、增加东京证券交易所会员权限问题、美国某些州限制外国银行进入的问题等，进行了十分深入具体的探讨。

早在1975年，第一届发达国家经济峰会就已经召开，这说明随着经济国际化、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主要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日益高涨。而其势头之甚，使得一些欧洲的小国早早便失去了制定本国金融政策的自由。不过，这些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以私有经济方面的动向为基础，这一时期尚停留在“peer pressure”（绅士之间的说服）层面，具体措施的选择与实行由对方国家自己决定。

在日元美元委员会，无论是日方还是美方，有许多本来与国际谈判无缘的人都直接参与进来。从日本来说，有许多部委的高层从前只和国内银行及证券公司打交道，现在却要去和美国进行谈判。而且美国与日本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国家，文化也大不相同，不像欧洲与日本尚有几分相似。其实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的感受也是一样的。之后，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通过艰苦的谈判，虽然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情况，但总之各自都提高了国际谈判的能力。

美国在该委员会中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促使日元对美元升值。1982年11月，日元创下了278日元/1美元的低价，此后便迅速升值，到了1983年1月初，已经达到了230日元/1美元的高值。之后一直到日元美元委员会创建，汇率都比较稳定，到1984年5月末公布《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时，基本保持在223~246日元/1美元的水平，浮动范围不超过10%。

美元升值/日元贬值是美国的产业界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因为这样会使美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相对升高，国际竞争力下降。特别是对于要和日本产品进行国际竞争的产业来说，日元对美元升值越多，好处就越大。进入1983年，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厂商展开激烈竞争的机械制造巨头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提出，日元价格过低是因为日本政府操纵外汇市场。他们声称，日本政府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暗箱操作，卖出日元并买进美元。当然，这并不是事实。因为各国政府的财政部门都很清楚其他国家进行了怎样的外汇交易。美国财政部高官随后也在会议上作证，驳斥了这一观点。

后来，又有人提出日元价格过低是由于日本的金融资本市场自由程度不够。如果日本政府取消对市场的管制，使其自由发展，那么日元就能够发挥出应有的能力，出现升值。这一新观点是基于著名的货币主义经济理论而产生的，它借作者之名被冠以“所罗门文件”之称，在美国政界广泛传播。

美国的目的之二，是希望日本推进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这样美国就可以在日本这个经济发展迅速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扩大贸易范围。当时，推动日元美元委员会成立的美国财政部长之前曾是世界最大的证券公司美林证券的总裁，并且在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后，又回到了美林公司担任高管。所以人们认为，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时，所提出的政策也多是从美国证券公司的利益出发。这里再顺便多余说一句，近年来日本也有观点认为，政府部门的重要职位应该像美国一样采取“政治性任命”的方式。就是说，从社会中选拔人才担任政府重要官员，在任期结束后再返回社会。而传统观点则认为公务员应保持其中立性，“应该为整个社会而不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将是政治性任命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由大藏省的财务官大场和美国副财长斯普林克尔共同领导的“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特别工作组”是一个非常“名副其实”的委员会。

从1984年年初到5月，该委员会一共召开了6次正式会议和一系列小型会议，这些会议成为了之后十多年间日美两国围绕宏观经济展开角逐的开始。对于其结果的评价，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关于它与日本泡沫经济产生之间的关系，现在仍然饱受争论。但不论如何，日元美元委员会作为一个开始，相关人员从中学到了许多国际谈判的内容是不争的事实。以1985~1987年间签署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为中心进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1990年最终达成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以及1995年达成一致的“日美金融服务协议”中，也都应用并进一步深化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所得出的成果。


日本方面的情况

关于一个国家国内的个别具体问题，由两国共同进行商讨，这是极为特殊的情况。这种想法在日美两国首脑交换意见时就有所萌芽，而当两国财长发布共同声明，将其以具体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在日本政府中当然也出现了反对的呼声。当时，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曾在大藏大臣竹下与外国政要于日本进行会谈时，担任过口译工作。为了落实共同声明，1983年11月美国副财长麦克纳马尔访日，从1984年1月的《财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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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到，我当时坐在竹下大臣的旁边，为这个相对比较和睦的会谈进行了口译。

日本方面在次官办公室召开的一次会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就日元美元委员会是否该继续进行，以及如何进行下去展开了商讨。细长的会议桌一端是次官的座位，会议桌两侧是财务官及下属各局的局长。各局还各派出了一名局长的随行人员，坐在会议桌外围的座位上。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我记得我坐在最靠边的一个座位上旁观了这次会议。

首先，财务官介绍了此前的情况以及今后的方向，然后向大家询问意见。这时，离财务官座位较近的一名银行局的官员阐述了很长的意见。该局局长因故缺席，所以发言的是该局的二把手。

他发言的中心思想是：“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当然是势在必行，而且现阶段也正在积极推进。但就算有这样的必要，关于日本的内政，为什么要和外国进行协商呢？日本要推行金融自由化，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不就可以吗？”

这位二把手在大声地陈述自己尖锐的意见时，并没有把脸朝向坐在自己上座的财务官，而是朝向坐在下方的我们。坐在最边上的我非常赞同，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对于推进日元美元委员会的工作，在我们大藏省内部的第一反应和普遍反应基本也都是这样。然而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日元美元委员会的工作照常继续推进。

但是后来我发现，从推进方的角度来说这样做也有其合理之处。在承担具体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我个人也逐渐感受到，日本国内，特别是相关业界对自由化和管制放宽的反对程度实属惊人。针对推进自由化是由于受到国外的压力这一批评，负责人在报告书中指出，此举是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对于提高金融效率的需求。这说明他们已经强烈意识到日本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程度的落后导致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并且，一些大型金融机构表面上赞成利率自由化，但真正实行时却百般阻挠，这一定也使国内相关部门觉得仅靠自主调控无法真正实现所必需的自由化。

日元美元委员会对推进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其实，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日元美元委员会成立之前，政府就曾经以金融制度调查会为核心，探讨了增加自由利率商品以及业务多样化等问题。1984年5月末，大藏省在公布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的同时，还发布了《关于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及展望》（俗称《现状及展望》）（详见1984年7月《财务》杂志）。

当时有一种说法是，《现状及展望》原本计划在4月公布，但在该文撰写过程中，与之并行的日元美元委员会中日元的国际化问题急速浮出水面，所以决定将其改为一个包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在内的综合性展望，并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同时公布。

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这些自由化措施中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内容，是在5月初大藏省高层间进行了大量协调工作后提交给美方的，而并非如上所说是作为日本固有政策的一环自然产生的。

在回顾日元美元委员会的工作时，一位当时的负责人曾经满怀感慨地说：“它使得原本只能通过共识实现的自由化措施，现在可以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来实现了。”

另一方面，日本在制定国内政策时越来越倾向于和美国共同商议，这也是事实。

这就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同为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为何美国对德国毫无动静，对日本却大为不满呢？

对于这个疑问，七八年后，也就是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结束一两年之后，我才从对方那里获得了答案。


[1]
 日本财务省机关刊物。——译者注


主题谈判与后勤保障

对于两国一直讨论的主要议题（俗称“内容”），例如日元汇率、金融自由化、美国某些州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等问题，双方存在对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除此之外，两国在会议方式、参会者、讨论形式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而这些“形式”上的差异在很多时候非但不能推动谈判顺利进行，反倒有所阻碍，给会议造成不必要的紧张，或是增加双方的不信任感。

日方总是想把用于国内谈判的做法和理论搬到国际谈判当中，而美国则动辄认为日本的制度和自己是一样的。例如他们就认为日本的官员任免制度和美国一样，采取的是“政治性任命制度”。

总之，这些并非源自“文明”而是源自“文化”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讨论的顺利进行。而且在之后的日美谈判中，尽管程度不同，但这些冲突依旧存在。

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的美方代表是副部长贝里尔·斯普林克尔（Beryl Sprinkel），上任之前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长着一张红扑扑的圆脸，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在谈判时，我们多次听他大谈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这个学派认为，所有的管制和任意的措施都是“恶”，政府的管制注定会失败。只要实现自由化，市场就可以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节。这些也都是我曾在课堂上学过的货币主义的理论。斯普林克尔手下有一位名叫梅可尔的女秘书，她好像在斯普林克尔担任大学教授时就是他的秘书，后来又被他带到了财政部。在安排美方行程时，我们被她提出的各种要求和想法耍得团团转。

斯普林克尔之下是副部长助理大卫·马尔福德。他曾就职于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经手过日本驻外银行首批CD（可转让存单）的发行，精通国际金融业务。在就任副部长助理之前的几年，他还曾任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SAMA）的顾问。他后来在财政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成为美国副财长。期间，他作为美方代表出席了日元美元委员会及其后续会议、G5代理会议、峰会筹备会议等，和日本的几位财务官都有接触。在国际金融界和相关新闻界，他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在辞去副部长一职后，他回到民间金融机构又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被政府任命为大使。

副部长助理马尔福德之下则是副部长助理代理查尔斯·达拉拉。他也在财政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副部长助理，之后活跃在国际金融界。在就日元美元委员会会议的后勤运作（准确地说，其中一部分是“主题谈判”与“后勤保障”交叉的微妙部分）进行交涉时，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代表日方，而美方代表就是达拉拉。

1984年2月，第一次会议在东京召开，如何安排会议出席人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日本的相关单位有银行局、理财局、证券局和国际金融局
[1]

 。由于双方都是拥有政策决定权的人员出席会议，所以决定由以上各局的局长出席（局长需到国会进行答辩等情况除外），主会议桌由各局局长或担任其代理的副局长或审议官就座（因此每局各派一名人员就座）。

需要进行安排的是每局允许派几名人员进入会议室的问题。按照日本的惯例，负责该议题的课长和课长助理可以进入会议室。各局的工作都由下属各课长负责，而课长的工作又分配到数名课长助理的头上，所以按此规定，将有一大批人要进入会议室。做为国际会议这样显得很奇怪，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会影响到坐在主会议桌的人的权威性。所以最后决定除了局长之外，各局只能再派一名负责总务的人员进入会议室。会议开始之后，在一墙之隔的准备室里，课长们和课长助理们可以戴着耳机随时紧跟会议内容（同声传译的无线电波可以穿透墙壁）。由于会议可能会谈到一些细节问题，他们也可以向各自的局长进行详细通气。

在与美方谈判时，另一件让我耗神的事就是几点开始开会的问题。达拉拉坚持要在上午8点开会。但当时正值日本国会召开，大蔵省的人员为了准备在第二天国会上的问题和答辩内容，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如果大藏大臣需要进行答辩，局长就必须过目答辩内容，也要工作到午夜甚至子夜1点。我向美方详细解释了情况，并且告诉他这里和华盛顿不同，许多人住的和上班的地方隔得较远，路上要花很长时间，比如我自己上班单程就要花一个半小时。但对方还是不肯让步。

他们坚称日程宝贵，因此要充分利用。虽然听上去有理，我们这边还是不能接受。就在我被折腾得筋疲力尽时，才知道他之所以如此坚持的理由，是由于他们的财政部长十分重视这次会议，所以亲自过问了日程安排。虽然觉得不敢相信，但貌似的确如此。

最终，会议开始时间定为上午8点30分。在实际操作上，根据日美双方会议主席的判断，决定9点开始。达拉拉后来在国际金融界也提出了很多强硬意见，人称“长着娃娃脸的狼”。


[1]
 以上各局均为大藏省下属机构。——译者注


辩论的基本常识

谈判终于正式开始了。正如前文所述，两国“文化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会议的顺利进行。日方的发言内容与回应基本上都和在日本国会上进行辩论或应对各个政府部门时一样，也就是说采用的都是面向国内的方式，特别是在谈判的初期阶段。

日方的发言一般是照读事先准备好的大纲，并不涉及对方的想法和主张。这种只阐述己方观点的做法，在美方看来是态度顽固，不愿听取他们的意见，很不像话。

而且，日方做事总是偏于循规蹈矩。美方在长篇大论地批判日本金融自由程度如何不够时，提到“日元CD的储蓄利率也受到了管制”。但这并不属实，因为当时的日元CD利率已经完全实现了自由化。在对方说错时，我们应该马上进行反驳，这是国际谈判的常识。抓住对方的“小辫子”从而灭掉对方也是辩论的基本技巧。这时如果日方抓住这一点，指出“你们难道就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在进行整个讨论吗？”就可以巧妙地转守为攻。

但是当时，负责这部分内容的银行局局长却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向坐在局长身后的企划官递纸条，提醒他可以让局长提出反对意见，但他说：“我跟局长说了，但是局长认为利率是下午的议题，所以没必要现在提出。”

日方在准备发言内容时，并没有意识到谈判对象是外国人，而且中间还要经过翻译。我们总是在最后才给出结论，这使得对方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完整段漫长的发言，才能得知我们真正的想法。而且我们在做出结论之前还要顾虑到各个方面，这也不利于双方的沟通（所以后来，当我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中担任大藏省进行总负责的调查企划课课长时，就日方在撰写国际谈判中的发言大纲提出了三点建议，并发给了大藏省内的相关各课，即①先说结论；②逻辑分明；③言简意赅）。

而美方在谈判时，总以为我们的制度和他们一样，或者说并没把制度的差异放在心上。

美国在任免政府重要公务员职位时，采用的是政治性任命的制度，当政府换届时一般这些职位也会换人。所以说得夸张一些，上一届政府推出的政策和达成的协议与现在这届政府没有关系。这从日本的体制来讲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日本，政府的言论和协议，尤其是与外国相关的言论和协议，即使政权更迭基本上也都是会持续有效的。

美方的其中一个要求是尽快实现存款利率自由化，结果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就写了“争取在2~3年内放宽和撤销对大额存款的利率管制”，但美方仍然表示2~3年还是太慢。

对此，我方的观点正如1984年7月《财务》杂志上刊登的日方财务官大场所说：“美国把10万美元以上的CD利率由管制利率变为自由利率是在1973年5月，过了10年以后，在1983年10月，才使所有存款利率都实现了自由利率。美国不也是花了10年时间吗？”

但美方则说，那是上一届政府的时候由其他人实施的政策。本届政府上台以后积极推进利率的自由化，在这两年间就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日方看来，美国花了10年才实现自由利率，一定有相应的原因。日本也有自己的原因，但是美国却不予承认。这种不顾别国的实际情况而提出无理要求的做法实在过分。

另外，美国的工作是个人秀，这一点在政治性任命的官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工作取得进展时，好处应该归谁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记得当日本就某个问题提出让步时，对方曾提出：“为什么你们不对我这个最高负责人提出让步，而是对我手下的人提出让步？”这种反应对于重视团队表现的日方来说，觉得很难理解。还有一次，美方对于在上一次会议上已经达成一致的事宜，在下一次会上竟然又强烈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日方在每次会议结束后都会对结果进行认真整理，并制定下次会议的方针，所以这对日本来说也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对于美方就上次已经达成一致的问题再次盛气凌人地提出要求一事，长期从事国际谈判的日本国际金融局副局长觉得难以容忍。他站起来，用高八度的声音追问对方：“我们在讨论这么严肃的话题时，你们的institutional memory（可以理解为‘作为组织机构应该有的记录’）哪儿去了？”本来他说完了应该等翻译将其译成英语，但副局长接着直接用英语说了句：“You don’t have institutional memory”。这次的“institutional memory事件”也成了日元美元委员会的一个话题。


译词的准确性

3月，在东京举办的日元美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又发生了一件被称之为“formidable事件”的事情。

这次事件说明要把英语准确地翻译成日语是很困难的，也反映出日本与外国不同的制度会对国际谈判带来微妙的影响，同时还能看出政府机构中的上下级之间的沟通问题。

事情说的是政府的短期证券问题。当时日本政府的短期证券有大藏省证券（藏券）、粮食证券（粮券）和外汇证券（汇券），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现在所说的FB，其余都是长期国债。这些证券不是用于增收，原则上是用于提供周转资金，其构成与规定也都是以此为前提而进行的。

第一，这些短期证券不是财政收入，所以在制定预算时也不计入该年度收入中。第二，法律规定这些证券要在一年或一个会计年度内偿还，实际发行时则以两个月的零息票债券形式发行。第三，上市时其利率低于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同业拆放利率，多数情况下也低于民营银行向日本银行贷款时的政府利率。第四，市场无法处理全部证券时，日本银行可以接手其余额。而实际上日本银行接手了发行额中的绝大部分。

美方认为，不管短期证券是不是当年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它的利率也不应低于市场利率。如果赋予它更加合适的利率，就可以向日本投资者提供优良的短期证券商品，这是一件好事。这样它可以成为日本money market（指短期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一种商品，促进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在隔壁旁听的一位年轻的课长助理对美方的说法十分赞同）。

当然，这种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光对日本有利，也会激发日元的潜力，促使日元升值（即美元贬值），进而促进美国金融机构在日本的发展，使美国获益。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日方的主要观点如下：这些证券不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而是用于提供短期周转资金，现行的一系列相关制度也是以此为前提而制定的。与美国不同，日本政府结算由中央银行而不是商业银行负责，所以随着政府资金的变动，中央银行存款余额也会每天发生变动。为保证市场平衡，中央银行就要每天对市场进行调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可以为政府提供短期周转资金（英国也是这样做的），这并不奇怪。利率低则意味着可以用低成本进行资金周转，这样可以减少财政支出，应该说是有利的。

日本提出脱离市场利率的低利率是有利的，这一观点使美方颇为震惊。他们有些激动地进行了反驳，语速也比较快。其中有一句是：“日方的观点formidable”。根据我直接听到的英语和现场的气氛，我感觉他们想表达的是日本“在说些什么呀”“让人难以置信”的意思。

但在和与会人员有一段距离的译员区，译员只能依赖说话人的声音进行翻译，他将这句译成了：“日方断然拒绝了（美方的提案）。”

结果发言的理财局局长以为日方的观点获得了通过，这个议题就到此结束了。所以他认为不需要让负责的课长参加下次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

但其实这个议题并没有结束，负责课长必须得参加下次的会议。这时，该局唯一可以随局长出席会议的总务课企划官应该向局长说明情况，但他却觉得很难开口向局里的一把手道出实情。

距离下次会议越来越近，但出席人员却还没有定下来，这很让人头疼。

后来我听说，这位局长向担任日方会议主席的财务官询问“formidable”是什么意思，财务官说是“难以理解”的意思。这样，他们才定下了出席会议的人选。

权威的英英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中是这样解释“formidable”的：

adj.if people，things or situations are formidable，you feel fear and/or respect for them，because they are impressive or powerful，or they seem very difficult.

这个词的确不好翻译。按“because”之后的内容来理解，美方采用的是后半部分的意思（very difficult），而日方（通过翻译之后）则是按前半部分的意思（impressive or powerful）加以理解的。


竹下/里甘会谈

日元美元委员会由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和美国副财长共同主持，1984年2月到5月间，双方共召开6次会议，并于5月末完成了报告书。之后，双方为保证报告书内容的实施，又举行了后续会议。

日元美元委员会谈判的高潮出现在1984年3月24日，这一天，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与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在大藏省举行了会谈。他们分别是主持会议的日方财务官和美方副部长的上级，也是两国内阁成员中经济问题的最高负责人唯一一次就委员会问题进行讨论，并且会谈的主题也只有这一件事。这次会谈进行得相当激烈，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照例担任了会谈的翻译。当时，美方没有带翻译出席，所以我一个人既要将竹下大臣的发言译成英语，还要将里甘部长的发言译成日语。

3月22日晚10点多，美国财政部长里甘从中国乘专机抵达雨雪交加的羽田机场。之前他刚在中国签署了中美投资保护协定，而大藏大臣竹下当时正忙于国会审议，而且前一天他的父亲刚在老家岛根去世。然而，竹下大臣由于担心日美金融问题的走向，仍然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当天亲自到羽田机场迎接。在等了一阵之后，里甘部长终于出现了。竹下大臣打算上前表示问候，对方却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我们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气愤。

3月24日晚7点45分，双方在大藏大臣办公室举行了会谈。会谈本来预计进行45分钟，于8点30分结束，之后竹下大臣将在大蔵省的记者招待室接受采访。两人在举行会谈前，已经于当月22日和23日听取了各自下属的汇报，了解了于东京召开的日元美元委员会第2次会议的情况。

美方的与会人员包括财政部长里甘、副部长斯普林克尔，其他参会人员都和前几次一样。他们就座于大臣办公室长桌靠走廊的一侧。日方则对与会人员进行了数量限制，人数少于平时的会议。财政部长里甘的对面是大藏大臣竹下，内侧是财务官大场，外侧靠近入口的一侧则是担任翻译的我。有些文学作品在涉及这一段时，将其描述成在大藏大臣的两边分坐着财务官和银行局局长等相关各部委的头头脑脑的场景，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一般来说，对国际谈判的参加人数（与国内会议相比）进行限制是十分重要的。本身，国际谈判就不应该有过多的人员参加。因为谈判更多依靠的是谈判者的责任和掌控能力，与会人数也应依此制定。而且只参加一两次会议的话，很难了解对方观点的程度和真实想法，所以需要事先知道对方平时的谈判习惯和语气。比如平时言辞激烈的人，即使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较为缓和的意见，在初次听他发言的人看来，那也是很激烈或者过分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不要有过激的反应。这时掌控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在日本，局长和审议官等高级别官员出席会议时，一般来说，课长助理这一级的人员因为最了解详细实务也会随同出席。他们除了在会议涉及细节问题时为自己的上级提供信息，同时还要负责会议记录。但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准确把握会议的气氛和说话人的语气，更不可能知道在会议前后双方负责人进行过怎样的碰头或交涉。

他们主要是把发言的内容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有时，这些会议记录会被复印并在内部流传，而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可能引起误会。有人认为“美国说话太不像话”，继而认为“进行国际谈判的人竟然让对方如此压制，实在过于软弱”。造成这样的误解显然不会有好的结果。

在会谈开始前，大藏大臣的秘书也许是出于担心，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和我是同期进入大藏省的。听说我要担任重要会议的翻译，他说：“这可不容易，你要加油啊。话说关于国内金融的自由化，咱们这边主张要step by step（循序渐进），他们那边可是想要stride by stride（大步前进）。”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但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信息。

相关人员就座，财务官办公室的课长助理和股长进来做了一些准备后也退出了大臣办公室。门关上了，会谈正式开始。


七分真三分假

在1984年的日元美元委员会中，美方的主要目的是促使日本实现广义上的金融自由化。1983年11月，双方部长曾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决定成立日元美元委员会，并将其主旨描述为“建立开放自由的金融资本市场”。

然而，同为追求金融的自由化，美方在其具体内容、根据和着重点上，都与日方有所不同。

第一，他们认为实现自由化有利于提高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效率，从而有利于日本经济的整体发展。这样看来，美国是想做有利于日本的事，日本如果不同意就显得很不合情理。这种态度很像二战后美国政府出兵占领日本时的态度。美方会议主席、副部长斯普林克尔也明显持这种态度。

第二，美方为促进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积极推进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可以说是美国产业界的一部分人士策划了这一系列行为，他们信奉货币主义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会激发日元的强大潜力，因此积极促进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这也是撰写和传播《所罗门文件》的一群人的想法（但推进自由化后，日本的机构投资者对国外的兴趣增加，资本外流增多，到1985年9月“广场协议”时，反而形成了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情况，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第三，比金融自由化更重要的，是美国的银行和证券公司可以在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幅扩展商机。这种想法虽然没有明说，但从美方提出的要求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其代表性人物就是唐纳德·里甘，他曾长期在美国的证券公司工作，并且担任过世界最大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后来出任美国财政部长。

1984年3月24日晚7点40分，美国财政部长里甘与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的会谈正式开始。

里甘的英语很好理解，主旨也很明确，甚至有些太好理解、太明确了。美国人说话一般都比较直接，他们在说一件事时，很少从几种可用的说法当中选取最恰当的一个。所以虽然容易理解，却也经常出现很“大条”的发言（而且他们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一点）。里甘说话时，这种情况比我所了解的一般美国人更加明显。

随着会谈的进行，这种情况也越来越明显。我一开始是将他的发言按字面意思译成日语，后来逐渐觉得不能直接这样译下去了，于是就尽量用委婉的日语传达他的意思。竹下大臣虽然经常说自己英语不好（他大学毕业后，在老家当过两年英语老师，但是他总喜欢说“那时候只要能分清DDT和PTA的人都能当英语老师”），其实却不是那样。他时不时地在纸上记下一些对方的激烈言论和要求。

我方表示希望“循序渐进地发展自由化”，而美方则提出要“大踏步前进”。这和大臣秘书告诉我的一模一样。

随着会谈的进行，对方动作手势的幅度也越来越大，说话时还经常握拳“咣咣”地敲桌子（在相关文学作品中，对当时情况的描述是“咚咚咚”地大声敲桌子，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批评日本的自由化进展缓慢，要求我们尽快出台举措，让我充分见识了美国人的气场。但冷静审视他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表演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他的肢体语言里面有七分真实，还有三分是演技。

对于熟知讨论内容的译员来说，很容易不知不觉就陷入到了讨论的内容当中而忘了翻译，这是一个弱点。在里甘的语言和手势都达到高潮时，他忽然提出了一个十分蛮横的要求。我被他的话惊呆了，不由得抬头看向坐在我右侧的竹下大臣，想知道他会如何回答。就在这时，我听到大臣另一侧的财务官大场说：“喂，翻译！翻译！（注：让我赶紧翻的意思）”我这才发现自己忘了把对方的话译成日语，于是赶紧做了翻译。

会议结束后我一看表，才发现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是原定时间的两倍。在此期间我一直专注于翻译，所以没觉得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接下来，竹下大臣还要去与媒体见面。我放松下来，带领大家走出会议室，但走到门口时不由吃了一惊。在门和木质屏风中间，竟然站着一个年轻人。他是财务官办公室的人，本来应该在会议开始前就离开房间，但却一直站在这里听了一个半小时。估计他一定是太想知道这次自己有幸参与筹办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谈的情况吧。

但他知道的不仅仅是会谈的情况，也包括我忘了翻译这件事。往后的许多年间，只要一聊到日元美元委员会，谈到兴头上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对我笑嘻嘻地说：“主任（我不当办公室主任以后，他就改叫我久保田前辈），那会儿您还忘记翻译了，嘿嘿。”看到我这个平时很威风的前辈也会犯错，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竹下大臣的英语实力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曾经分别于1979年11月到1980年7月在大平内阁、1982年11月到1986年7月在中曾根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其间，我于1983年6月到1984年6月担任财务官办公室主任，负责竹下大臣在国内接见外宾的日程安排、翻译以及国外出差的协助工作。1985年6月到1986年6月，我作为负责IMF及峰会事宜的国际机构课课长，经常与竹下大臣接触。1986年5月东京峰会期间，竹下大臣主持财政部长会议（工作午餐）之际，是由我担任翻译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过多次接触。

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时期，包括1984年3月24日与美国财政部长里甘举行会谈时，为竹下大臣做翻译都十分轻松。社会上有时会揶揄竹下大臣说话“语言清楚，含义不明”，但他会见外宾时却没有这个问题。竹下大臣讲话主旨明确，逻辑清楚，包括细节部分的表达都十分严谨准确。作为译员，只要正确记录下他说的话，按顺序逐字逐句翻译出来就可以了。他在表达肯定意见的时候会明确肯定，不肯定的时候就会说“大概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是这样”以及“一般老百姓是这么想的（并没有说自己也是同样意见）”等。

过去曾经有一位大藏大臣常说“你们准备的发言稿不好懂，应该向国民传达更为明确易懂的信息”，所以他本人的发言十分简短，经常采用断定形式的表达，比如“就是什么什么”以及“一定会怎样怎样”等。这种说话方式便于国民理解，也很受好评。但作为行政长官，与外国政要会面时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谈话的内容本身不是那么简单，而且政治家面向国内发言时为了要显出魄力，可以多少牺牲一些严密性，但作为大藏大臣代表国家讲话时就不能这样了。如果之后出现了例外情况，对方可能就会质问说“你们当时不是说一定会怎样怎样吗”，甚至有时当场就会被挑出毛病。

因此，作为翻译，在大臣使用断定性表达的这种倾向过于明显时，就要自行判断在什么时候需要加上“大概”“通常”“很多时候会……”等词。但为竹下大臣做翻译时却完全不用考虑这些，只要专心把他的话翻译下来就可以了。

后来，在竹下大臣卸任首相一职后很久，我有机会跟他说起当年为他做翻译很轻松这事。他感慨道：“你记得真细啊”。他说，他在年轻时曾旁听过十分重要的国际谈判，当时就深切感受到翻译的重要性，所以在会见外宾时，也十分注意自己的语言（使自己说出的话可以直接译成英语）。竹下大臣所说的“重要的国际谈判”，我猜可能是他在担任副官房长官时期进行的有关冲绳回归问题的谈判吧。

关于竹下大臣的英语水平，一位常年置身于政界并与竹下大臣共同工作的资深国会议员曾表示“不怎么样”，我却不这么认为。竹下/里甘会谈时，从上一节所述的竹下大臣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后来，我又应他秘书的强烈要求，为竹下大臣与当时美国执政的共和党的“选举之神”进行会见时担任了翻译。这次会谈是在日本首相选举前的一个休息日在新大谷饭店进行的。被称为“日本选举之神”的竹下先生使用了“稳定多数”“绝对多数”等选举用词，向对方详细介绍了即将进行的大选的情况。会谈结束后，他对我说：“今天谢谢你，翻译得很严谨。”只有懂英语的人才会这么说。

竹下大臣很注意别人的感受，在与外宾见面前，也会考虑到这一点，进行充分准备，包括一开始要说些什么样的话题来活跃气氛。比如在和美国总统布什（老布什）会谈前，他本来准备说“你的名字是‘bush’（灌木、草丛），我的名字是‘竹下’。‘灌木’和‘竹子’的话，说明咱们是亲戚啊”。但是有人提出，在美国“灌木”和“竹子”没什么关系，对方可能听不懂，所以后来就没说这个话题。这件事说明竹下大臣的细心周到甚至已经延伸到了英语上。


夏威夷之乱

日元美元委员会的讨论迟迟没有进展。1984年3月22日、23日，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4月16日、17日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三次会议，5月6日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召开了第四次会议。

按照日方的体制来说，无论会议在哪里举行，财务官作为日方主席当然都必须出席。但是会议在国外召开时，就很难要求相关各局的局长也随同出席。因为日本当时正在召开国会，所有的局长都被任命为政府委员，要随时准备参加国会。

国外召开的几次会议中，国际金融局、银行局、证券局、理财局等都没有派局长参加，而是由二把手的副局长或审议官等出席，也没有严格遵循会议的座次规定，比如各局只有1人能坐主桌，其他人只能坐在后面的椅子上进行记录等。

到了第4次会议时，大家开始考虑如何撰写报告书，比如选取哪些内容、采用何种形式、双方分别撰写哪些部分的草案等。特别是关于最后一点，双方已经基本达成一致。

夏威夷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之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这次会议将继续讨论报告书的内容，如日美双方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等。草案部分则暂不讨论。

然而，会议一开始，美方就突然提出要讨论草案。而且他们不光拿出了自己负责的部分，还表示为了减轻日方的压力，也拿出了由他们撰写的本该由日方负责的草案。当然，这个草案都是对他们有利的内容。明眼人都知道，在撰写报告书时，什么样的草案，由哪一方来写，会对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看到这些，平时就对美方的强硬及（在他看来）日方的软弱感到不满的一位堪称实力派的国际金融局的课长助理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的级别按照规定本来无缘主桌，但他还是做了如下发言：美国太不像话了。首先，双方已经一致决定在此次会议上暂不讨论草案（即不是所谓的草案讨论会），美方却突然提出这一要求。其次，美国居然越俎代庖为日本负责的部分撰写草案，并且要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这简直是无理取闹。

听了他的发言，此前一直好脾气的美方主席斯普林克尔非常生气。估计关于“越俎代庖”一事，美方多少也有一些善意的成分在中。不过我很能理解这位课长助理的心情。因为从大学时代到现在，我体会过很多同样的经历，只不过比他稍早一些而已。

总之，美方认为这位课长助理气焰嚣张，没有自知之明，后来就不让我们带他参加会议了。结果这位课长助理只好去干“体力活”，负责日方草案的汇总。后来他还负责把整个报告书译成日语，但5月末在罗马召开的旨在给报告书定稿的第六次会议，他却没能参加。

这场“夏威夷之乱”不仅仅是时代变革大潮中发生在日元美元委员会中的一个插曲，也体现出日本官场制度或者社会组织中的一些问题。

在得到这位课长助理的同意后，我来为大家做一下介绍：他上大学时，是英语口语社团（ESS）的会长，一直积极参与校际英语辩论和各种讨论活动。进入大藏省后的第三年，他到美国某知名大学研究生院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期间也积极参与了各种相关活动。

各位可能不太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一些大学的ESS就积极举办和美国大学同样规则的辩论大赛等，为此进行的校际交流也很频繁，例如东京大学ESS就曾经聘请青山学院大学的教授担任辩论指导。

所以对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日方人员在国际谈判中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失望。因为他们在年轻时就具备使用英语讨论问题的能力，又到美国的大学留学并取得不俗的成绩，而参加国际谈判的人却大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即使不具备高度的战略眼光，至少也很了解与外国人辩论的技巧，在面对他们时不会输了气势。

总之这次事件提醒我们，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且上司和下属在不同领域各有所长时，作为一个组织如何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从个人层面说，当认为自己的观点优于整个组织或上司的结论时，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后来，这位引起“夏威夷之乱”的课长助理转入政界，成了国会议员。

再说回日元美元委员会，由于有上述这件事情，夏威夷会议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这让美方大伤脑筋。在之前的“主题谈判与后勤保障”一节中我也提到过，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十分关注日元美元委员会的详细情况，甚至连日程也要亲自过问。美方人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和部长信誓旦旦地说要在夏威夷讨论报告书草案，却没有什么进展，所以他们无法交差，就提议移师东京继续讨论。

当时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留在东京，突然接到夏威夷方面的指示，要马上为5月10日召开的会议做准备，真是手忙脚乱。这样，5月10日和11日在东京又召开了第五次会议。

对整个日美金融谈判来说，夏威夷都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在10年后的1994年11月，我作为日美金融协议谈判的日方会议主席，在夏威夷与蒂莫西·盖特纳（他后来历任美国副财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奥巴马政权首任财政部长）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不过当然在“夏威夷之乱”时，我还不知道10年后会发生这些事情。


围绕报告书草案的“功”与“防”

进入讨论如何撰写报告书的“草案讨论会”阶段后，日方相关各局的副局长和审议官等二把手们开始取代局长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局长们要出席国会，没有太多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大方向确定后，剩下的事情就可以交给下面的人去办了。

这一阶段的基本做法是，就某一项内容，由负责该部分的一方提出草案，然后双方对此进行讨论。

对于美方提出的草案，日本某局的态度很是实在。他们把修改尽可能减到最少，两页左右的草案中只有两三处修改。而且为了使讨论更加顺利，他们还特意制作了附录，说明在哪些地方进行了怎样的修改。

这篇附录的左侧是美方提出的草案，右侧则是日方提出的修改意见。美方草案中有修改的地方都标注了下划线，下面写着“删除”或“修改”，在右侧则对应提出删除或修改后的日方方案（对此比较熟悉的读者应该知道，这种格式就像法律文件的新旧对照表一样）。

日方解释说，我们最大限度地尊重了美方提出的草案，尽量少做修改，并且制作了对照的表格以便于理解。然而这份附录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虽然修改很少，但却将模糊草案主旨或变更原意的部分更为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对于这份运用了精湛的官方修辞技巧的修改方案，美方提出了强烈反对。

在涉及日方另一个局所辖事项时，美方草案则极为详尽，其页数之多甚至影响到了报告书的整体平衡，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几项日方难以接受的内容。当时我觉得围绕这一部分进行的谈判一定会十分艰难。

然而，该局的代表一开口却出乎我的意料。他对美方的副部长助理说了如下一番话，其间还时不时地露出微笑。他说，和您谈判让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您是金融领域的专家，对日本的金融制度和实际情况也极为了解。您曾长时间和日本的银行打交道，在日本驻外银行首次发行日元CD时，您就在经手这一业务的商人银行工作，等等。

接下来，对于美方提出的内容冗长且要求蛮横的草案，他表示：“美方草案提得很好，我们也同意草案的主旨。但内容本身有些长。而且既然您十分了解日本的情况，也应该知道其中有些内容日方实在很难接受。所以在详细阅读了美方的草案后，我遵循其中的主旨将其进行了精简。我认为这份修改方案应该是贵国可以接受的，请看一下吧。”之后他就把两页左右的文件递给了对方。当然，其中已经删掉了日方无法接受的内容。令人吃惊的是，这份修改方案并没有遭到特别的反对，虽然多少有些微调，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报告书中。

修改方案如此顺利就获得通过，原因之一是因为美方提出的草案的确太长。但我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明白日方这位负责人为什么要这样和美方拉近关系，并且取得了谈判的成功。

日后，通过亲身经历日美谈判的过程，我终于知道了其中的缘由。这与美国特殊的公务员制度有关。在美国，从事国际谈判等要务的官员都是之前提到过的“政治性任命”，职位基本都在副部长助理代理以上。随着政府换届，这些官员也会进行更迭，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

真正的公务员其实是课长以下的人员，而政治性任命的官员和公务员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对公务员来说，政治性任命的高级官员具有多大实力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十分重要。对于政治性任命的官员来说，公务员的支持和信任是不可或缺的。日方这位负责人就是看准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位负责人首先盛赞美方的副部长助理非常优秀，连日本都知道他的大名，这让他觉得很受用。然后又夸美方的草案准备得好，从而为美方负责撰写草案的课长级人员打消不安，使他们在上司面前很有面子。最后才提出，问题只不过是草案有些长，而关于这一点，对方的副部长助理可能也有同感。如此一番话，使得美方上上下下都对这位负责人刮目相看。

不过，这种类似于“捧杀”的战术只适用于美国这种公务员制度比较特殊的国家，并不是国际谈判中的通用手法。


阿姆斯特丹之变

每逢召开IMF年会和亚洲发展银行年会等国际金融界的重要会议时，相关人员都会特别忙碌。许多国家的部长、政要及央行行长都会参加会议，所以在召开年会的同时，也会召开许多其他会议。通常在每年9月末于华盛顿召开IMF年会时，还会同时举行IMF临时委员会（当时的名称）、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10）、OECD经济政策委员会第三工作组会议（WP3），以及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7）等。

这些都是媒体广泛报道的所谓“公开的”会议，但其实有时还会召开电视或报纸没有报道的双边及多边会议。这些非公开会议使相关人员更加繁忙。对有关各国而言，这些私底下的会议与那些公开的会议同样重要。1984年5月，亚洲发展银行在阿姆斯特丹举办年会时，日元美元委员会就召开了一次非公开会议。

这次会议，日美双方都只派出了少数人员出席，却使谈判取得了大幅进展。这是因为日方在欧洲日元相关问题上，做出了（就当时而言）相当大胆的让步。日方的与会人员有财务官、国际金融局审议官和我，一共两三人，美方则没有派出此前一直参会的副部长，而是派出了副部长助理和其下属共两三人。

这里介绍一下，欧洲日元指的是日本国外的日元资金，而欧洲日元问题则是在多大程度上放开国外日元资金贷款（欧洲日元贷款）和国外日元资金债券（欧洲日元债券）的问题。一般来说，欧洲市场对资金交易的限制较少，也不需要缴税，所以交易成本低，对于借款方和债券发行方来说很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如果迅速放宽对相关交易的限制，日本国内的银行贷款额和公司债券发行额将大幅减少，导致日本市场资金枯竭。因此政府认为利率自由化不应进展过快。此外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一点就是，日本银行从调节资金供应量的角度出发，也对欧洲日元交易自由化持谨慎态度。

在日本的金融机构对此项目相当消极的状况下，日方代表团提出了大胆的方案。据我的观察，关于该方案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与负责该部分的国际金融局进行充分磋商。因此当会上提出按此方案实施时，参加会议的国际金融局审议官十分狼狈，让看的人都觉得很可怜。方案内容迅速告知给东京，该局局长和我们代表团的团长在东京和阿姆斯特丹隔空喊话，展开了一场相当激烈直率的唇枪舌剑。

“阿姆斯特丹之变”让我们内部多少产生了一些隔阂，同时在另外的地方也引起了美国的不爽。美方副部长对于日本方面做出的让步表示欢迎，但对于为什么不是在自己作为最高负责人参会的时候提出这一点表示不满。这种情况也只会发生在美国这种采用政治性任命的国家，因为对他们来说，功劳归谁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论如何，会议还是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上，我也得以直接参与了谈判。会议中，美方提出日元美元委员会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所以不能实现此前的承诺，即提高日本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并为此做出财政上的努力。我请求财务官让我直接与美方交涉这件事情。因为对方的副部长助理虽然和我同样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同一所学院，但我始终觉得我俩的理论和观点大相径庭，所以希望能在此与他一较高下。

我义正词严地指出，美方的这种说法要么是谎言，要么就是做了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真像美方所说的是“由于日方的让步不够，因此无法向民众解释该项财政支出”，那就是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按道理，关于两国政府间正在进行的谈判的详细情况，在共同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可以另当别论，除此以外是不能在其他场合泄露的。这就违反了谈判双方的诚信原则。而如果美方遵守诚信，确实没有泄露会议内容，那就说明他们是在撒谎。对于我提出的质问，美方顾左右而言他，试图转移话题，但我并没有上当，始终坚持这一点。在经过一番漫长的争辩后，对方终于承认，不能履行对日本的承诺其实是因为美国政府近来削减了预算，并为此表示了歉意。

我的这位对手比我早5年进入牛津大学，并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喜欢让大家称他“博士”。他同时也是一位国际金融方面的专家，长期在美国财政部担任要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报告书定稿

日元美元委员会的谈判进入了最后阶段。第六次会议于1984年2月20日、21日在罗马召开，以完成最终报告书。

此时正逢在罗马举办十国财长代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谈，日本的财务官和美国的副财长均作为最高长官出席。由于他们的日程繁忙，所以进行了这样的安排。

双方最初决定会议时间为两天，并于21日完成报告书。但会议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所以决定将时间延长一天，22日继续讨论。

当时我留在东京，认为最迟22日傍晚报告书就能完成，计划接下来马上对其日文版进行修改和定稿。在罗马参加会议的日方人员有财务官、副财务官和各局的代表，留在东京待命的则有我和各局的相关人员，其中包括担任全稿汇总的那位国际金融局的实力派课长助理（参见“夏威夷之乱”一节）。他负责梳理全稿英文部分的日译和日文部分的英译，再由我来进行最终审校，最后提交报告书的定稿。

但是我们等来等去，也没有等到会议结束的通知。听说到了当地时间23日凌晨5点，会议还在继续。这场彻夜进行的讨论最终一直持续到了当天早上6点30分。

从之后源源不断地收到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双方都为此煞费苦心。达成一致的部分有明确的记述，但没有达成一致的部分并没有写上“未达成一致”。对于那些虽然没有达成一致但多少有一些进展的地方，报告书上写出了双方在哪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在哪些问题上仍有分歧。而对于那些意见完全对立的问题（如政府短期证券的性质），只写明了日方和美方的意见。

在将上述日美各自的意见写入报告书时，双方决定按发言内容原样加以记述，报告书关于该部分记述的草案也由双方各自撰写。从两国分别撰写的报告书中可以看出，双方在英语上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比如在“关于日本金融机构等在美国持有资产的限制”的部分，双方分别是这样写的：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noted that in some states asset maintenance requirements were imposed on foreign but not American banks and，therefore，were putting a financial burden on foreign banks.…（A）

（大藏省指出，美国某些州不对美国银行的资产进行管制，而限制外国银行的资产，这对外国银行造成了财政负担。）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noted that subsidiaries of foreign banks which，like US banks，must meet minimum capital standards，are not subject to that requirement and that in some states such requirements are being removed or reduced…（B）

（美国财政部指出，一些外国银行的在美分支机构和美国本土银行一样，必须满足资本金的最低标准，对于这些外国银行，美国有些州并不对其资产进行管制，或是正在废除或放宽相应的限制规定。）

日方准备的文件（A）在语法上遵循传统的“时态一致”原则，但美方准备的文件（B）却并非如此，而是使用现在时记录间接引用的内容。这样一来，美方的观点就容易被认为是“真实情况”，而日方的观点则成了单纯叙述。

在罗马负责汇总英文的副财务官是我的前辈，他回到日本以后，我向他反映了这一问题，结果他说：“我就知道你要抓住这种（无聊的）地方不放”。这也难怪，他为这篇报告书在罗马奋战到了天亮。

1984年5月30日，这篇费尽心血的报告书终于公布于世。它涵盖了多个领域的措施，例如有关利率、资金周转和借贷的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问题，以及包括东证会员权问题在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在日本的发展问题，还有欧洲日元债券和欧洲日元贷款问题等。该报告书对自由化的推进程度远超日本当初的设想。

当日元美元委员会引起的热议即将为人们淡忘之时，在翌年年初，大概是1985年2月左右，我突然收到一份来自华盛顿的礼物，是一张装在木质相框里的照片。这是在罗马就“历史性的报告书”达成一致之后，与会人员共同拍摄的纪念照。在这张30年前的老照片里，会议桌后坐着当时还很年轻的财务官大场和副部长斯普林克尔两位主席，他们身后是日美双方共13名与会人员。在镜头里，他们的表情疲惫中带着一丝安心。

照片的左上角写有“To Kubota san（致久保田先生）”，右下角则写着“with my appreciation！Beryl W.Sprinkel（谨表谢意。贝里尔W.斯普林克尔）”。这应该是斯普林克尔本人的亲笔。他是个和善的人，也是一名信奉货币主义的学者型副部长。之后他并没有一直留在财政部，而是回到了自己更喜爱的学术领域。

日元美元委员会是我第一次参与的日美谈判。后来，日美两国又在“广场协议”“东京峰会”“卢浮宫协议”“宫泽/贝克共同声明”“G5、G7政策协调”“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和“日美金融服务协议”时展开了各种激烈交锋。我开始主要从事各种后勤接待，到了后期则承担了实际负责人的工作，总之一直深入地参与其中。


货币主义对凯恩斯主义

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是在1967年夏天到1969年夏天。当时金融市场采用的还是固定汇率制度，英镑的汇率是1英镑兑2.8美元，到了1967年11月贬值为1英镑兑2.4美元，换算成日元的话，分别为1008日元和864日元。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家。例如1965年出版的Surveys of Economic Theory（3卷）就是由美国的经济学会和英国的皇家经济学会共同编写的。

此时的牛津大学，国际经济学方面的罗伊·哈罗德先生已经退休，不过还经常参加国际经济学讲座并进行发言。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约翰·希克斯教授对于学问有极大的热情，但在教学领域，主要是举办福利经济学讲座及教授经济史理论，而不是经济理论史课程，内容比较枯燥。1968年夏，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数理经济学专家、年轻的I.A.马雷斯教授前来任教。同年，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罗伯特·莫顿·索洛教授来到牛津大学担任了一年的客座教授，从数学角度讲授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主的宏观经济学。

当时是商业周期理论的天下。在牛津大学的教授阵容中，最核心的一位就是教授这一理论的R.C.O.马修斯教授（顺便提一下，我就是在他的课上学到的赤松要教授关于经济发展的“雁形模式理论”的，马修斯教授称其为“Wild Geese Theory”）。马修斯教授讲课非常耐心细致，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听懂。他平时上课语调平静，用词文雅，但唯有一个话题会让他涨红了脸激动地加以反驳，那就是货币主义所推崇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就读时讲授法哲学科目的碧海纯一教授。他平时非常从容淡定，但在批判他认为不合理的经济理论时，脸也会涨得通红。

货币主义也叫芝加哥学派，认为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把一切问题交给“看不见的手”解决。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也无论其目的是在于刺激经济还是控制经济，总之一切有目的的调整经济的政策都应受到否定。

该学派认为，不管经济是走强还是走弱，金融政策只需要确保资金供应量符合该国的经济需求，并主张废除一切管控，让市场自由发挥威力。他们认为，调控措施不仅无法稳定经济，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

当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主流思想则是凯恩斯主义。对他们来说，货币主义是无法接受的。顺便提一下，在美国，“凯恩斯主义”是指不顾财政赤字大幅发行国债，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和发展经济。但是在英国，“凯恩斯主义”则是指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上，通过调节总需求来稳定市场。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强调调控政策的重要性，认为金融政策应重视调整利率而不是资金供应量，所以说得夸张一些，他们与货币主义者简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根据以上经验，我认为如果牛津大学的主流思想没变，学校的师生肯定会对1984年的日元美元委员会很感兴趣，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也一定会支持日本的立场。在之前“围绕金融自由化的日美直接交锋”及“主题谈判与后勤保障”等章节中我曾经提到过，美方的观点是以货币主义为其理论支撑的，并且美方代表、副部长斯普林克尔的上一个职位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那儿正是货币主义理论的源头。

另外，在日元国际化进程加速、日本金融机构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日元美元委员会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课题。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在牛津大学做一个这方面的演讲，也算是报答母校对我的培养。

在5月末的日元美元委员会结束以后，财务官办公室的下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6月8日召开的伦敦峰会进行准备。日本首相中曾根、大藏大臣竹下和外务大臣安倍将出席会议，之后，首相将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也有幸随行参与会议，并作为大藏省相关人员陪同访英。我打算利用这次机会访问牛津大学，所以和大学方面就演讲地点等进行了沟通。

1984年6月11日，在牛津大学的尼桑日本研究所，我以《关于日元的国际化》为题进行了演讲。这篇5000字左右的文章是我用两三周的时间赶写出来的，也是我现在仍然保留的20多篇英语演讲稿中比较满意的一篇。这番批判货币主义的演讲赢得了极大的喝彩，但也受到了一位爱国的美国学生的强烈抗议。


理论武装的重要性

1984年6月11日，我在牛津大学进行了有关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演讲，此时距离谈判结束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日元的国际化。近年来，日元储备在国际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日元交易在外汇交易中所占比例以及日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都在快速增加，形成了很大规模。日元和德国马克以及瑞士法郎一样，成了一种新兴储备货币（NERCS）。

对于日元的国际化，日本政府一改以往的谨慎态度，任其自然发展。这也许会与之后将要提到的金融自由化一起，对日本的金融制度和政策产生众多影响，但日本决定接受日元“成为储备货币所带来的负担”。

第二，关于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委员会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日元和美元的汇率问题（美元强势，日元弱势）。日方认为这是美国的高利率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财政赤字，因此美国应努力减少财政赤字。而美方则认为这是由于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程度不够，导致日元的潜在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所以主张日本应该努力实现自由化。

对于美方所提出的日本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的问题，日本也打算积极进行，双方可能只是在推进的速度上有所分歧。

双方在理论上进行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则是利率的作用问题。美方对此持典型的货币主义观点，认为利率应该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因此政府不应根据经济情况出台利率政策对其进行调控。而日方则主张利率调控是一种重要的行政手段，政府理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利率水平。

对于欧洲日元市场的评价，美国在两三年前还持极为否定的观点，认为应该限制其发展，并和德国一起强烈要求对欧洲日元存款征收预扣税。对此，日本和英国表示反对，认为这不应该并且也很难实现。但现在美国却认为欧洲市场是一个没有管制的理想市场，这一观点与他们此前的主张背道而驰。

在我阐述以上观点时，听众的反应各种各样，但尤其是在对货币主义进行批判时，获得了听众的大声叫好。当我提到：“但不可思议的是，主张欧洲市场万能的美方副部长助理斯普林克尔和我一样，都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他在1965年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我则在1969年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时，会场上传来了一阵笑声。

演讲之后是提问环节。在提问即将结束时，一名学生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他颤抖着双唇，用美式英语激烈地反驳我说：“美国人才不会那么傻呢！”我估计这是一名留学牛津的美国学生。我解释道：“我批判的是美国政府中参与了日元美元委员会的一些人的观点，而许多美国人其实和我们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的想法也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才使他满意。

我的这场演讲，在1986年被英国记者阿德里安·汉密尔顿（Adrian Hamilton）引用进了他写的The Financial Revolution一书中。该书于1987年由铃田敦之翻译成日语，名为《金融革命的冲击》。

不管怎么说，日元美元委员会告诉了我们在国际谈判中必须要提高日本的谈判能力，而这些问题在日后的国际金融谈判中也日益凸显出来。

首先，在国际谈判中应加强经济理论的指导，使之更好地支撑自己的观点。在1984年进行的日元美元委员会谈判中，美方一直以货币主义理论为指导。虽然其是否合理尚待商榷，但这种理论武装会使他们的观点在第三者看来显得十分正确。

在1990年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时，美方又搬出了IS平衡理论，主张“储蓄和投资的差值应该等于经常项目收支差额”，并以此为依据要求日本增加公共项目支出。IS平衡理论体现的是等式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从中直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支出是重点，那么除了公共支出以外，美国为什么不要求日本增加民间投资呢？但是，这一理论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使美方的观点显得客观。

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的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1986年5月的东京峰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我到现在还经常会想，如果当时日方能够提出更多用经济理论武装起来的观点，也许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次，在日本国内，应该展现出更加“百家争鸣”的观点。当时，美方关于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权开放和欧洲日元债券的自由化问题提出了强烈要求，但却并没有要求日本实现证券交易手续费的自由化（这会触及证券公司的利益），而这是美国在自由化进程中首先解决的问题。如果当时日本的某些主要媒体能够指出，“美方要求日本在金融各领域实现自由化，却没有要求日本实现证券交易手续费的自由化。这是因为美国财政部长曾在证券公司任职，因此才会对有利于美国证券界的东证会员权自由化问题如此热心”，我想也许局面会有所不同。

在日本，媒体的观点通常到了一定程度就偃旗息鼓了，并且基本都是：“美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政府正苦于应对。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这种倾向并不利于日本在国际谈判中占据主动。


第3章　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作为协议书的撰写负责人

日美激战的巅峰

1991年6月，日美两国达成协议，发表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报告书。从各种意义上说，该报告书的完成过程堪称日美两国经济冲突的巅峰。因为这个协议覆盖领域之广（一般来说，日美间经济问题指的是汽车、纺织品、钢铁、牛肉等个别问题，而这次涉及了两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参与部门之多（通常情况下是由政府经济部门参与谈判，比如汇率政策及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由大藏省负责，农业问题由农林水产省负责，汽车问题由通商产业省负责，而这次谈判中劳动省、法务省、公正交易委员会等部门也参与了进来）、谈判过程之复杂（之后我也将写到，除了双边谈判外，该国国内利害关系的对立也会折射其中，而这种对立有时甚至达到了“违反仁义”的程度），都具有极大的特殊性。

这一时期，日本在经济方面的迅猛发展令世界为之瞩目。以美国为主的许多国家认为，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日本尤其在金融方面也许会凌驾于美国之上。日本国内也有人坚信这一点，以此为前提出现了各种观点。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收购美国的著名地产及企业，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的数据显示，在银行外汇资产方面，日本驻外银行占全球总量的1/3。

对于日本未来的发展，在埃兹拉·沃格尔1979年所著的《独占鳌头的日本》（Japan as No.1）中已经有所分析，而到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开始之时，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看法就像在序章中提到的一样，从当时出版的一系列描述日美关系的书籍名称中就可得知。1989年6月出版的《日元！日本的新财政帝国及其对美国的威胁》（丹尼尔·伯斯坦著）、1990年6月出版的《日本货币的威胁》（阿隆·瓦伊纳著）之外，1989年12月，反对日元称霸的《日本愿做第二！》（日高义树著）也出版上市。另外，1989年出版了比尔·艾默特的《太阳照常落下》（The Sun Also Sets）。这本书的书名十分刺激眼球，其副标题是“Why Japan will not be number one（为何日本不会（超越美国）成为第一）”。

《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也叫《日美结构性问题谈判》，是从“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简称SII）译过来的，但这个英语名称实在有些蹩脚。因为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源于两国的经济结构，此次谈判也正是为了消除这些导致收支不平衡的障碍（impediments）而举行的，但英语的“impediments initiative”却给人感觉是主张“促进障碍发展”。

据说，《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是1989年5月在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公布“重点国家”时，由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提出的。对于日美两国的根本结构导致贸易失衡这一问题，美国对日本“另眼相看”，试图通过与别国不同的框架进行协商。

1989年7月，第15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法国召开。当时的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和美国总统老布什达成协议，决定在一年之内完成联合报告书。

日方由外务省、大藏省以及通商产业省主要负责这次谈判，由外务省审议官、大藏省财务官和通商产业省审议官共同担任日方会议主席。1989年9月，两国间第一次会议在东京召开，之后轮流在东京和华盛顿举行了共五次会议。1990年6月，双方公布了最终报告书。

我在东京峰会期间担任大藏省国际机构课课长，之后，1986年夏天至1988年夏天期间担任副财务官，1988年夏天开始担任外汇资金课课长，负责外汇政策及外汇储备的运作。但在1989年6月，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框架还没有正式浮出水面时，我突然被任命为大臣官房调查企划课课长。通常情况下，这一职位应该由负责国内事务的人来担任，但之所以选择我，可能是在由于在大藏省内部，国际问题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的缘故吧。

就这样，我从四楼的国际金融局搬到了二楼的调查企划课。调查企划课的位置正对着大藏省北侧的走廊，旁边就是外务省。我私底下把这条走廊称为“官官大道”，因为大藏省的三个官——“财务官”“总务审议官”以及俗称“副财务官”的办公室都在这里，再加上“大臣官房审议官”“参事官”“企划官”等各个办公室的牌子，所以我给它起了这个名字。

一年后的1990年6月28日，即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的最后一天，我离开了“调查企划课课长”这个职位。我还记得，这一天，在离开这个职位后，我又立刻回到了两国谈判的现场。总之，我在“官官大道”的工作从时间上说，始于SII，也终于SII。


美方的理论武装

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旨在减少日本的经常收支盈余，缓解美国的赤字问题。在谈判中美方了占据主动权，并且体现出美国所参与的此类谈判的共同特点。

第一，在形式方面，首先由两国高层间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其下属人员撰写报告书，再交至两国高层。前面提到，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就是根据1983年11月竹下大藏大臣与里甘财政部长所达成的一致意见，由日本财务官及其下属和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及其下属进行谈判，并于第二年的1984年5月完成了报告书。

这次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则是在1989年7月宇野首相与老布什总统达成一致意见后，由日本外务审议官、财务官、通商产业审议官和美国国务院、财政部，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代表共同主持会议，并于1990年6月末完成了报告书。两次协议的区别在于双方的高层由部长级上升到了元首级，各国主要负责的部门也从原来的一个增加到了三个，但形式上两者是相似的。

第二，从具体措施上说，即使该措施是一方强制要求另一方采取的行为，但报告书的写法显得像是该国自主采取的此种行为。

第三，美国陈述其主张时，特别是在刚开始的阶段，总会举出一些经济理论作为支撑。日元美元委员会时采用的是货币主义的汇率理论，而这次则采用了与国际收支有关的“IS平衡理论”。

更具特色的一点是，这些理论其实是日美谈判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某些特定人物所信奉的观点。例如日元美元委员会时期，时任副财长的斯普林克尔信仰货币主义理论，而本次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依据的观点，则是当时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博斯金所信奉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具有一个倾向，就是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推导出对美国有利的结论，而且与前后的政策没有什么连贯性，随着核心人物的上任和卸任一并上台与下台。众所周知，斯普林克尔主张的货币主义的外汇理论因为财政部长詹姆斯·艾迪生贝克的上台而遭到封杀，而本文之后将要提到的“IS平衡理论”则因为博斯金其人而迅速走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美国时不时地突然拿出一个颠覆常识的经济政策，使金融界要花很长时间来纠正这种不合理性，最终使得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负担大大加重，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遗憾。

美国提出的“IS平衡理论”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赤字等于该国的储蓄与投资额之差（储蓄大于投资时为盈余，储蓄小于投资时为赤字）；第二，为了缓解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的情况，盈余国和赤字国应分别采取增加支出和减少支出的政策。后文中我也将提到，美国就是在这个“IS平衡理论”下，要求日本采取政策，增加个人消费支出及公共事业支出，以扩大财政赤字。

第一部分的内容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如果着眼于国家整体收入的来源，则

GNI=GNP+经常转移收支

=GDP+所得收支+经常转移收支

=（C+G+I）+经常项目收支①

如果着眼于国家整体收入的支出，则

GNI＝C+S+T②

（C、G、I、T分别表示消费支出、政府支出、投资、税收）根据①和②可得出：

经常项目收支＝（S–I）+（T–G）③

也就是说，经常项目盈余等于民间部门储蓄盈余与政府部门储蓄盈余（盈余额）之和。

公式①、②都是定义式，因而公式③也是定义式，它们体现的关系是始终成立的恒等式。

问题在于第二部分的内容。对公式（S–I）+（T–G）进行操作是否就能改变经常项目的盈余与赤字呢？假如可以，那么对于赤字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只要增加储蓄、抑制消费就可以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这是否真的可行？如果可行的话，那么为减少经常项目赤字而采取的一系列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如降低汇率、提高商品质量等，岂不是毫无意义了吗？

改善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的重点在于纠正贸易收支的不平衡，权威的观点认为，归根结底在于调整汇率和对总需求进行调整。具体说来，持有过大盈余的国家应该通过升值本国货币、限制内需来改善失衡的状况。而“IS平衡理论”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提示政府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以民间部门或政府部门的哪个为主体，从什么方向对总需求进行调整，或是应该以哪个部门为中心，对短期总需求调整理论中未提及的结构改革进行推进。


IS平衡理论

在经常项目收支方面，美国的巨额赤字和日本的巨额盈余是否起因于两国的投资与储蓄的差额（即IS平衡）呢？关于这一点，日美两国的意见从未一致过。1990年6月公布的《日美结构性问题最终报告》在开头论述了该协议的意义（“两国通过对贸易及国际收支调整中成为壁垒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认识和解决，以利于改善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之后对两国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解释。其中日本部分有6大板块，美国部分有7大板块。双方第一板块的名称均为“储蓄投资类型”，这其实就是与IS平衡理论有关的内容。

日本方面的“储蓄投资类型”由“Ⅰ基本认识”和“Ⅱ对策”构成。

“基本认识”在开头部分以“缩小经常项目盈余”为题，进行了如下描述：“为实现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日本采取了各种有效政策，现在经常项目盈余正不断减少，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已从1986年的4.5%下降至1989年的1.9%，降幅超过50%，而且预计这种趋势在1990年度仍将持续。这种良好的趋势不仅得益于日本大幅增长的进口额，百姓休闲方式的丰富使得出境游支出增加，这也加快了盈余减少。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大幅增加，已经超出了美国对全世界除日本之外的全部出口的总和。”

事实上，这段看似简洁的文字里有着日方撰写者的不满情绪。

其一，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正在急速减小，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还必须要在两国间进行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的确，在此之前由于日本的盈余问题曾几度导致日美两国关系发生紧张，但那主要是在盈余有所扩大（尤其是在其数值超过占GDP比例3%）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而现在，日本的盈余额正在不断减小，其占GDP的比例也降到了1.9%。

并且，这种减小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日本“为实现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采取了各种有效政策”的结果。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美国经常项目收支赤字不断增加，是因为美国自己没有实行有效措施的缘故。

其二，美国将日本经常项目盈余问题视为威胁，但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增速却超过了对其他国家。既然对日本有所不满，那为什么不将主要出口对象转向其他国家呢？

“基本认识”中的第二个题目是“明确社会资本整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后面将要提到，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宣布从1991~2000年的10年期间，将动用约430万亿日元用于公共投资。其具体内容如下：

“日本的社会资本整合从历史上说起步较晚，因此虽然日本每年用于公共投资（Ig）的资金在GDP中的比值已经达到美国的4倍，社会资本整合水平迅速提高，但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一点不可否认。鉴于这种情况，日本充分认识到社会资本整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决定今后仍将扎实推进相关建设。这也将有益于日本在持续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不受通货膨胀影响，进一步减少经常项目收支盈余。”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针对美方要求日本增加公共投资这一主张，这段文字表明，日本在当时已经以其他发达国家从未有过的速度进行着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建设。事实上，当时日本在公共事业方面制订了15个领域的长期计划，如道路建设5年计划、住宅建设5年计划、机场建设5年计划等，并正在据此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

根据这些事实，在由大藏省撰写（事实上由我撰写）的这部分草案中，我加上了“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像日本一样如此积极地、有计划地、广泛地推进公共事业”这样一句话。但是当时的内阁外政审议办公室主任（相当于现在负责外交的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打来电话，表示这份报告难得两国都达成了一致，不希望刺激到美国，所以让我务必删除这句话。虽然很遗憾，但我最终还是听从外交方面的判断，删除了这句话。

对于关键的“IS平衡理论”，日方始终未将其纳入报告书中，而是坚持我们的立场，即改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应该依靠调整总需求等传统手段。上文中的“有益于日本在持续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不受通货膨胀影响，进一步减少经常项目收支盈余”这句话，就体现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Ⅱ对策”部分的“1.促进社会资本整合”“2.国民消费：增加休闲时间及促进消费者信用弹性化”等项则显得与美国主张的“IS平衡理论”比较和谐。其中关于国民消费部分，内容中列出了缩短劳动时间、提高银行信用卡使用的便捷性、延长金融机构的工作时间等具体措施。

另一方面，美方“储蓄投资类型”的“基本认识”部分则基于“IS平衡理论”，指出美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是通过削减财政赤字和增加民间储蓄继续减少经常项目赤字。

然而，和理论相比，具体措施更为重要。下节我们就来看一下日本“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这一重大举措。


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

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的框架下，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并充实公共投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我们一开始告诉美方，日本在15个领域制定并实施了有关公共事业建设的长期且具体的计划（如道路方面的《道路建设5年计划》等），这在发达国家中都是罕见的，美国甚至连一个类似的具体计划都没有。而且这些计划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制订出新一轮的同样的计划，继续推进公共投资的建设。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回答就可以了。

日方负责人对此也很有把握，认为这一部分的谈判可以在此基础上确定下来。在去美国之前，他对大藏大臣表明了同样的决心。然而，对方的态度却出乎意料地强硬，日方原来的想法完全行不通。

谈判没有进展，最后美国干脆要求日本就一定时期内的公共事业支出总额做出承诺。结果日本不得不确定了之后10年间的公共事业支出的总额。

而且，在金额上原本定的是400万亿日元，但美国忽然又提出要追加30万亿日元。对此，一位政界的实权人物表示：“不能惹怒美国。美国要这么说了那也没办法。再追加30万亿吧。”于是就变成了430万亿日元。

让别国在无法知晓未来经济形势的当下就对今后的公共支出金额做出承诺，这种做法听起来实在过于荒唐，却又是无可奈何。

我们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绞尽脑汁地为这一承诺加上了三个“安全阀”。第一，这笔支出是名义金额，而不是实质金额。如此一来，如果今后物价上涨，430万亿的目标将相对较为容易达成。

第二，将购买土地的资金也算在这笔公共事业费之内。虽然经济学上的“公共投资”不包括用于购买土地的资金，但将其计算在内可以增加金额，有助于目标达成。

第三，时间较长，定为10年。公共事业费是一国经济刺激政策中较为灵活的部分，在经济状况良好时其投入较少，而经济低迷时，为刺激经济会增加其投入。因此在规定的时期内，如果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话，公共事业支出将会减少，使得目标难以实现。反之则易于达成。把期限定为10年，正是基于对经济在此期间可能有所波动这一判断，以减小经济变动对实现目标带来的影响。

就这样，面对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增加公共投资一事，日本尽可能以对未来不留下祸根的形式进行了应对。

以上就是当时我对此次谈判的认识。那时我在大藏省担任调查企划课课长，负责协议书的总体汇总工作。然而日后我却发现，事实和我想得并不一样。


“无仁义之战”

1997年夏，我离开大藏省，之后分别在国土厅和城市基础建设公团工作了三年和两年。这两个机构的工作内容和原来的建设省属于同一领域，高层也大都是从建设省借调来的或是原来的建设省领导。我在大藏省参与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期间，建设省也曾有人参与其中。在和他们谈论往事时我了解到，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不单纯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斗争，在日本的财政部门与负责公共事业的部门之间也展开了明争暗斗。甚至还得知，日本负责公共事业的官员为了寻求帮助，曾以各种方式与美方相关人员有所接触。

他们与前文中提到的那位实权人物也有密切联系。那位政治家乃是日本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就是他对我们发出了“不能惹怒美国。美国要这么说了那也没办法。（就在400万亿日元基础上）再追加30万亿吧。”的指示。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谈判的目的正如两国首脑在最初的共同声明中所称，是“旨在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为此“两国通过对贸易及国际收支调整中成为壁垒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认识和解决”。然而，如果事实真像上述的那样，那么这场斗争就成了日本国内势力和财政部门之间的斗争。这些势力假借日美之争的名义，或者至少是将其当成了一次绝佳机会加以利用，目的是增加公共事业的支出。说得再严重些，是把原本应由日本自己解决的国内问题，假借外国之手，或者说利用与外国谈判的机会，为自己谋求利益。真是这样的话，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独立国家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件十分令人气愤的事情。

从这一角度回顾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当时的许多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首先，可以发现在报告书里所写的日方应采取的措施中，与公共事业有关的项目出奇的多，且绝大部分都与促进公共事业或发展建筑业有关。在日方总共六大板块的措施中，有两大板块（即“1.储蓄投资类型”和“2.土地使用”）都与之有关。具体内容如下：

1.储蓄投资类型

充实社会资本：

（1）考虑到日本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成为一个老龄化问题突出的社会，应扎实推进资本整合：（注：制订未来10年的综合性《公共投资基本计划》，并明示其间的支出总额约为430万亿日元）。

（2）公共投资的分配限定为注重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领域。

（3）在单年度预算制度下充分发挥国库债务负担行为。

（4）将财政投融资制度灵活运用到社会资本整合中。

（5）健全体制以促进大规模综合开发项目。

（6）确保建筑市场对国内国外一视同仁。

2.土地使用

（1）促进大城市中住宅及建设用地的供给。

（2）全面综合审视大宗土地管制制度。

（3）充分利用国有公有土地。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住宅和住宅建设用地的供应。

（5）重新考虑土地及房屋租赁法。

（6）重新考虑城市区域的划分，放宽建筑标准。

（7）合理进行公共土地评价。

同样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对日本增加公共投资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

但是，美国方面也做了一些不应该在国家间进行的行为。当时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对日本的在野党进行了一些疏通。

通常情况下，一国在与另一国进行疏通时，会顾及该国的国情，直接与政府或是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执政党进行交涉。当年，我受邀参加了在美方官邸举行的大型聚会。美国人似乎觉得我这个课长级别的人物正好可以用来充当翻译。

美国外交使团的一位人高马大的重要人物逮住我，问我是否能为他和在场的一位日本人做翻译。他指的是当时在野党的一名国会议员，同时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拒绝这一请求，于是就答应了下来。美方说的是：“其实我打算在近期就（与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中有关的）贵国的税制改革问题发表这样一些观点，您那边能否在此基础上进行应对？”也就是说，这位外交官在对日本在野党的官员做工作，希望他支持执政党不会同意的观点。这算怎么一回事儿呢？我当时真想说一句“你这么做太过分了”，但考虑到作为“翻译”不应该发表意见，又把话咽了回去。

总之，当时的日美两国在众多领域存在极大分歧，导致两国间发生了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无仁义之战”。


美欧之别

我们在很多时候会说“欧美”或者“英美”如何如何，习惯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然而至少可以说，在日本参与的国际谈判中，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很容易招致误会。在我看来，美国与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

差别之一就是英语。英国剧作家、批评家萧伯纳曾说过，“England and America are two counties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语言分开的两个国家），意思是，虽然英国和美国都说英语，但其内容却大相径庭。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精妙。国际谈判中该如何理解对方所说的“英语”，该用怎样的“英语”进行表达，这一点在对方是英国和美国时应区别对待。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说明。

在谈判过程中，对待美国和对待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也应该有所区别。究其原因，可能与美国成立的历史背景、美国政府的权力在形式上分至联邦各州（即联邦政府的权限受州政府所赋予的权限所限）、双重结构的公务员制度（分为政治性任命的官员和专职的公务员。前者有政策决定权但会经常更换，后者则以公务员为终身职业，职位在课长级别以下）等因素有关。

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以及之后的一些经历，让我总结出在与美国进行交涉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

其中一点就是，美国的许多提案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或者周密的商议。

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在进行政府提案时，之前一定会在相关部门内部进行极为慎重的讨论。通常来说，不仅要考虑该提案是否符合本国整体的政策，还要考虑其内容是否与之前的谈判存在矛盾（如有矛盾要进行修改），以及是否会过度刺激到对方而导致谈判陷入意想不到的僵局等。

但美国却未必如此。他们往往会在提案还“半生不熟”时就把它交给对方。所以极端地说，对于收到提案的国家而言，只需了解这份提案的大体方向性即可。提案既然没有经过严谨的讨论，那么在细节上遭到对方的反驳，或者被要求修改也可以说是他们意料之内的事情。尤其当政治性任命的高级官员撰写提案时，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发生，因为他们并不是专业的公务员。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对方提案的某一句话就很激动或者生气地反驳，这样既没有用也不值得。

记得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刚开始不久时，一天晚上，与我同年进入大藏省、现在主计局负责财政部门的总务课长跑到我这里说：“久保田，能过来一下吗？”我跟他过去一看，只见主计官、课长、课长助理等五六人坐在他们局领导的四周，脸上都带着十分凝重又疲惫的表情。

一见到我，他们的领导就说：“哎呀，久保田君，你来得太好了。对于美方的提案，他们（指自己的下属）说想这么修改。但这个提案里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思路还没整理清楚。要是这样美方肯定不会采纳的。你说他们会不会生气呢？”的确，日方的提案并不完善，肯定不会让这位追求细节、擅长逻辑思维的领导满意。但他们讨论了近两个小时，也没想出更好的方案。

我表示，日方的这个新提案确实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但同时我说：“您说得很对。从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说，这是个不合格的提案。不过美国提出的方案也跟我们的差不多，并不严谨。但我们如果不尽快提出反驳，美国就会误认为日本同意他们的提案，并开始下一步行动。所以我觉得还是尽早把这个提案交给美国为好。在谈判的这个阶段，提出这样的方案，他们应该不会生气的。”

“是这样啊？真的没关系吗？既然你这么说（看来他还是比较信任我的），那就这么办吧。”就这样，会议终于结束了。

对于这份新的提案，美国没有生气，也没有做出什么过度的反应，我猜他们也是以“是这样啊”的心态接受了这份提案。


政官合作

虽然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撰写了中期报告书，之后也进行了各种谈判，但具体进展却并不顺利。两国在中期报告书中所商议的“于1990年6月底之前完成最终报告书”这一计划看上去很难完成，尤其关于日本在公共投资方面的措施，双方之间始终存在较大分歧。

两国公务员层面的交涉陷入停滞，导致部长级谈判也拖沓不已。就在这时，有消息称美国总统准备了一封给日本首相的信。一旦这封信寄出，美国将没有退路，但日本也绝不会因此就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

相关人员紧急商议，最后决定拜托日本前首相给美国一位十分有分量的政治家写信。前首相曾在担任大藏大臣期间参与过重大的国际谈判，与这位美国政治家也有深厚的交情。我们希望他能在这封私人信件里详细记述日方的立场、想法以及一直以来所付出的努力。而对方的那位大人物则与时任美国总统交情匪浅，其能量之巨大，甚至被美国国内称为“Deputy President”。

与前首相商量后，决定信件的具体内容由负责财政的某局课长起草。该课长使出浑身解数，写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稿子。其主要内容如下：

·在结构性障碍协议的中期报告书中，日本已决定制定公共投资10年计划，在最终报告书中将明确该支出总额。

·对于美方最初提出的“明示公共投资在GNP中所占比例的目标值”这一要求，由于日本的公共投资主要是用于调整经济，为确保经济调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日方无法答应。

·美方还要求日本“制定1990年度的公共事业增补预算”，但由于日本目前内需增长势头强劲，因而无法承诺。

·对于美方让日本“即使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也要扩大公共投资”这一点，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陷入巨额财政赤字以来，一直呕心沥血地进行财政改革。作为其中一环，日本内阁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从去年开始终于导入了消费税制度。

·在社会资本方面，日本将其作为自身问题，决心在21世纪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扎实推进社会资本整合，努力创造国民满意的良好经济环境。这种情况下，作为发达国家，日本的经济基础决不能出现混乱，而通货膨胀就是最大的增税。

这封信的英译由我负责审定。最开始是由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翻译的，他曾经在美国留学过两年，也有在国际机构工作的经历，但翻出的译文却差强人意，所以让我再次润色。当时，日本为了培养未来的国际化人才，积极向海外派遣留学人员，但遗憾的是，真正能写出好的英语文章的年轻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封私人信件送到对方手中，以及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与日本外务省的关系。在这次谈判中，大藏省固然与此息息相关，但外务省也共同担任主持，因此对于有关谈判进展的重要事宜也必须知会外务省。但如果正式地将此事告知外务省，他们肯定会把内容重写一遍，哪怕他们对这方面的情况并不了解。

非专业人士写出来的东西容易出问题，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

另外，草率行事还可能导致信息泄露，引发意想不到的问题。1986年夏，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就任后不久，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艾迪生贝克的访日计划上就发生过类似的问题，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详细请见拙著《证言：宫泽第一次货币外交》第16~17页）。

最终，这个问题在两部门的次官间的个人交情下得以解决。大藏省的次官给予自己同期进入外务省的次官打电话，告知说大藏省会派人将这封私人信件的原件送到外务省，请他们帮忙看看英文“是否自然”。

于是我就带着这封英语的信去到了旁边外务省的次官办公室。大藏省的次官办公室里一般是负责后勤的两三人在外间工作，负责实务的文件课在走廊对面，而外务省的次官办公室则是负责实务的人员在外间工作，人数也较我们稍多一些。外务省的次官将信通读了一遍之后，便交给外间的一人让他看一下英语。最后，这封长达5页的信简单修改了两三处就OK了。

之后，6月上旬，这封私人信件得到了前首相的签名，并通过合适的途径（应该是）交给了对方。也许是这封信起到了效果，之后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取得了飞速的进展。6月25日起，两国在日本外务省礼堂，在异样的气氛下开始了最后阶段的工作。同月28日，双方意见了达成一致。

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它印证了一个道理——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公务员对工作方法和专业知识的长期积累及灵活运用、政府与官员为了国家利益而相互信任和团结合作、不同国家公务员之间的团结一致（我认为发达国家之间多少有一些这样的关系），以及各国政治实权人物间的彼此信任，这些都是促使国际谈判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美国人的“英语”

对美谈判中，我们需要注意美国人说的“英语”。在前文中已经说到，国际谈判中该如何理解对方所说的“英语”，该选用怎样的“英语”进行表达，当对方是英国（以及欧洲国家）和当对方是美国时，应区别予以考虑。

例如对方所说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如果对方是英国人，而且还是担任要职的官员的话，通常情况下，他会从脑海中浮现的几种表达方式里选出一种来表达他的观点。

同样是表达“我赞成你的观点”，就有“I agree with you”“I can agree with you”和“I can go along with you”几种，其各自含义也明显不同。

后两种表达中的态度不是很积极，含有一种“既然你这样说了，那我就赞成吧”的意思。从谈判者之间“借”和“欠”的关系来说，对方很可能因为自己的这一表态而觉得“欠了自己的情”。换句话说，说话人极有很可能是在充分判断了该不该加入“can”之后，而特意使用的“can”这一情态动词。

同样，如果当他们说“Basically，we support the idea”时，也要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即“基本上赞成”，而并不是完全赞成。虽然原则上赞成，但仍然可能存在不赞成的地方，所以说话人特意使用了“basically”。作为谈判人员，一定要明白对方为什么会说“basically”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不赞成的情况。

更进一步地来说，他们一般会当场判断是否该发言，然后选择发言或沉默。

我们作为谈判的另一方，需要密切关注对方的用词，认真听取发言内容，这样就能预测出对方接下来要做什么。

而且在与英国人的谈判中，如果认真听取对方所说的英语，我们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是尊重还是平等或轻视（如果他们毫无道理地轻视我方，就需要考虑调整策略，以使谈判顺利进行）。

而美国人的英语，原则上与上述情况正好相反。

首先，美国人说话之前很少仔细推敲。所以即便他们说的话有些粗鲁，也并不一定是在侮辱对方。另外，从他们所说的英语去揣摩他们的态度，比如这句话包含了什么意思，他们到底有多坚持这个主张，如果我方再争取一下对方是不是会让步等等，这些努力基本上都是白忙活，甚至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英美之间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过在此暂不深入研究。

既然美国人的“英语”就是这么一种语言，那么我们在和美国人谈判时使用十分直接粗鲁的英语表达也是可以的。

在我担任国际金融局总务课企划官一职期间（1981年夏至1982年夏），曾有一位美国官员来日访问。本来计划访问的是外务省和通商产业省，但他说想就某些问题听取大藏省相关官员的个人意见，因而也访问了国际金融局。我陪着上司总务课课长一起去见了这位美国官员。

上司的意思好像是让我来回答对方的问题，所以主要由我跟他交流。这位美国官员表达的意见是，美国此前一直致力于推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今后将要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美国产业结构的重心正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所以不光要促进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还要促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才能更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其中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等行业。自由化的发展不会危害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只会损害发展中国家。接着，他问日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具体细节我记不大清了，但我记得那位官员一边宣称不会给日本带来任何麻烦，一边却对日本发表了许多无礼言论，口气也十分蛮横（至少在我听起来是这样）。既然他让我坦率发表意见，我便也用十分激烈的英语进行了反驳。

会谈结束后，总务课课长（他是欧式思维）问：“你那么说不会有问题吧？”他觉得我的表达过于激烈了。我还记得当时的回答：“没关系，他说话也很大条，刚刚那种激烈程度应该没有问题。”

听说那位官员后来成了国际通商领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美国也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举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十几年后，终于使世界不光在商品领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还在服务领域达成协议，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实施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所以说，这位美国官员的言论既体现了美式英语的特点，也表明了美国的长期全球性战略。

本书的第4章将谈到，自1994~1995年，我作为日美金融协议的日方主席，与当时美国的副财长助理代理盖特纳进行了谈判。1995年两国达成协议，该协议于1997年经过在WTO服务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中负责此项谈判的委员长是日本人，在我担任关税局长期间他担任课长，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才）框架下的谈判，最终成为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一个组成部分。


“行之有效的英语”是关键

前面提到，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之间存在差异，所以在美国和英国生活的人所用的英语也不一样。有些日本人在国外求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国时就会带着一股当地的“英语”气息。大藏省里既有曾在英国工作学习的人，也有在美国工作留学的人，他们的英语就多少存在一些差异。而有时正是这些差异，引发了大藏省内的矛盾甚至是一些小的“事件”。

大臣和财务官的英文信件，一般是由财务官办公室或国际金融局中的一方起草，另一方审校。我担任国际金融局总务课长的企划官时，工作之一就是从国际金融局的角度对财务官办公室起草的英文信件进行审校。当时的财务官办公室主任大学时就十分优秀，进入大藏省后又被选为公派留学生，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美国某大学硕士学位，资历也比我老。他是所谓的“美式思维”，而我毕业于牛津大学，深受其影响，培养出了“英式思维”。

因此我们经常会因为英语而发生意见分歧，而且每次的争论也大同小异。他总觉得“久保田你为什么总是抓住这些无聊的地方不放呢？A说法和B说法表达的不都是一个意思吗？（话说你们英式思维的人总是关注一些没用的地方）”。而我则坚持“这封信要把这种语感以这样的角度传递给对方。同一件事有A、B、C几种表达方式，但在这里必须用B”。

据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国际金融局内部就差点因为“英语”引发问题。

一般来说，大藏省的人员借调到外务省派驻各驻外使馆或IMF、世界银行工作时，平均要工作3年左右。而国际金融局的这位官员因为各种原因，却拖了5年之久才终于回到大藏省。在他回国后召开的第一次课长会议（该局每周一次的例会，局长及手下的所有课长都会出席）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会上局长问他：“A君，你在美国待了几年？”似乎对局长的提问等待已久，他大声回答道：“That’s a good question！”他大概是想表达“感谢您的提问（我在美国待了太久，现在终于回来了）。”的意思吧。我想，他回答时脸上肯定洋溢着笑容。

但据说局长听了这话却显得很不高兴。“That’s a good question”是一句十分平常的话，这位课长一定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引发上司的不快。

事实上，这位局长曾经在英国工作过，并对英语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这件事情的是非暂且不论，从英式思维来讲，下属用“good”或“bad”评价上司提出的问题，是很不礼貌的。这种情况下不要弯弯绕，直接回答是最好的做法。

要保证国际谈判顺利进行，就要熟练掌握英语，而且必须是行之有效的英语。这里所说的“行之有效的英语”，是指选在良好的时机说出，即使对方不愿意听也要让他听，并且说出的内容要有效果，英语表达要让对方听得懂。

我在后来担任关税局局长期间，为了提高大家的英语水平，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采纳英语培训负责人的提议，将刚进入海关的新人在研修期间的英语培训时间增加至原来的两倍。

第二，举办海关职员英语辩论赛。各海关部门按照职员的英语水平派出高级、中级、初级三个级别的代表，进行比赛。

第三，由关税局的课长们进行英语讨论会，形式效仿辩论赛。讨论会的主题为“海关监管应该将重点放在监管（control）上，还是应该注重贸易的顺畅化（trade facilitation）”。大家在讨论前决定好自己的立场，再分为两个阵营进行论战。采用的规则是大学里用的最简单的辩论赛规则。总务课课长（他大学时是英语口语社团ESS的核心人物）坐在讲台的正中间，既是主持人，也是决定胜负的裁判。他的左右两边分别坐着3位课长。这6位课长分为两种立场，一方支持监管，一方支持贸易顺畅化，两方就在关税局和海关职员的面前用英语进行辩论。虽说提前就论点进行过准备，但课长们在讲台上用英语激烈辩论的场面还是很让人振奋的。回想起来，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事情了。

通过这些活动，我对实用性的英语有了一些见解。

首先，英语好的人不一定擅长英语辩论。而曾经借调至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并在其中担任过一定职位的人，则非常有辩论技巧。

其次，发音稍有不准确也没有关系，关键是要大声清楚地进行发言，这才是“通用”“好懂”的英语。英语辩论赛的主持人最初是由一名大学刚毕业的新人担任，他的英语虽然很流利，但大家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中途换成了一位来自地方海关的中层。虽然他的英语发音带着浓重的日本味儿，但比赛却顺利进行了下来。这些实践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第4章　日美双边金融服务协议：作为会议主席

第三只“怪物”

1990年夏天，我结束了与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相关的大臣官房调查企划课课长的职务。4年后，我又作为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的日方主席，参与了新一轮的日美谈判。

1994年夏天，我被任命为国际金融局次长。这一职位正如其名称所示，主要是辅助局长做好大藏省国际金融局的各项工作，包括日元汇率、外汇储备的运用、国际收支、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外贸易的监管、与世界银行、IMF、亚洲发展银行等相关的工作、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政策等，总之，涉及领域十分广泛。

此外，当时G7（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其代理会议G7D（D是“Deputy”，即代理的缩写，也就是财长代理会议，日本主要由财务官出席）作为主要发达国家进行政策协调的平台，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举行次数不断增多。我的工作对此也多有涉及，作为次长有时还要出席日益常态化的G7DD会议（财务官级别会议之下的代理会议）。

我本以为，和1984年的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一样，日美双边金融服务协议应该任命位于组织架构上部的财务官作为会议主席代表日方，而成员应该是拥有决定权的各局局长，例如国际金融局局长、银行局局长、理财局局长、证券局局长等。但不知为何，此次谈判的各局代表却是没有最终决定权的各局次长和审议官。同时，会议主席作为统筹各局的核心人物，也是由我这个与他们同级别的国际金融局次长担任的。

成员没有最终决定权，负责总指挥的主席又与成员级别相同，这种情况下与外国谈判绝非易事。当时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做出让步，如何率领这支队伍与之成功谈判，成为最大的课题。为了完成任务，夸张点来讲，我这个会议主席必须运用所积累的全部经验知识，竭尽所能做好对外谈判和对内协调。最终，日美双边金融服务协议成为了我谈判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章。

日美金融服务协议的正式名称为“日美一揽子经济协议·金融服务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93年7月7日至9日召开的东京峰会。当时日本首相与美国总统达成了“日美一揽子经济协议”，而日美金融服务协议就是基于此协议的联合声明成立的。当时，该协议被称为东京峰会上出现的第三只“怪物”（因为历届东京峰会都会发生让人意外的事情，所以有人称东京峰会盛产“怪物”。1979年第1次东京峰会时，有国家提出了设定峰会参加国的石油进口量和消费量上限这一意见，但事先竟然没有告知主办方日本，而是在会议过程中才首次提出来。这是第一只“怪物”。1986年第2次东京峰会时也出现了“怪物”。有国家提出了“利用经济指标进行政策协调”的方案，即各主要国之间事先制定一个经济指标，各国严格按照该指标发展经济）。

1993年的东京峰会主要就推进对俄罗斯的援助及“促进就业与无通胀经济发展”达成了合作共识，基本上还算风平浪静。大藏省中负责峰会事宜的国际机构课课长助理认为，“本届峰会力图简化流程，开展更加实质性的讨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仪式性的内容有所减少，经济宣言也变得更加简洁”（《回顾东京峰会回顾》.《财务》杂志.第333号）。

正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就双边设立协议平台一事达成了一致。并且这个协议还是“一揽子”（comprehensive）协议，即什么都可以谈。至少就我之前曾经参与过的日元美元委员会和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这两个谈判而言，它们名义上是双向的，但实际上却是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提要求的机会。

由于有这些先例，这次给美国提供一个“什么都可以谈”的平台，其未来结果不言而喻。但日本首相对此协议却很积极。就在6月18日峰会前夕，日本政府刚刚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解散了众议院，首相权利处于真空状态。包括外务省在内，几乎所有政府相关人士都对此持反对态度，但日本首相却和美国总统一边吃着寿司一边积极探讨此提案。

有人认为，不管日美是否就建立协议平台达成一致，美国该提的要求总会提出来，所以这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我想，作为“一国之长”，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至少应尽可能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制定国际收支盈余的数值目标，为了避免这一点才同意的这项协议。对此我也并不赞成。因为国际收支目标等应该通过双方相关部门之间的谈判和学者们的充分讨论来制定。

1993年7月，两国首脑发表了题为《设立日美间经济层面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框架》的共同声明，具体涉及的谈判领域如下：

·开展不同领域在构造层面的协议和谈判。包括5个方面：①政府间采购，②管制放宽和竞争力（金融服务、保险、竞争政策、手续透明化、流通及管制放宽等），③其他主要领域（汽车、汽车零部件），④经济性协调，⑤现有协定（SII、纸、玻璃、外国律师等）。

·展望全球，共同应对以下课题。包括5个合作领域：①环境，②科技，③人力资源开发，④人口，⑤艾滋病。

如上所述，在“开展不同领域在构造层面的协议和谈判”的第2项“管制放宽和竞争力”中，提到了“金融服务”。

另外，该声明还明确表明了其基本目的。“本框架通过市场开放及宏观经济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扩大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外国产品和服务的进入渠道及销售，增加投资，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力图解决各领域的结构问题，以加强日美双方经济层面的合作”。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开始于1993年9月，在1994年7月我当上金融局次长并接任日方会议主席之前，已经召开了7次会议，但成效不大。原本这种性质的国际谈判一般不拖到最后就不会有什么进展，再加之上一节提到的日方谈判成员的构成问题（即各局代表为次长或审议官等，没有最终决定权，而会议主席又跟成员级别相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8月上旬，美方会议主席提出要来日本与我这个新的会议主席交换意见。

所幸的是，来自证券局的代表是与我同期进入大藏省的旧识，之前被借调到外务省担任驻美公使。他对美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即将与我会面的美方会议主席也有一定了解。他对我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从开始就一定要认真对待，让对方觉得你与前任有所不同。”

我听取了他的建议。当天，美方会议主席空手而来，而我则把准备好的笔记递给他，在此基础上交换了意见。笔记内容如下：

Possible Topics（此次会面的议题）

August 10，1994

1.general observation（对于现状的一般性认识）

2.time span（schedule）（时间框架·日程）

3.areas of particular emphasis（重要项目）

4.on papers（关于报告书的相关问题）

Dr.Summers’visit（计划中的美国副财长访日）

如上所述，我们围绕如何评价现状、何时达成共识、重要项目有哪些、报告书采取何种形式以及其中的项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具体来说，关于谈判进行的方式，1984年的日元美元委员会采取的是日本大藏省与美国财政部单独谈判的形式，本次谈判中日美双方的其他部门也会参与进来，但主要还是由该议题的主管部门即日本大藏省与美国财政部负责，同时双方会议主席要尽可能频繁进行联系。

关于今后的日程，美方表示原本希望在7月底之前达成共识，但因为美方的要求中还包括修改相关法律的事项，考虑到日本立法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提议在年末达成共识。

对此，我方认为该日程比较紧张。因为就算12月底基本达成共识，如果美方围绕第二年6月到期的MFN（WTO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当时也正在进行谈判）的特殊项目申请一事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就会很被动。谈判是双方的，不能只是美国单方面地向日本提要求。

关于报告书，我提出自去年7月之后双方采取的措施也属于谈判成果，应写进报告书。对此美方表示同意。

另外，我也询问了对方（美方会议主席以及财政部）拥有多少裁量权，美方表示全部裁量权当然都在自己。这么问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此很关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对方将来找借口逃避责任，比如“虽说达成了协议，但是我们没能获得其他政府部门的同意，希望你们再做出一些让步”或者“虽然我觉得可以，但是我的上级不认可”之类。

与我见面后，美方还和各局的谈判代表分别进行了会谈。美方对以下项目提出了要求：

（1）扩大投资顾问公司进入公有私有年金市场的渠道。

（2）扩充并明确有价证券的定义。

（3）扩大进入投资信托市场的渠道。

（4）将外汇管理法（简称“外汇法”）中对跨国交易（cross-border transaction）的“事前申报制”改为“事后报告制。”

但是相关各局均保持原来的底线，表示做起来很有难度。另外，相关各局也对美国提出了日本的要求。

我的前任在和我进行工作交接时曾说过：“这次谈判中，有三件事如果不向美方妥协的话就很难达成一致，那就是与跨国交易相关的外汇法的修改（上述（4）），扩充并明确有价证券的定义（上述（2）），以及扩大进入年金的渠道（上述（1）和（3））”。

先说最后的谈判结果，在日美金融协议谈判中，我们在我的前任所说的第三件事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方的要求。第一件事在本次谈判中没有达成一致，但1996年以“自由化”“公正化”“全球化”为口号的金融改革开始后，作为其中的一环，日本在1997年对该法进行了修改，所以可以算做日本自主加以了实施。关于第二件事，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件好事，而且当时国内环境也比较完善，但是基于该局局长的判断最终决定不予实施。

美方代表在这次回国前再次与我进行了会谈。他表示，与各局的会谈“虽然有益，但也很失望”。对于主要事项，日方的回答从去年以后就完全没有变化。美方感谢日方过去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同时也希望日方能够理解美方要求的重点。不管怎么说，今年年底之前围绕金融服务协议一定要达成一致。

美方的这位会议主席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非常能干，但性子也很急。他回美国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也深知这场谈判并不容易，但做好了放手一搏的心理准备。


如何应对媒体让人头疼

2002年1月，我写了一本名为《公务员入门》（中央公论新社）的书，总结了我34年来任职于中央政府部门的经历。我认为公务员，尤其是在中央政府机构工作的人，不仅要是该领域的专家，也必须精通公务员的一切。我在书里介绍了个人积累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文书写作、谈判方法、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对人事的看法以及如何保持身心健康等。

但是，有三点应该提到的内容在书中没有介绍。第一，如何与政治家打交道。第二，如何与民间（相关行业）打交道。第三，如何应对媒体。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其实我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考虑到写进书里欠妥，所以没有写。而对于第三点，在我多年的公务员生涯中一直没有研究明白，所以没能写。更加严密地说，第三点也许应该改为“如何应对日本的媒体”。

1994年9月10日，我上任后的第一次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在东京举行。同一时期，美方会议主席的上级——美国副财长对日本进行访问，受到广泛关注。这次访日，名义上是就日美一揽子协议的五个板块（参照“第三只‘怪物’”一节）中的第二项“管制放宽及竞争力”与日本财务官交换意见，但真正意图是来督促此次会议。这期间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使我们开始思考媒体与行政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与美国的关系上，日本当时已经认可了美国的证券公司在日本发行某种资产担保型债券（ABS）一事，但美方要求在报纸上公布此消息，同时还希望在报道时特别注明“只要符合要求，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该债券的发行”。美方是希望更多的美国相关人士知道这一事项已经受到普遍认可，从而给人留下日美协议进展顺利的印象。但是在日本来看，既然已经认可，就没有再次公布的必要了。其次，只要认可了该项目要求，不管什么公司来申请，予以批准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觉得多此一举，但是本着为对方着想的原则，我们还是答应了美方的要求。对此，美国财政部长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欢迎。

之后美方又提出，希望当美国副财长来访时可以与日本财务官以下级别的局长们分列长桌两旁，以此为背景进行“photo session”（合影）。日方认为，如果是日本财务官与美国副财长一对一谈判，或是在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中，双方会议主席带领各自成员进行谈判，以此为背景的话，我们都没有太大的意见。但如果是美方副财长坐在长桌一侧，而日方财务官、各局局长整齐坐成一排与其隔桌相对的话，这个情景就像日方在接受美方的说教，实在不妥。最终，虽然有一部分局长很不情愿，我们还是请他们来到财务官办公室，以日方财务官与美方副财长进行会谈为背景进行了“photo session”。

访日期间，美国副财长在推进双方谈判的同时，于日本记者俱乐部进行了题为“美日金融关系”（The US Japan Financial Relationship）的演讲。这是9月20日的事情。他在演讲中说，日美两国的金融市场与80年代末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金融市场在全世界的地位有所降低，而美国金融市场却欣欣向荣。美国典范值得全球学习，而满足美国的各种要求对日本也是有利的。他还提到了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中的一些事项，比如在年金、基金和基金管理等方面，外国企业在日本所占的份额非常少。不过，他使用的很多数据都是不正确的。

另外，就在这次（第9次）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前后，日本解禁了远期利率交易（FRA）以及远期汇率交易（FXA），并且公布在了报纸上。解禁推迟的原因，竟然是日本法务部门将这些世界金融领域内的常识性的商品和赌博犯罪等联系到了一起。

本次谈判进展不大。会议结束后，我应约在大藏省记者俱乐部（“财政金融研究会”，也称“财研”）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之前我们和美方约定不公布协议具体内容。美方没有召开记者招待会，也没有出席日方招待会。

财研记者执拗地反复向我追问谈判的具体内容和美国的主张，而个别日本记者的语气十分激昂：“请告诉我们美国副财长的主张！”“我们有知道的权利！”首先，对于正在进行的谈判的内容不能泄露，这是常识。其次，就算谈及，也只能是介绍我方的主张，而不能介绍对方的主张，这也是常识。因为外人不一定能正确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和弦外之音，而在向他们解释时，也会暴露我方的想法。

据我的经验，如果面对外国记者，只要说一句“基于双方的约定，无可奉告”或是“谈判中的具体内容不便透露”，问题便会就此打住。

我在公务员生涯中曾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到现在仍然经常为如何应对日本的媒体而苦恼。


精神力量的重要性

紧接下来的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于10月27日和28日移师华盛顿举行。这一次，真正的谈判拉开了序幕。因为在9月的东京会议上，双方已经了解了彼此的问题、想法和基本主张。

两天的日程都是先召开全体会议，然后分项目召开专家会议。全体会议因为还有观察员出席，所以双方阵容都比较庞大。日方出席者包括会议主席（即笔者），大藏省下属的理财局、证券局、银行局、国际金融局的次长或审议官级别的人物、副财务官，以及外务省（包括从大藏省借调的驻美公使）和日本央行的相关人员。美方出席者包括会议主席、财政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商务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美国联邦储备银行（FED）等。

会议伊始，双方首先解决的是翻译问题。有的与会者不懂外语，所以需要翻译。美方的翻译是他们挑选的精通经济的美国人，日方则是我们从日本带来的日本翻译。要翻译好这场会议，需要熟练掌握专业术语及相关领域背景知识。会议开始不久，双方翻译水平的悬殊就体现出来。日方翻译远比美方翻译出色得多。所以经双方协商，为了更好推进会议进行，决定由日方的翻译人员担当双方的翻译。之后的全部会议也是如此。

全体会议安排在美国财政部一间安有华丽的枝形吊灯的会议室举行。这个房间非常眼熟。因为在9年前的1986年9月，我首次跟随大藏大臣宫泽参加G5峰会时就来过这里。

会议刚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美方对此次会议的重视。在全体会议开始前，美国财政部长出席了会议，并对我们进行了激励。他先在简短的演讲中说：“我个人非常重视此次会议，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之后他又说：“听说这个房间里有幽灵。会议要是进展不顺利的话，头上的吊灯就会晃啊晃啊，然后‘嗵’一声砸下来。”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看得出他对此次会议非常上心，但说实话，作为在英国留学过的人，我觉得这个笑话并不怎么样。

另外，此次会议期间，美方邀请了我和4名各局代表到一家名为Occidental的高级餐厅用餐。这种会议一般来说都是美方代表接受他国邀请，像这种美方进行宴请的情况实属罕见。

另外，出于对谈判的关心，当时的总统特别顾问也出席了部分会议。在1984年的日元美元委员会谈判时，他曾作为美国财政部的成员之一参与其中。特别顾问表示，美国白宫极其重视本次金融服务协议谈判，希望能够尽早达成共识。同时还提出，在日美金融服务领域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的事宜也与本次谈判结果息息相关，强调美国政府将上下一致，为达成共识不懈努力。

双方为会议都进行了相当的准备，对各个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相对于大家投入的精力，这次会议进展不算很大，但加深了对彼此制度的理解（很多时候这是造成无谓争论的原因）可以算是一个大的收获。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美方耐着性子听完了日方的阐述，虽然没有在讨论过程中意气用事，但对会议迟迟没有进展一事流露出强烈不满，提出要加快会议进程。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参加此类谈判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特点。我为了与美方会议主席进行沟通，提早一天抵达了华盛顿，其他成员比我晚到一天。就在这12个多小时的行程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像旅行团一样，代表团的成员在飞机上是挨着坐的。期间，他们围绕谈判的某个议题大声争论起来。据说他们互相指责对方说，别看你现在是某局的次长或者审议官级别的人物，现在日美两国在这些事情上产生矛盾，原因之一就是你们在当课长时期的行政不当所致。因为你当时采取了错误的做法，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等等。他们吵来吵去，导致空乘人员不得不几次提醒说“这样会打扰到其他乘客的休息”（飞机到华盛顿期间是夜间飞行）。事后，挑起事端的那名成员声称自己感冒，缺席了部分重要会议，但听说他其实是在大使馆下围棋。作为会议主席，我觉得这简直难以原谅。

我后来得知，这位成员当时处于精神不太稳定的状态，时常大声斥责下属。可能是因为觉得谈判困难而自己所处的立场又十分重要，这让他觉得非常不安。最后，该局随行的课长助理一方面要关注本局相关事宜的谈判进展，一方面还不得不随时留意上司的精神状态。

总之，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管是否具有留学美国或国外工作的经历，要想顺利完成国际谈判，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


夏威夷之战

上节提到，9月的华盛顿会议上，美方对会议迟迟没有进展一事感到非常不满，提出要加快会议进程，同时希望下一次会议能围绕报告书进行讨论，因此早早送来了美方的报告书草案。我方也认为这次会议进行了很多讨论，并且美国政府相关官员对此高度重视，所以我们将此次华盛顿会议的情况向大藏大臣进行了汇报。

本来会议是由日美轮流主持，因此下一次地点应该定在东京。但美方提出因为他们的差旅费已所剩无几，希望能够选在位于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夏威夷，因此最后决定地点定在夏威夷，时间是11月17日和18日。

会议两天前，我们在次官办公室召开了有关应对方针的例行会议。

首先，我宣读了与相关各局共同制定的应对方针。其内容大概是说，就现在情况来看，此次会议对各个项目仍无法给出美方明确答复。两国目前正在商议明年年初日本首相访美事宜，有可能在明年1月进行日美首脑会谈（如果这样，最好能在此之前就谈判达成一致）。谈判在年内达成共识非常困难，但各部门需要努力进行协调等等。总之，意思就是说由于相关各局准备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夏威夷会议将举步维艰。

次官评价说：“情况不容乐观啊。这么多人去参加会议，最终只落得惹对方不高兴的结果，这样不好吧。我觉得起码要拿出对美方提出的要求的意见来。”我认为他说得很对。

但是，另一位国际部门的次官却回答说：“这牵扯到预算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时机的判断非常重要。如果要做就得下决心。从我们目前内部的情况来说，打算该坚持的地方再坚持一下，之后再考虑是否让步的问题。从结果上说跟上次差不多，基本拿不出什么回答。”作为参与日美谈判的最高负责人，发起言来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不用亲自上战场的总司令官还真是优哉呀。

我表示：“各局拿不出有效方案的话，这一战将会非常辛苦。我觉得这次谈判至少要把主次做出来，否则会输得很难看。”根据之前的经验来看，目前这种状况去跟美国谈判，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就像一支没有携带装备和弹药的舰队，夏威夷之战一定会铩羽而归。

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以前在这里亲眼看到的一幕。不可思议的是，两次的情况非常相似。

1976年夏天，正是笔者担任课长助理的生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从工作了4年的主税局调到了大臣官房文书课，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法令审查部门的课长助理。我的工作是审查大藏省的相关法令，主要是检查每周一和周四召开的事务次官会议上涉及的法律、政令、内阁决策中与大藏省相关的内容是否有遗漏，并且将相关事项依次汇报给企划官、文书课长、官房长及次官，请他们审批。还有就是在国会召开期间，检查大臣和首相每天的答辩内容。而企划官则负责请大臣审批这一相对轻松的工作。总之，聪明的企划官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量，想出了这么一个职位。

所以如果有空或者是在次官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与自己的工作有关时，我会坐在角落里进行旁听。

有一次，会议的主角是国际金融局负责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事宜的审议官。这位小个子、左撇子的审议官对即将出席的巴黎会议的应对方针进行了说明。就连我这个对该议题不甚了解的人也能一眼看出，这个应对方针不容乐观，很难在会议上完成任务。“你这个方针行吗？”当时的次官竹内道雄问道。他的口吻乍听上去好像是淡淡的，实则很担心。“是不行啊。但是主管预算的主计局要我们这么弄，没办法啊。哈哈哈。”审议官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带着一份不可能达成共识的提案去和各国进行谈判，居然还能“哈哈哈”地笑得出来，当时的我不由得为他的心态暗自感慨。

现在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终，为了引导各局做出让步，推动下一步的日美谈判顺利发展，这一次，我们只能硬着头皮拿着这份毫无希望的应对方针去应战，并做好被对方彻底击溃的心理准备。

想到这儿，我似乎开始有点理解19年前的那位小个子次官前辈的心情了。

就这样，我方舰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弹药，甚至连护卫的战斗机都没有准备，就开赴了夏威夷战场。


先让对方尽情阐述

美国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家。以我的经验，在欧亚等国随处可见让人觉得“很厉害”“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在美国这样的人并不多见。然而从整体上说，美国却具有压倒性的强大优势。

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是个充满竞争力的社会。但是，仅仅因为竞争激烈不足以成为世界强国。我想，除此之外，还因为美国具有能够正确评价个人的社会整体机制，并且在这套机制中反复摸索，最终使得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尽所能。

美国看上去是一个人人重视展现自我的国家，但也有人不会光靠向外界或上司作秀展现自己的能力，而是认真工作，努力解决各种问题，凭借自身出色的能力来获得成功。我在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中的对手——美方会议主席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

1994年11月17日，日美金融协议谈判在夏威夷召开。首先由美方会议主席致开场白。他阐述了日美金融协议的重要性、美方对各项目的想法，以及12月末达成共识的愿望等。他的发言中有一些错误以及我方存在异议之处，但我却并没有打断对方。当时日本代表团中估计有人很不理解我为什么不一一加以反驳，或者对我由着他们说下去这一点十分着急。

这是我的谈判手段之一。即使对对方主张存有异议，也要让对方先把自己想说的说完，以了解对方的想法、背景以及对各项目的重视程度，这是谈判的第一步。因为这关系到我方接下来如何制定策略。这还是我在主税局刚当上课长助理时我的课长谆谆教导我的。

美国会议主席的发言持续了40分钟。除去翻译的时间，实际共20分钟。这期间我一直没有说话。发言结束后，美方会议主席说：“那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吧。”

“请稍等，”我说道，“现在该轮到我方做开场发言了。您做了40分钟的发言，那么我们也有相同的权利。”这当然获得了通过。接下来，在我反驳对方言论时，美方年轻的会议主席想要中途进行反驳。我制止说：“请稍等。刚才您发言时我们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并没有打断您，所以您也有义务认真听完我方发言。”对方虽有不满，但也接受了。这是公平的做法。

我的发言持续了20分钟，期间美方一直默默听着。这样，我方在会议节奏的控制上扳回一局。

会议没有丝毫进展。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美方认为在之前东京和华盛顿的两次会议中，问题点已经相当明确，但日方对美国的要求没有什么回应，甚至连态度都不明朗，因此非常上火，危机感也逐渐加深。于是美国加强了攻势，步步紧逼日本。

一开始，当自己的主张遭到拒绝时，美方还表现出能接受的样子，但随着他们对自己的主张越来越具有自信时，就开始不停地重复这些观点。再后来可能是急了，美方对日方各局代表说了一些非常失控的言辞，我方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再这样下去，可能会给接下来的谈判带来不好的影响。于是我提议暂时休会，并把美方会议主席请到了其他房间。

我们两人谈话的内容大体如下。

我说：“您阐明自己的主张没有问题，但是话说到那个份上就有些过了。他们也都是按照各自局长的指示进行的发言。这个会议结束后，他们回到日本，要说服上级在某些方面对美国做出让步。您把大家得罪了，事情也就不好办了。您可以提主张，但是最好不要让他们产生反感。”对方说：“我们的主张就是这样的，这也没办法啊。”他的话没有说服力，于是我追问道：“您在会上为什么要那么说呢？一定是有其他原因吧。”

结果他这才说，自己是所谓的“政治性任命”的公务员，又处在副部长代理（相当于日本的审议官）这么高的职位，而且年龄很轻（三十二三岁左右）。但这次自己率领的部下都是职位在课长级的“永久公务员”，虽然级别不是很高，但是年龄比自己大不少（50多岁或40多岁），并且都是业内专家，非常熟悉讨论的内容。面对这样一群下属，自己虽然年轻且经验尚浅，但有必要让他们看到自己有能力作为会议主席掌控全局，所以才会特意对日方摆出强硬态度。

这样一来我就完全明白了。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分为政治性任命和永久公务员的双重构造，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烦恼。而在日本的公务员体系里，上级的年龄一般都比下属大，因此不会存在此类问题。我对他说，您的理由我明白了，但为了使会议顺利进行，也请您根据日本这边的情况采取合适的方式。之后我们又继续开会了。


翻译要谨慎

我在11月17日和18日的夏威夷谈判中，还曾暂停过一次会议。这次原因不在美方会议主席，而是日方的翻译团队。

前面已经说过，此次日美协议也是借助翻译进行的。日方说日语，美方说英语，然后由翻译将其译成另一方的语言。这样即花时间，也影响到讨论的严密性。随着会议进展，翻译人员也容易疲劳。翻译一松懈，英译时有些小细节就出现了偏差。如果放任不管，可能会对谈判结果造成不好的影响。于是我中断了会议，向翻译提出了要求。

要点是希望翻译人员在日译英时不要轻易使用“try”这个词。日方发言中的“正在”或“打算”等都通通被翻译成了“we are trying”。而“try”这个词在英语里有“trials and errors”即“姑且一试”的意思，并不能让听者感觉到“饱含热情地正在（或打算）朝着某目标努力”的意思。这种时候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翻译为“we are aiming”“we are working towards”，或者更简单的“we are……ing”。

这里再顺便说一下，英语的听说读写其实并不一定非要到外国去学习，只要自己肯下工夫，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刚开始时可以跟着收音机或电视里的英语会话节目学习，达到一定程度后，收看CNN或BBC的英语节目也很有帮助。很多人一直诟病日本传统的英语教育以语法为主，实际意义不大，然而从国际谈判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国际会议中撰写声明或协议时，日本人扎实的语法功底就体现了出来。不谦虚地说，他们写的文章有时比英语母语者还要好。

但是只有一样东西，是不去海外留学或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就无法掌握的，那就是语感。就像我们说“这件事暴露了此人的实力”，是对这个人的负面评价，“这件事展示了此人的实力”，则是对这个人的正面评价。英语也是一样。我年轻时当知道自己要去英国留学时，就打算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掌握英语的语感，特别是要知道其中的褒贬色彩。

值得庆幸的是，最近的英语词典里，有的已经对语感进行了标注。

比如《牛津高阶英语词典》这本书（我印象中是由曾经在日本教过英语的A.S.Hornby编写的），就有意识地针对外语学习者进行了编纂，在介绍语感这一点上非常实用。比如，关于“cater for sb/st（somebody or something）”这一表达，这本辞典的解释是，“to provide the things that a particular type or person wants，especially things that you do not approve of”。

言归正传，夏威夷会议的结果不出我们所料。会议记录如下：

“本次谈判中，美方对于日方的反驳，主要就其中较为重视的项目展开了细致的讨论。另一方面，日方对美方较为次要的项目要求没有进行过多反驳，避免了问题的爆发。”

从结果上说，本次谈判主次分明，就主要项目进行了集中讨论，对彼此的想法加深了理解。

美方针对日方的反驳进行了冷静的讨论，但在本次会议上，美方所关心的主要事项未取得预想中的进展，对此美方深感焦虑。

第一句算是引子，重点在于第二句。关于美方的发言内容，接下来是这样记录的：

1.在11月14日召开的日美首脑会议中，美国总统克林顿对金融服务协议谈判的进展进行了敦促。可见美方高度重视此次谈判。

2.美方认为必须在年底之前就金融服务协议谈判达成一致。

夏威夷会议结束后，在次官办公室里发生了如下谈话。

“这次谈判很艰难，但还好双方没指着鼻子吵起来。下次会议我们打算在12月7日至8日进行。”

“必须得下决心啦。来得及吗？”

“已经到极限了。下次会议12月份开的话，正赶上编制预算的时期，各局次长、审议官都出不了国，所以应该会在东京举办。能做什么事情，在这次会议上就必须得谈了。”（之后，大家就提到了“资产支持证券”“厚生年金基金”“新注入资金”“原有资金”“投资顾问”“年金福祉事业团”等一系列事项）

“美国这次明确说了，所有的事情都要谈成，不能光拿谈成了的事项就宣布谈判结束。”

“那就去和相关各局说国际金融局和其他局打算让步到这个程度，看看他们怎么样？必要时我亲自出马也没问题，不过你们自己先好好协调一下吧。”

大家应该很容易猜出上面这段对话中谁是次官谁是笔者。最终，我还是请次官亲身实践了“必要时我亲自出马”这句话。


“顺序”的重要性

当谈判的涉及范围广泛或者利害关系错综复杂时，顺序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很多人认为“决定某件事怎么做”是重点，但是当涉及很多人或组织时，仅仅这一点是不够的。根据事情的复杂程度以及相关人员的数量、各自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安排一个合理的顺序至关重要。很多时候顺序错了就很难达到目的，而我们谈判的目标正是为了要达成目的。这和英语的“logistics”一词的意思相近。“logistics”是指“当很多人或组织参与其中时，为了使计划获得成功而必须做出的务实努力”。没有组织过大型活动经验的人或者从根本上说是凭借个人能力工作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

再回到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夏威夷会议的结果正如之前我们预计的那样不容乐观。日美双方都认为必须在年内达成共识。美国方面包括总统在内直接提到了“年内完成”。由于谈判时间过长，考虑到国内舆论，美方希望尽快达成一致。日本也认为最好在1月上旬日本首相访美之前做个了结。

下次会议轮到美方主办。地点当然是在美国，美方建议放在离日本较近的西海岸城市西雅图举行。但是从日本国内情况来看，双方仅靠12月举办的这一场会议就达成最终一致是很难的。这并非是我个人主观臆断，凡是有过大型谈判经验的人估计都会这么想。

因此，在夏威夷谈判结束前，我和美方会议主席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

我说：“这样的话，年内结束的计划恐怕很难实现。美国这边一定想要在年内达成一致吗？”虽然能猜到对方的回答，但我还是想确认一下。“当然了。总统也已经明确说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在年内达成共识。”对方回答。

“要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在最后一次会议之前需要再增加一次会议。我建议把这次会议放在东京，您觉得怎么样？但是很抱歉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是我方提出这一建议的话，大藏省内可能会意见很大，所以能不能说是您这边因为对这次夏威夷会议的结果不太满意，所以希望追加一次会议呢？”我又说。

显然，这个请求让美方有些为难。这是很自然的。明明不是自己提的建议，硬要说成是自己的主意，而且还要说成是因为夏威夷会议没有进展的缘故。他一定很想反驳说：“夏威夷会议没有进展的一个很大原因，不就是因为你们日方没有就该回应的事情做出回应才造成的吗？”从差旅费上说，再去一次东京，如何请求华盛顿方面增加费用也是个麻烦事。

我又接着说：“其实，在1984年的日元美元委员会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您也许听说过，当时日本大藏省和美国财政部举行日美谈判，日方财务官大场和美方副财长斯普林克尔为各自的负责人。由于5月的夏威夷会议的进展非常不顺利，美方觉得这样的话没脸回去见财政部长里甘，必须再取得一些进展，所以他们没有回国，而是直接飞往东京，在5月10日和11日接着又谈了两天。当时我担任财务官办公室主任，负责留守东京，结果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说要在东京开会，让我们赶紧准备，真是一通手忙脚乱。我认为，这一次我们的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要取得成效，也必须像上次那样再增加一次会议。”

对方似乎明白了我的想法，但是当场没有做出回复。他说：“我回去和上级商议后再给您答复”。这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他的上级是美国副财长劳伦斯·萨默斯。这是一位头脑极其清晰的经济学家，做任何事都信心百倍。也有人说他很自大。据说在美国财政部内几乎没有人敢跟他唱反调，但我的谈判对手——这位副财长助理代理是唯一能跟他说“NO”的人。可见他对这名下属是如何信任。

基于这样的关系，我的谈判对手成功说服了他的上级。过了不久，对方回复我说已获上级同意。就这样，计划外的第11次会议于12月7日和8日两天在东京举行，而且讨论获得了很大进展。

在上一节提到的夏威夷会议的会议记录中，提到“下次会议经双方会议主席商议，预计在12月初举行”，但并没有写明具体地点和时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故事。


会议主席盖特纳的愤怒来电

因为从事国际关系工作的缘故，家里经常会接到海外来电，我的家人也会受到各种影响。

一次我不在家，妻子替我接了电话。对方说找我，大学主攻英美文学的妻子用英语进行了回答。对方一看她懂英语，就用很快的语速一口气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妻子没能完全听懂，只好请求说：“能不能换个会说日语的人？”然后用日语接了这通电话。

我有两个儿子，他俩有关英语的趣事也经常被我们津津乐道。一次我不在家时，一个孩子替我接了一个电话。对方说自己住在东京某饭店的几号房间，希望我给他回电。这些内容他都听懂了，但是关于对方的名字是“戴特纳”还是“盖特纳”他没听懂，于是问了好几遍。最后对方说：“我告诉你怎么拼写，请你把它write down。G、E、I、T、H……”。这件事在我家被称为“盖特纳事件”。

另一个孩子也有一个让他痛恨的典故。他用英语跟对方说：“我爸爸还没回来。”到这里都没有问题。接着对方问道，“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儿子回答：“He will come back（到这里还不错）two hours ago”。他本来想表达的是“还有两个小时就回来了”，但是错说成了“two hours ago”。这里应该用“within two hours”。好在对方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后来我问他：“那对方之后跟你说了什么呀？”他回答说，对方说了一句“I understand”然后就哈哈大笑。据家里人说，他挂掉电话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羞得满脸通红，“我好像说错话了。”之后他多次对“two hours ago”事件懊悔不已。

12月上旬的一天，我正要去上班的时候，从华盛顿打来了一通电话。刚一接就听到对方气势汹汹一顿咆哮。对方正是我的谈判对手，听语气他好像正在气头上。

他说：“你说得太过分了，我需要你做出解释！”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能想象电话那头对方青筋暴露、满脸通红的样子。我反问道：“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你去看看今天的日本A报纸吧！”至此我才明白他是看了日本新闻报道（的英文翻译）才发的这么大的火。但我还是毫无头绪。于是我回答他说：“不好意思，能不能请您发一份这个报纸的传真过来，我看了以后给您回复。”

到了大藏省刚坐下不久，他所说的日本报纸的英译文就传了过来。上面还写到，前日某报纸报道，日本国际金融局的公务员说“Americans are silly.（美国人很愚蠢）”。这是一份从东京发过去的报告，盖特纳抗议说这位公务员指的肯定就是国际金融局次长，也就是我。

于是我找了一下他说的那份报道的原文。的确有一个类似的报道，但是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上面写的是“理财局的干部说，美国的主张没有根据”。把这句话翻译成“Americans are silly”是错误的，应该译为“American are illogical”或“irrational”。而且“理财局”的英文应该译为Financial Bureau，而不是International Financial Bureau。

无论从机构名称还是说话内容都翻译错了，所以报道里提到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

我拿起电话想要马上反驳他，但是转念一想他正情绪激动，也许根本听不进我的解释。于是我先给对方打了个电话，简单地跟他说明这是一场误会，然后又写信具体进行了解释。

我想如果写成文字，他一定会读，重新想过以后说不定还会再读一遍。对方是个聪明人，等头脑冷静下来一定会对内容有正确理解。不过为了引起对方的阅读兴趣，我还是又做了些“润色”。于是我写好信用传真发给了对方，内容如下。

“我感到很奇怪。关于这次的事情，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贵国驻东京大使馆或者有关方面的人士故意为之，企图调拨我和您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或者意图破坏此次日美谈判（这就是我“润色”的内容）。

“您在东京工作过，应该也懂日语，所以我把您提到的那篇新闻报道的原文也一并发给您。您读后就会发现日语报道写的是‘不合理’而非‘愚蠢’，另外报道提到的是‘理财局’而非‘国际金融局’。这是很明显的误译。所以您的抗议完全走错了方向，您觉得呢？”

对于我的这封信，对方既没有打过电话来，也没有任何反应。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认输表现。之后我们也曾有过多次见面，但是对方对此事闭口不提，我也没有再说过这个话题。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可以认为对方傲慢，也可以认为他做事不成熟。

不仅是对日本，对其他国家，美国也经常是同样的态度。美国人在犯错时，不能或者不愿坦诚地说一声“我错了，对不起！”这大概也是美国虽然做了很多贡献却很难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原因之一吧。


次官的职责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对公务员特别是中央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进行了苛刻的批判。很多人误认为中央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自始至终都是在争权夺利，工作也是为了退休以后能继续捞到好处。但这些人的亲戚朋友中并没有公务员，所有的消息来源只有媒体的一面之词。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次官的误解。过去，在大臣
[1]

 之下设有“政务次官”和“事务次官”，分别为负责相关事务的“二把手”。现在则废除了政务次官职位，改由新设立的“副大臣”，即副部长一职负责相关工作，而事务次官则作为副大臣的下属职位继续存在。人们经常认为中央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权力很大，可以无视大臣及政治家的意见，按自己的想法制定政策并加以实施。坊间还传言，次官作为事务方面实际的一把手拥有极大的权利，有时还会左右大臣甚至是首相的意见。

按此算来，各部门的次官聚集在一起召开的事务次官会议就成了实质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每周周一和周四（也就是周二和周五召开内阁会议的前一天）举行的这一会议决定国家所有重要大事，而第二天以首相为首召开的内阁会议只不过是对这些项目予以通过罢了。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为了实现政治主导的国家政治，日本废除了事务次官会议。

但是，不得不说这一认识实在是违背事实，错得离谱。我曾经当过1年的国土事务次官，虽然时间很短，也算是事务次官会议中的一员。这个会议绝不是滥用权力的场所，它主要是针对次日内阁会议中将会涉及的法律及行政法案、预备经费的使用、ODA实施情况报告等诸多事项，由相关省厅的次官依次进行说明，并互相确认内容上是否存在分歧。当然，这些法律法案的内容都是为使执政党制定的政策能够得以实施而服务的。我个人认为，这个会议如果能就当时悬而未决的事项进行讨论，达成共识，或者探讨今后的发展方向，其意义就更大了。

事务次官会议给我留下的更多是痛苦的回忆。会议12点开始，大家要先解决午饭，但不得不说次官们的吃饭速度实在是快得惊人。我在的那段时间里，有位次官据说大学时是相扑社团的社长，还有人炫耀说自己在担任大臣秘书时曾经50秒就干掉了一盘散寿司饭。经济省厅的次官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速度也很快。他坐我左边，有一次我跟他说：“拜托！我吃得慢，你能不能照顾我一下，吃得慢点儿啊？”结果这家伙回答说：“我已经很放慢速度照顾你了。我旁边那位快得要命，我用的是他和你（即笔者）之间的速度在吃呢。”当我不再参加这个会议时，按照惯例要跟大家告个别，那时候我说的是：“大家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以后用餐的时候能否慢一点儿？”

这个事务次官会议的作用之一，就是无论存在怎样的异议，都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决定事情并达成一致。同时，该会议也有利于防止各省厅的方针之间出现矛盾之处。虽然这个会议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但具有类似作用的会议好像已经重新出现了。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里再次确认一下次官的职责，那就是，为该中央政府部门的行政事务的顺利进行把好最后一道关。决定国家重要施政方针的基本方向以及根据国民的价值判断进行决策是政治层面的工作，将其加以实施却是行政部门的工作。负责实施之前的最后一道关口的，就是次官。为了完成任务，以我的经验，次官有时还要搭上自己的仕途。

前几节已经提到，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进展并不顺利。当我把11月的夏威夷会议的情况向大藏省事务次官进行汇报时（参照“翻译要慎重”一节），次官说了这样一句话：“必要时我亲自出马。”

报告完毕后我又来到次官办公室，就今后的安排与次官进行了单独谈话。次官问：“究竟哪个局最顽固？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他们的局长打电话。”我说：“现在还不急。关于今天会议的情况，各局会向他们的局长进行汇报的。有的局可能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了解。所以等他们开始觉得能让步的地方就让步，或者有些地方必须做决断的时候，再请您打这个电话。具体时间我会再跟您联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估摸着各局讨论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上班前我给次官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拜托他用我准备好的说辞去指示各局。

次官打过电话后，效果立竿见影。从那天起，各项工作一齐得到了推进。从12月7日至9日的东京会议，到之后的电话交涉、文件的传真往来以及人员互访等，为了在年内达成一致，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紧锣密鼓的谈判工作。


[1]
 中央政府中的部长。——译者注


报告书的严密性

1994年12月7日至9日，东京会议召开。我想以此次会议为例介绍一下政策决定的过程。有关这3天的会议，提交给次官室的报告内容如下。

报告

1.协议概要

（1）日期及出席者（……省略）

（2）此次会议概要如下。整体的印象是，今后如果进行相当程度的努力，应该能在此框架内达成共识。

1）在美方提出的要求中，关于投资信托事宜，双方已就最终报告书的内容基本达成实质性共识。

2）①扩大投资顾问进入厚生年金基金的渠道

②扩大证券范围

③跨国交易修改为事后报告制度

对于以上事宜，日方已经向美方说明了我方讨论情况，下一步将撰写最终报告书草案，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与美方进行协调（但在内容上，日美双方仍存在一些异议，为达成共识还需进行相当程度的谈判）。

3）关于扩大投资顾问公司进入年金福祉事业团渠道的问题，日方表示将在编制预算时得出结论，但美方表示，如果该项事宜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一致程度，则无法认为本谈判获得成功，因此希望日方迅速进行调整，并“留出充分时间，尽快”就讨论结果与美方进行协商。

4）对于日方提出的要求，双方也互换了意见，今后将根据草案进行协商。

5）此外，就美方希望写进最终报告书的“确保透明性（行政手续法的适用问题等）”、“竞争政策（禁止垄断法相关）”等内容，也进行了商议。

2.今后的方向

（1）达成共识的时间

美方强烈要求年底之前达成共识，日本也认为在目前进展的基础上，应该朝此目标努力。

注：需要考虑美国新任财长鲁宾的上任、日本首相访美以及日美财长会议的可能性。美方希望12月末的会议上至少能就单个项目的内容达成一致。

（2）今后的程序

美方希望在12月28日至29日在西雅图举行会议并达成最终共识。最终结束时间将慎重考虑。美方表示，为推动达成最终共识，日美间有必要尽早协调。为此要尽快推进内部工作，根据此次谈判结果完成报告书草案，并在西雅图会议前，除电话、传真外，若有必要，日方可派代表赴美，与美方面对面磋商。

注：美方表示，如果本次金融服务协议谈判获得成功，美国将考虑采取措施确保对日本的金融机构、证券公司提供最惠国待遇（MFN）。日美双方今后将就此进行磋商。目前为止，谈判尚未对客观标准等问题进行商讨，要达成最终共识，还需与美方进行相当程度的协调。

以上就是报告书的内容。

这篇报告信息量很大，由一位写作能力很强的课长撰写初稿，我做了部分修改。很多人认为公务员写的文章大多晦涩难懂，不知所云，其实不然。公务员从年轻时就开始接受训练以写出正确严谨的文章，而看文章的人也以此为前提进行阅读。下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这份报告，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枯燥。

第一，例如1.（2）的第一句。首先，这里使用了“整体的”一词，指的是“有并非如此的地方，但从整体上来说是这样”的意思。接下来提到“如果进行相当程度的努力”，这里指“放置不管的话就不会成功，但如果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努力”就有可能达成共识。后面说“应该能在此框架内达成共识”，而不是“可以达成共识”，说明这里讲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最后用的是“印象是”一词。这是在表述“有这样的印象”，而不是肯定地说“是这样”。姑且不论对方如何考虑，总之我方是这样感受的。

第二，我们来看上面标着1.（2）2）的部分。“已就内容基本达成实质性共识”，这里的“实质性”是说文章的具体表达尚未涉及，但是内容已基本确定下来。“基本达成”表示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对“核心部分”或“认为较为困难的地方”已经达成了共识。

写报告书的人既然已经写得如此严密，那么读的人也必须要在读了之后马上能准确理解。此外，当对内容有异议或不赞成其结论时，也一定要马上提出来。

一些有名的“专家”在写报告时，有时会故意写得很含糊，或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故意漏掉一些重要事项。在阅读报告书时，并不只是阅读其字面意思，还要理解其深层含义。接下来就具体介绍一个实例。


理解报告书的深层含义

当天，我们在次官办公室里围绕上述报告展开了如下对话。括号里面是我为了使各位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对话内容而进行的解说，里面多少有一些推测的成分。本节将对上节中提到的“在阅读报告书时，并不只是阅读其字面意思”举例进行说明。

次官办公室会议的情景（12月12日17：40~17：55）


次官：
 “关于客观标准这一点怎么样了？没有和对方谈吗？”

（在报告书中写道，“目前为止，谈判尚未对客观标准等问题进行商讨，要达成最终共识，还需与美方进行相当程度的协调。”次长的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项，为什么没有在报告书中提及今后的方向及应对方针？）


久保田次长（即笔者）：
 “关于客观标准，对方已经写好了草案，但那是以对方要求的（具体）措施全面落实为前提而写的。另外，我（日方会议主席即笔者）曾跟盖特纳（美方会议主席）私底下谈过这个问题。对方并不想将把客观标准写成issue的形式来讨论，感觉写成与保险或其他领域类似的内容就可以。但这只是我们私下的谈话，并没有公开，现阶段也不确定是否一定就能如此……”（事实上，关于客观标准今后的方向，如上所述，通过和对方会议主席私下交谈，我感觉是可以顺利解决的，但之所以故意没有写在报告书中，是为了防止消息无意义的扩散。如果次官不问，我打算主动向他口头汇报这一点。但姜果然还是老的辣，次官一读报告书就立刻发现了这部分的问题。）


次官：
 “那措施落实了的话，就会毫无阻碍了吗？”


久保田次长：
 “不能说毫无阻碍，但感觉对方好像很看重措施。”


次官：
 “你这里面的1.（2）2）（厚生年金基金、证券、跨国交易）和3）（年金福祉事业团）这一块儿呢？在28日至29日的西雅图（下次正式会议的举办地点）会议上才第一次仔细地谈，会不会出现问题？”


久保田次长：
 “实际上对方在意的也正是这一点。他们反复提出在西雅图会议前要认真讨论这个问题。”


次官：
 “就是说28日那天不是第一次谈喽。”（次长的意思是说在28日之前通过某种形式跟对方先谈。）


久保田次长：
 “对方说的认真讨论包括程序和内容两个方面。因为涉及预算，等日本这边的预算定了再出台就没意义了，所以希望能在此之前进行协商。”


次官：
 “但是只剩下两周时间了。关于年金福祉事业团的问题，和厚生省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了？”


A次长（负责该项目的某局次长）：
 “在不违背财政投资的原则下，打算先由厚生省在本周之内做出一份美方能同意的方案，有必要的话，周六、周日敲定以后派一名负责人带去美国。”


次官：
 “即使和厚生省敲定了，对方（美方）不同意的话也没有意义。得尽早制定方案，尽早派人带去（美国）。对方的想法你们不是大概都知道吗？”。（次官从“在不违背财政投资的原则下”以及“派负责人”等说法中觉察出该局对于此项事宜的干劲不足，为了防止将来出现问题时该局找借口推卸责任，现在就敦促他们必须促成一致。）


A次长：
 “那省内各局也要统一。”（意思是说要统一的话，不仅仅是我们局，大藏省内其他局的协助也是必不可少的。）


次官：
 “这是最大的问题吗？”


B局长：
 “其他问题也很棘手。领域不同可能侧重点不同，总之在28日至29日的会议之前，必须和美方先就这些问题谈一次，否则就没有意义。”（该局局长也力主推进谈判达成共识，他和次官一样，强调了达成共识的必要性。）


久保田次长：
 “既要和对方谈，也要在内部进行协调。”（意思是不直接负责的部局也要提供协助。）


次官：
 “只剩下两周时间了。现在需要大家做的就是竭尽全力。我知道不容易，但还是希望你们能提早着手。一味拖着，到了28日、29日两天也不可能翻盘。美国已经提出要在年底前达成一致，我们也要照顾对方的面子。总之，请各位一定努力。”（他再次强调了年内达成一致的必要性，同时安抚相关人员，并敦促大家加快进度以避免出现延期的情况。）

作为政府机构，重要的会议当然都会进行会议记录，包括召开的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分发的文件以及讨论的内容等。

这对相关人员个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记录了在某个时间点，上级以何种理由下达了何种指示，以及下属获得了怎样的授权，也就是说规定了上级和下属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非常有用的证据。在将来事情获得成功或遭遇失败时，它也是判定责任所在的重要依据。


“久保特纳”

1994年12月7日至9日，在东京召开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期间，美方会议主席就会议进行方式提出了如下建议。


美方会议主席：
 “关于谈判今后的进行方式，我有一个提议。对于悬而未决的项目中比较重要的两三项，可以交给我们的‘principals’去解决。您觉得呢？”


笔者：
 “‘principals’是指？”


美方会议主席：
 “我们的上级，就是贵国的财务官和我们的副财长。”


笔者：
 “您的意思是真的交给他们去谈，还是我们达成实质上的共识，然后请‘principals’确认呢？”


美方会议主席：
 “当然是前者。”

说实话，我不明白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对方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是他对靠自己达成共识没有信心？还是他担心我们层面谈判的结果不能让他的上级即美国的副部长或相关业界满意？抑或是他的上级想要亲自参与谈判？

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样做没有益处。首先，根据之前日美金融协议中两位“principals”的谈判情况来看，靠他们推动会议大幅进展的可能性不大。我在大藏省和我方的“principal”（即财务官）有着长期的工作往来，深知他的性格。

其次，对于美国的副财长，通过此前的几次接触，我也有较深的了解。1990年夏天到1992年夏天，我由大藏省借调至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担任总务部长，期间与他打过几次交道。他当时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他上任之前，日本曾多次向世界银行提议，考察日本等东亚各国在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即“东亚奇迹”）的实际情况，并探讨是否可以将东亚的经验活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该提议一直遭到世界银行的拒绝，理由是日本等亚洲各国的成功靠的是儒家思想，所以这些经验教训在非儒教国家中是行不通的。但这位首席经济学家上任后，改变了世行原有方针，同意了我们的提议。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在每年召开的世界银行与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及进出口银行的例会上，我作为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的代表，向他强烈提出了我们的提议。

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我的这种判断传达给对方。对方既然提出这一建议，一定有他的理由，我如果直接表示反对一定会伤及他的自尊。他本来年龄就比我小，行政经验也尚浅，或许已经觉得矮我一头，所以我觉得应该以体谅他的角度来阐述意见。我是这么说的：

“这段时间我对两位上级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观察。我的结论是，他们二人之间不能很好地解决复杂的问题。并不是说他们的能力问题，而是双方性格上可能不太合拍。我认为，两人不能顺利完成谈判的概率是85%~90%。不过，您既然提出了这个建议，我想一定有您的道理。所以您如果坚持的话我也同意。但是如果将来结果不尽如人意，请不要忘记今天我说的不成功概率是85%~90%的这句话”。

对方思考良久，说：“还是由我们两个人解决吧。”

前几节提到，东京会谈之后，双方通过电话交涉、传真往来、人员互访等形式开始大幅推进谈判进展，其间我和美方会议主席每天都要进行电话交流。

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谈判负责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实时了解对方的想法和准备采取的行动。比如对方可能会改变年底达成共识的方针，这时我们就要了解对方在何时、基于何种动机改变了方针。关于各个具体项目的谈判，由各个部局负责。实际情况的总结，我的部下也可以做到。但是准确掌握对方负责人的行动和想法，毫无疑问是我这个日方负责人的责任。

当时负责具体项目谈判的大藏省各局都认为我和美方一个鼻孔出气。他们觉得我对各局做出的指示、提出的意见都是遵照美方的意思，认为我对美方唯命是从。后来我了解到，他们在内部进行讨论时，会把“会议主席久保田对此项目是这样说的”说成“久保特纳是这样说的”。“久保特纳”是把我的名字（久保田）和美方会议主席的名字（盖特纳）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事实并非如此。

然而，处在国际谈判负责人的位置上遇见这种情况也是常事。1984年，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元美元委员会的事务工作时，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

在进行国际谈判时，或者说在从事任何行政事务时，就算中途会遇到毁誉褒贬，但有一点是不会错的，那就是必须把达成目标放在第一位。


给美方会议主席的信

12月中旬之后，为了在年内达成共识，我几乎每天都和美方会议主席通过电话交换意见。12月15日，在“就双方目前所处阶段进行确认”时，我感觉电话那一头的对方的态度比平时强硬。可能是他的上级对他进行了督促，也可能是受到了业界的压力。对此，我觉得应该马上予以反驳，于是第二天（16日）我写了一封信传真给了对方。

信的内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英语本身也存在不完善之处，不过我在这里原样介绍给大家，并解释一下这些表达背后的含义。

以下就是1994年12月16日我作为日方会议主席写给美方会议主席的信。

原文如下。

信件A

December 16，1994

Dear Mr.Geithner.

I thought I had to write to you，partly because my response to you yesterday in the telephone conference was not so clear and partly because I have to contribute more to a successful agreement.Permit me of my frankness as usual.

First，on your proposal of our review of laws.（以下是对具体项目的意见……省略）

Secondly，on the desire of industries.

①While I fully agree with you that the agreement reached should be the one appreciated by industries，we must bear in mind that we cannot，after all，satisfy all industries on every item.②They tend to answer“not satisfied”if asked by the authorities，as you know too well.③You legitimately talk about the support of your industries.④But I would like you to recall that as you get more support by your industries.We get more“dissupport”by our industries at least by some industries which have stronger influence historically.⑤（As I reiterated in the meetings，we have industries and Congressmen as well.）⑥I thought I had to remind you that point，as，in the conference，which was meant to confirm where we stood，you sounded，at least for me，more vigorous than before.⑦I hope I was wrong.

⑧I hope you don’t get offended to read my letter.⑨I am writing in the belief that it’s far better to know what one’s counterpart thinks than to leave it untouched until the final day and fail to reach a successful agreement.⑩Probably we have to become more realistic soon.

[image: ]
 I must reiterate in passing，that I am encouraging Bureaus concerned as much as possible，to the extent of being called an American.[image: ]
 I want you to appreciate my effort and reflect the progress that we have achieved so far，though it does not mean further efforts are unnecessary.

[image: ]
 I hope you could start understanding Japanese positions more than before，though not to the extent that you are called a Japanese.

Yours very sincerely，

Isao Kubota

Senior Deputy Director-General

International Finance Bureau

Ministry of Finance

这封信的第一节是对具体项目的意见，故省略。

接下来，我对第二节以后的每一项进行解说。①~⑥是针对美方“日本的妥协方案不能得到（美国）业界支持”这一主张的反驳。首先，“您提到（共识内容）一定要让业界满意这一点，对此，我认为让所有业界对所有项目都感到满意是不可能的（①）”，这是一般性地铺开了谈。其次我又对业界的秉性进行了解释，“您也是公务员，所以应当非常了解，如果政府问业界是否满意，业界的回答永远是不满意（②）”。

接下来，“您认为得到美国业界的支持非常重要，这点我非常认同（③）”，但是“日本也有日本的业界。如果我们的让步越多，贵国业界的支持越多，那么日本的业界对我们的‘不支持’也会越多（④）”，另外，“您说很难说服美国的国会议员同意我方的提案内容，同样，日本也有需要说服的国会议员（⑤）。”

另外我明确表示，本来这次电话会议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对方的现状，但却感到贵方的要求比过去更甚（⑥）。为了使对方无可辩驳，我又说：“（就算您说不是这样），但是在我听来（you sounded）是这样。”也就是说，怎么理解是我的问题，对方无法就此与我展开争辩。在这里我画蛇添足一句，前面我曾经介绍过，大藏省内部就涉外信件的问题，英国派和美国派经常会发生争执（参见“美国人的英语”一节），而英国派写的时候考虑得非常细致。

我猜想对方读到这里一定会有些不高兴，于是在第三节里我写道，“与其同床异梦而导致功亏一篑，不如现在有什么说什么比较好，所以我才写得如此直接（⑨）”。“为了使会议获得成功，我想将来我们需要更加现实（⑩）”，这句话意在暗示对方，日本今后同样需要美国做出让步。

第四节里则阐述了为说服日方各局我所做的努力。我提到甚至有人议论我说“那家伙该不会是美国人吧（[image: ]
 ）”，以此来强调我的努力。之后写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我会松懈下来（[image: ]
 ）”，这句话表明我会继续努力，暗示谈判还有希望，同时让对方感觉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第五节比较容易理解。我总结说，“在此情况下，我不奢望您像我这样被国内批评说‘这家伙该不会是日本人吧’，但至少请努力理解我方的立场（[image: ]
 ）”。

再说一句题外话，在这个时候，我已经非常清楚大藏省内有不少人认为我和美国一个鼻孔出气，但是我还真不知道他们竟然给我起了“久保特纳”这个名字。


争取在日美首脑会谈前达成一致

12月12日在次官会议室召开的会议结束后（参照《理解报告书的深层含义》一节），仅两周时间，谈判就取得了巨大进展。协议细节部分的讨论通过传真或电话进行。对于需要面谈的问题，多数是由日方负责人飞往华盛顿与对方进行会谈。

我在东京把握整体的进展情况，并随时与对方进行电话交流。每次挂掉电话后我都会马上将内容记下来，这主要是为了把信息准确传达给各位课长和课长助理。他们是我的直接下属，也是和我共同工作的同事。同时，这也是为了我自己。当我之后再重新阅读这些笔记时，有时会发现当时不太在意的地方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暗示，有时这些记录还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对方主张的背景和深意。

这里我为大家介绍一份当时的电话记录，它很好地再现了当时的氛围和状况。

文中（G）指的是美方代表，（K）指的是日方代表（即笔者）。括号内是我的注解，以便读者理解。

1994.12.21

12：10~12：30


（K）：
 听说您和赴美的日方代表讨论到深夜，真是辛苦了。


（G）：
 这么多人不辞辛苦专程来到华盛顿，应该是我们表示感谢才对。多亏了贵国的协助，谈判有了很大进展。


（K）：
 那么，关于下次会议的日程，我们差不多该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了。12月28日和29日在西雅图（位于美国西海岸，距日本较近）举行，您觉得怎么样？


（G）：
 没有异议。30号怎么安排的呢？


（K）：
 一定需要“牺牲者”的话，我们三个人（指笔者和主要负责的课长及课长助理）可以留下来（指西雅图），但其他人就够呛了。因为日本的新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不回家过年，家人也一定会抱怨的。


（G）：
 嗯，我们也是一样。

注：之后基本确定30日不工作。


（K）：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达成一致呢？另外会议进程如何安排？


（G）：
 您的建议呢？


（K）：
 一个方案是，在西雅图会议上达成实质性共识，然后年底由双方大臣发表这一声明，1月初完成报告书。这样的话你们1月初就得来东京，可行吗？


（G）：
 1月初就访日啊？（貌似日程上有点儿紧）那这样怎么样？西雅图会议上留2、3个问题，之后通过电话等来解决，最后在1月11号的日美首脑会谈之前达成共识。

注：对方的意思好像是想在明年年初达成实质共识，在日美首脑会谈前达成文章上的共识。关于“两三个问题”对方没有明说，但关于公共年金的问题，对方曾说过，“年金福祉事业团的事宜采取这种方式你们满意吗？”。（感觉是想私下（直接）接触的意思。）


（G）：
 关于达成一致的方式，采取由双方财务官进行谈判或者双方大臣进行谈判这样的形式，比较有利于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所以给他们留两三个问题，其余的在我们这个层面的谈判解决，您觉得怎么样？


（K）：
 对我们来说，是否提高谈判规格，对谈判结果没太大区别。要是您那边觉得无论如何要走这个形式的话，可以效仿保险问题的谈判那样，请双方大臣互通电话，达成一致。


（G）：
 （日方赴华盛顿谈判的）A课长也提过相同建议。保险问题谈判时，由大臣出面就是一个形式是吧？


（K）：
 是的。


（G）：
 另外，关于MFN（最惠国待遇）问题，也由（美方负责该事项的）局长和（日方）专家A课长来谈吧。这一块儿是我最不擅长的内容。

谈判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2月上旬我们还在担心年内能否达成共识，但现在这个问题逐渐有了眉目。剩下的问题就是落实。要取得成功，此时最为重要的就是谈判负责人的态度和热情。

照现在的势头看，我基本能保证日方能妥善完成这次谈判。问题在于美方。对方负责人有着很高的工作热情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令人担心的是他年龄太轻，能否有足够的能力团结那些对协议结果尚存不满的美国相关部门及有关人士，引导谈判走向最终完成。

我决定给对方写一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信件，以帮助他更好地将自己阵营的人团结起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事人要说服他的上级、业界及国会议员认为该协议是充分的并且是目前能谈的最好结果。为了让他们接受方案，并且了解日方为此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当事人也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材料。为此，最重要的是，当事人自身首先要认为此协议非常不错，并确信为了达成一致，接受此协议是唯一的方法。

为了催促对方下定决心，通完电话的第二天（22日），我写了这封信。现在回头来看，我认为这是所有我参与的日美谈判中非常值得一书的文章。下节我将进行具体介绍。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翌年1月初即将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为了使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在此之前达成共识，1994年12月22日，我给美方代表发去一封信件。上节已经说过，此举在于敦促年轻的美方代表怀着强大的意志和信心使美国国内统一意见。并附有英文原文。

同时先为读者献上译文，内容如下：

敬启

今天，我给您写了这封信。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我无论如何需要您特别的关照。

回想起来，在您的协助下，我为了此次金融协议谈判能够获得成功，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您也知道，今年夏天，从有关资产证券支持的声明公布之日起，我们便开始了此项工作。去年9月，我们一起筹备了双方上级即贵国副财长和我方财务官的会谈，我们自己也在东京、华盛顿、夏威夷、东京等地多次进行磋商。这真是漫长而又艰辛的一段过程。

这么说也许有些像在自夸，但我认为，我们之间已经就很多项目达成了共识，或者说正在达成共识，这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当然，您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

说实话，日方对美方的让步已经到了尽头。再说句更实在的话，我方，或者至少是我本人，已经受到了大藏省内外广泛的批判。对我们来说，考虑到将来的合作，也不希望失去来自我们的伙伴（即其他部门及业界）的支持。

所以，我们认为下次的西雅图会议非常有必要对所有项目达成实质上的一致，或者至少要达到能获得国民支持的状态。当然，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今后仍然需要双方不懈的努力。

我们希望在日本首相访美之前顺利完成此次谈判。这样两国首脑会谈时就能够愉快地谈及此事了。

我自己认为，就此协议，我以我的方式在大藏省内做出了巨大努力，发挥了强大的领导作用，使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当然，其中也有来自您的协助。我敢说，大藏省中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估计没有几个，对此我还是有些自信的。

您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同时我也希望今后我在大藏省至少一年或两年的时间内，不要失去自己同伴的支持，继续精神百倍地去工作。

迫切希望您能理解我在此次工作中的想法和决心。

谨启

信件B

December 22，1994

Dear Mr.Geithner，

I think the time has come that I had to ask you for your personal consideration.I am writing purely in my personal capacity as usual.

As you know，I have exerted my powers as far as possible for a successful agreement on financial service talks with your cooperation.We started with a tiny statement on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ast summer.We arranged meetings between Dr.Summers and Mr.Nakahira in September.We had meetings in Tokyo，Washington，Hawaii and back in Tokyo.We have come a long way.

Though one may different views，I think the progress that we achieved and we are achieving is substantial.Of course，you have contributed a lot to it.

I must tell you frankly that，on the Japanese side，we are reaching to the end of a long list.Also，I have to tell you that we are（or I am）suffering from amounting criticism within the Ministry and outside of this building.We need continued support of our colleagues and industries in Japan for the future.

As much，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need a virtual agreement or at least some public positive assessment in Seattle，though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further effort are required from now on.

Also，we should conclude our negotiation in time for the visit of our Prime Minister，so that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could exchange nice words on it.

I think I have been trying hard to take a strong leadership in the Minister in my own way.I think I have been successful，thanks to your help.I have some confidence that few officials other than myself in the Minister could have come thus far.

I need your help.I want to preserve some energy and support to serve in the Minister for a few years to come.

I sincerely hope you fully understand how I feel and how I am tackling the issue.

Very sincerely yours

Isao Kubota

这封信的意图前面已经交代，不再赘述。

可以说，这封信是我在两国谈判史中的《腰越状》或者说《出师表》。据传在镰仓时代，源义经在源平之战立下战功无数，当他将敌军平宗盛父子作为俘虏押解至腰越（地名）时，因为一件小事惹怒了兄长源赖朝，被禁止进入镰仓。义经给兄长写了一封信，其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求与其见面。此封信是源义经在腰越所写，因此得名《腰越状》。另外，据中国史书记载，三国时期，蜀汉刘备驾崩后，丞相诸葛亮于后主刘禅出师之际写下《出师表》，阐述了国家（蜀汉）的由来及对后主刘禅寄予的厚望。两篇文章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名垂史册。


对大臣的说明

关于大臣与其属下公务员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公务员很少谈及的缘故吧，总之经常被人误解。有人认为两者基本上是对立的，也有人认为公务员可以指挥大臣，极端的说法还认为公务员能对首相进行洗脑并操纵内阁，以实现自己部门的利益。我以多年公务员的经验告诉大家，以上纯属无稽之谈。

我在大藏省本部担任过长达10年的课长助理职务。在任期大约第5年的时候，一天，我被秘书课的企划官叫去谈话。这位企划官比我早7年进入大藏省工作。当时，日本政局有所变动，经济企划厅长官（福田赳夫）由于与时任首相意见相左，刚刚宣布辞职，外界纷纷传言与福田意见一致的大藏大臣（大平正芳）也会在近期提交辞呈。以下我凭记忆再现了当时在秘书课的谈话。


企划官
 （以下简称“企”）：“接下来的24小时，我需要能随时找到你。因为如果大平大臣辞职，我想让你担任新任大臣的秘书（秘书共两人）。这样的话，你就得马上跟随新大臣一起开始工作。”


我：
 “什么？我吗？”


企：
 “是的。对了，我记得你住在用贺（离东京中心不远）的公务员宿舍是吧？”（为了方便替大臣准备国会答辩等事宜，一般需要住得比较近。）


我：
 “没有，我借了岳父家的一块地建了房子，前几天刚搬到小田急沿线的一个稍远一点的地方去了……”


企：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
 “我记得我跟秘书课汇报了呀……”

我没想到自己搬家的事会遭到秘书课的责问。不过，大平大臣最终没有辞职，按道理，我也就没有得到与大臣“亲密接触”的机会。然而……

之后，我在大藏省参与了很多国际方面的工作，成了所谓的国际派，而且与历任大臣都有长期的接触。最开始是担任大臣的翻译以及与外国政要会面时的日程协调工作，之后是跟随或协助大臣去国外出差，最后是作为国际谈判的负责人，向大臣说明我方拟采取的应对方针并征求同意。

算起来，从1983年夏天我担任财务官办公室主任开始，一直到1997年夏天从关税局长一职离任，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大藏大臣身边工作，历经竹下登、宫泽喜一、村山达雄、桥本龙太郎、羽田孜、林义郎、藤井裕久、武村正义、久保亘、三塚博等多位大臣。此前我还担任过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两位大臣的口译工作。加上这两位，我总共受到过12位大藏大臣的谆谆教诲。

他们当中，有人精通财政金融政策，有人擅长选举及一线指挥，因而在国际会议时常常为他国财长所称羡。在推行国家政策时需要得到执政党的支持，有的人属于实权派，即使什么都不说，也会得到执政党的支持。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有的人已经具有很高的威望，也有的人借成为大藏大臣的机会热衷于在官署内外扩大自己的影响。

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之际，正处于日本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联合组阁时期。时任大藏大臣是个看上去考虑问题很清晰的人。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后，每次找他商量之前，我都大概能猜出他的判断。他的思考方式和我们公务员传统的思考方式不同，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期他和主管事务的人员相处得并不融洽。

12月27日，我来到了大藏大臣的办公室。此次协议非常重要，关系到首相访美，因此我要向负责该事宜的大臣说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应对方针。协议达成之前，可能还需要大臣的直接参与，因此必须请他正确理解目前的状况。此时正值年末编制预算时期，大臣的工作日程被排得满满的。

在大臣办公室，我首先说明了日美金融协议谈判的总体过程、具体谈判项目的进展情况及美方的态度。关于今后的推进方式，我说：“基本上我们想基于以下几点进行推进。①西雅图会议之前，继续与美方进行各种磋商。②西雅图会议上，根据具体情况以及考虑到1月份进行首脑会谈一事，要尽最大努力，至少就具体措施达成实质性共识。”

这一想法获得了大藏大臣的同意。

当时谈话的要点参见如下记录。

大臣办公室的情况（12月27日13：40~13：50）（在对资料进行说明之后。）


大臣：
 “美方没什么要做的事儿吗？”


久保田次长：
 “当然有。比如美国的银行检查的方式因州而异等等，也有各种事情。美国关于这些事项已经写好了内容，据他们自己说还是要做相当多的工作的。”


大臣：
 “那看来美国还是在做事情的。”


久保田次长：
 “是的。”


大臣：
 “对方财政部长不在有没有造成影响？（当时美国财长一职空缺）


久保田次长：
 “目前还没有。”


大臣：
 “这样就算谈完了吗？”


财务官：
 “现在还在就各个具体项目在谈。各局都已经是非常专业性的内容了。此外还有客观标准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毕竟对方是美国。”


久保田次长：
 “要是光谈结果的话，美国会说我们懈怠，所以主要还在谈内容。”


大臣：
 “是啊。但也要考虑一下谈判的结束方式等之后的问题。金融服务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日美关系又处在非常时期，所以，既然你们要请日本首相跟美国总统直接说的话，那一定得把台子搭好才好唱戏。年末辛苦大家了。”


国际谈判是体力较量

12月28日，以年内达成共识为目标，日美间举行了西雅图会议。我于27日先期抵达西雅图，从下午4点开始，与对方会议主席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沟通，并达成了以下共识。双方会议主席事前的沟通，对于会议的成功不可或缺。

会议内容

1.会议于28日上午9点开始。首先是短时间的全体会议（日方大藏省、外务省、日本银行等出席，美方财政部等出席），之后各相关部门就具体项目进行小规模会议。

2.会议时间为28日和29日两天。

3.第一天会议结束后，双方会议主席分别向其上级（美方为副财长，日方为财务官）汇报会议内容。

4.双方上级在听取报告后通过电话交换意见。在该层面，可以就重要问题表示“困难”“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或“需要研究”等意见。

5.在通过电话进行意见交换后，双方上级需向其下属（即西雅图会议的双方会议主席）做出指示。

6.关于谈判内容

（1）尽可能在此次会议达成共识。

（2）如可能，争取首相访美之前确定书面报告。

（3）如在（首相）访美前能完成报告，将请双方大臣之间互通电话，宣布“报告书已经完成”。如果报告书没有完成（但进展顺利），那就请他们说“具体措施上已达成共识，让我们encourage相关人员尽早完成报告”。

7.本次会议后，对于媒体的提问至少要能回答“agreement is in sight”
[1]

 ，为此在会上必须要取得相应的成果。

就这样，最后一轮会议开始了。每次在参加这种会议时，我都深感谈判也是双方体力的较量。首先，谈判时间一般不分昼夜。其次，我注意到美国倾向于以花了多少时间、熬了多少夜等物理标准来评价谈判结果，而欧洲则以如何有效或者圆满地完成了谈判来进行评价。

前面已经提到，本次会议主要采取相关人员就具体项目进行小规模会议的形式，这意味着我和对方会议主席要主持所有会议。12月6号我刚过完52岁生日，而对方会议主席只有33岁，我们相差了19岁。很明显，体力上我处于劣势。后来，给美方做翻译的人（前面已经介绍过，在本次谈判中，由于日方翻译水平远超美方翻译，所以美方的翻译工作也由日方随行翻译人员担任）跟我说，从美方座位看过去，日方代表疲惫不堪的样子着实让人心疼。当然，说的就是我。

在国外进行国际谈判非常辛苦。首先，谈判通常会进行到深夜。一般来说，午夜12点前很难结束，有时会拖到凌晨一两点。谈判结束后，主要与会者还要聚集在一起整理当天谈判内容的概要，考虑明天的战术，同时为明天的谈判做准备。

之后，各负责人还要向东京的上级（这里指各局局长）汇报当天各事项的讨论概要，并且请求给予必要的指示。如果会议在既定方针范围内进展的话，那没有问题。如果不是的话，还需要和上级商量第二天在会上是继续向对方让步呢，或是多少冒险一下坚持既定路线，抑或是向对方提出新的反驳意见。

第二天在与对方谈判前，日方的主要与会者还需要坐在一起就当天会议简单碰一下头，商量日方是否加强攻势、哪部分需要妥协、哪部分需要坚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具体落实东京方面的指示、是直接听从还是稍做修改等等。因为讨论的氛围、双方的信任状况及程度等只有亲临现场才能感受到，所以有时不一定要严格遵守东京方面的指示。

当天的谈判如果要在上午9点开始的话，我们的内部沟通就要开始得更早，而各负责人还要为这个内部会议做好准备。如果在谈判中需要给对方提交英文资料的话，那么在开这个内部会议之前就必须写出来。所以，国际会议参加者的睡眠时间被压缩到了极限。

后来，我听说参加此次西雅图会议的一位课长助理两晚上都没有上床睡过觉，只是趴在桌子上打了个盹而已。

不仅是直接参与谈判的人如此辛苦，每逢重大会议时，随行的记者团也跟我们处于同样的情形。我想起了我作为副财务官跟随大藏大臣宫泽参加卢浮宫协议时的情形。1987年2月，就日元、美元、马克等货币汇率稳定政策问题，举行了五国集团及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当时有10多名来自日本各家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一同随行。他们和大臣一样，住在一晚数万日元的超豪华的巴黎丽兹酒店，但据说整个会议期间，记者们每晚只能冲个澡，根本没时间睡觉。

说实话，国际会议的时间条件极为苛刻，在这种环境下争取到符合本国利益的谈判结果实在是难上加难。


[1]
 即达成共识指日可待。——译者注


场外谈判者

此次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的特点之一，是双方的会议主席都不是所属国际部门的最高负责人。这与1984年的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以及1990年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不同。当时在日本大藏省和美国财政部之间进行的日元美元委员会以及其后续会议中，日方最高负责人为财务官，美方最高负责人为副财长。

而在本次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中，日方的负责人为位列财务官、国际金融局局长之下的国际部门“第三把手”——国际金融局次长（即笔者），美方为同属“第三把手”的副部长助理代理，位列副部长、副部长助理之下。与传统谈判相比，会议主席级别下降了两级。另外，我作为日方最高代表，职位是国际金融局次长，与作为谈判团成员的各局次长、审议官的级别是相同的。虽说各局代表都对我给予了协助，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造成很大的阻碍，但是我们还面临着参与谈判的各局代表没有决定权这一问题。各局所负责事项的决定权，遥控在没有参加谈判的、身处东京的各局局长手中。

这次谈判的特殊结构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使没有出席会议的双方最高领导，即日方财务官和美方副财长参与到此次会议中来。第二，如何使没有出席会议的日方各局最高领导（即局长们）做出准确的判断。

关于第一点前文已经交代，我和美方会议主席达成共识，即双方会议主席将第一天的会议结果汇报给各自上级，两位上级在此基础上通过电话交换意见，双方会议主席再根据电话交谈的内容推进第二天的会议。

因此，在第一天的谈判结束后，我将两位上级需要通过电话进行交涉的重点内容简单做了笔记，传真给我的上级——财务官，并在电话里对内容进行了说明。关于笔记内容的具体含义，有的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在这里仅仅是作为当时情形的一个记录，把它介绍给大家。

N财务官敬启

久保田谨拜

1.年福、厚年，然后是证券、国金

2.年福

（1）会议内容最好以笔记形式保存（积极应对）。

（2）Asset Allocation Rule（5：3：3：2）的适用对象由个人转变为年福（已暗示对方和您商量→积极应对）

3.厚生年金基金（Corporate Pension Fund）

（1）1/3原则

双方均坚持己见。在文章表达方式上多少留有余地，但对方可能不满

→×只能应对

（2）8年原则

我方暗示5年。对方认为其意义不大。

→今天我方坚持5年。未暗示对方与您商量。明天提出3年方案。

（3）共济等

1）国共济

今天暗示对方将和您协商→（明天，国共济○）

2）NTT共济

今天未涉及→（明天○）

3）适年

今天投资信托方式OK。对方还希望有限合伙方式。

→不能同意（明天也×。虽然对方较强硬）

4）邮政储蓄、简易保险

今天×、明天×（注：邮政省不希望）

4.Asset Allocation原则

（1）厚年1/3原则（参考上述3）

（2）年福（参考上述2）

5.证券

（1）扩大证券范围

对方表示不满。程度未知。

（2）资产支持证券

对方对现有方式不满→明天能否做出些许flexibility？

（3）投资顾问兼营

坚持一部分内容，证券局很苦恼（有political implication）

第二天早晨，财务官与我通电话，将他与美方副财长电话谈判的具体内容告诉了我。美方副财长说：“我的下属（即美方会议主席）对我进行了详细汇报，会议取得了a lot of progress，双方关系much closer。但是still some issue to be closed，希望您针对下述几点（此处省略）encourage贵方做出some flexibility。我们希望能够在日美首脑会谈前达成共识。”

对此，我方财务官表示，“此次协议经历了漫长的谈判。确实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几项事宜中有的较为困难，可能得不到positive response。但是我会对下属做出指示，令其尽量flexible地处理。为了使这次谈判获得successful conclusion，双方应该都应该做出courageous efforts。如果此次会议没有successful，会十分awkward”。

对方回应：“我明白。但是我们必须要拿得出能获得议会支持的内容才行。”之后，在这个电话的基础上，我和对方会议主席各自率阵进行了第二天的谈判。


艰难的最终谈判

也许是因为大家不太了解中央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的工作情况、思考方式等，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本书中的一些描述十分奇怪。

但有一点不容置疑，不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国家内部，在面临最终谈判时，公务员之间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国与国的谈判需要赌上国家的利益，守住最后的底线。国内各部门之间的谈判也要以达成政策目标为目的来决定进退。是否同意增税、能争取到多少预算、是否实行制度修订、实施什么样的制度修订等，关系到各部门政策的制定，所以公务员们才会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有人患上了神经衰弱，有人甚至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我们经常听说当企业面临决定成败的谈判时，公司高层为了企业的命运是如何殚精竭虑，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这种情况是家常便饭。

12月29日，在第二天早上的正式会议之前，日方照例举行会前内部沟通会议。这时，某局代表笑嘻嘻地来到我跟前。他比我低一届，所以说话时用的是敬语：“久保田次长，我有一个好消息。昨晚我和局长谈了很久，决定对以前一直坚持的地方退让一步。之前我们坚持只同意1/3，现在决定同意1/2。”在他看来，这么做会增加一个对美妥协的项目，对于协调全局的我来说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我估计他花了很大力气才说服局长走到这一步吧。

我记得我是这么回答的（这种情况我一般都记得比较清楚，记得某位首相还曾经特意问过我原因）：“这确实是件好事。我非常感谢你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要向对方提出这个妥协方案”。他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为什么？”“因为你昨天还十分强硬地跟对方说不能让步，但只过了一晚上就OK了，这样是不行的。”“可是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吗？”

也许是双方都比较疲惫的缘故吧，言辞越来越激烈。“昨天还执意坚持的主张只经过一晚就改了结论，这会让对方小瞧我们。最后他们会认为，对于其他项目，只要美国一直采取强硬态度，日本就会妥协。这个问题关系到日方主张整体的credibility。就算你想向对方提出这个妥协方案，我作为会议主席也不会同意！”

“那行啊，久保田次长。我可是为您着想才苦苦劝说我们局长同意的。如果因此导致了谈判的失败，您可是要担责任的。您知道吗？！”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单单是这一件事，谈判的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我当然知道。我是此次谈判的负责人，谈判进行得顺利与否当然都是我的责任。我倒是想问问你们局的方案算是怎么回事儿，被美方反驳了30分钟就轻易投降了！”

最终，该妥协方案被我压了下来。接下来的这一天，谈判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日美双方能妥协的地方都做了妥协，不能妥协的地方也撤销了原来的主张。就算是和以前的主张有所矛盾，一旦我们坚持，美方就立马做出了妥协。美方的这种谈判方式，对我们将来的国际谈判是个很好的参考。

最终，第二天的会议持续到了凌晨4点。当时我给家人寄去的明信片可以作证，上面写着：第一天会议，早上2点半结束。第二天，早上4点结束。

即便如此，谈判也没能在约定的12月29日结束，而是延长到了30日。那天早上从9点到11点半，在日方航班起飞之前，双方仍在抓紧最后的时间谈判。

大部分日方与会者都按计划乘坐当天航班飞回东京，在日本迎接新年。但是我、课长及课长助理留了下来，在当天下午和美方进行了非正式的意见交换。

12月31日，为了就细节部分达成进一步协议，我的这两名下属同美方代表团一起从西雅图去了华盛顿。我原计划乘31日的航班回东京，但偏偏就是这一天飞机有些问题，所以飞往日本的AA（American Airlines）客机取消了航班（据说西雅图飞日本的航班一年里会有一两次这样的情况），改成了1月1日。我到达成田机场时，已经是1月2日了。去到华盛顿的那两人当然也没能赶在元旦回国。结果，正如我在和美方会议主席事先沟通时所担心的那样（参照“日美首脑会谈前的努力”一节），我们三个人都没能在日本迎接新年，为这次会议牺牲了和家人的团聚。


“we are close”

西雅图会议上，就各个项目，双方具体在何时提出了什么主张，具体讨论过程如何，这些详细的“战斗记录”都没有留下来。

不过，我手头还留有一份报告，是这次谈判的最后一次双方会议的概要，题目是“第二次全体会议概要”。正如在“国际谈判是体力较量”一节中所述，西雅图谈判只有第一次会议和最后一次会议是全体人员都要参加的“全体会议”，其他都是相关人员就具体项目进行的小规模会议。因此，这个“第二次全体会议”实际上是全体与会人员都要出席的、相当于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的大会。

金融服务部门工作小组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概要

Ⅰ日期：12月30日11：05~11：25

Ⅱ出席者：（省略）

Ⅲ概要：

1.首先，美方会议主席做了如下开场发言。

（1）历经种种艰辛，双方在很多领域的谈判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个人认为，日美双方意见已经相当接近。

（2）我们经商议达成共识的文件还属于ad referendum（即需进行确认的草案），需要双方将文件各自带回华盛顿和东京，再次确认是否存在技术性问题。

（3）文件中有一处标有括号，表明我们继续希望日方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进行更为强有力的表达。

（4）我方认为目前有一处内容是暂时性的，即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以某种特定形式对厚生年金基金的运用以及投资顾问公司更广阔的进入渠道等问题。我们本来认为该问题可以进一步推进，因此稍有失望。

（5）但日方也向我们进行了各种口头解释，我们也理解日方所能做到的让步是有限的。

（6）我还想对其他部门的代表阐述一下我的意见。

①我们不能急于发表胜利宣言或性急地认为已经达成共识，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的情况还只是暂时性的，我希望大家在向上级汇报、特别是应对媒体时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言论需要慎重。

②对媒体方面，我方将只回答“在广泛领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substantia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across the board”）。日美双方意见相当接近。（“we are close”，而不是说“接近达成共识”。）对于各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哪些问题尚未解决、哪些问题已经达成共识，我们均不打算透露，希望日方也做到同样的程度。

2.接下来，日方会议主席久保田做了如下发言。

（1）对于美方会议主席对本次谈判的评价没有异议，深有同感。

（2）对于留有括号的部分，日方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去掉括号。

（3）关于应对媒体的方式，赞同美方会议主席的观点。这次协议备受关注，特别是媒体认为此次协议对于日美关系意义重大，所以关注度超乎寻常。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最谨慎的态度面对媒体，今后仍然不能松懈。另一方面需要提醒的是，日本媒体确实存在凭借猜测撰写报道的行为。

3.对此，美方会议主席就应对媒体对策做了以下发言，会议主席久保田表示同意。

直接地说，对于媒体，关于谈判具体内容、现状、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一概保持缄默（blackout），是最好的做法。

4.会议主席久保田对美方与会者表达了谢意，同时美方也对日方做出的协助表示了感谢。

问题在于日方的媒体。在“如何应对媒体让人头疼”一节中我已经介绍过，当时的日本媒体有时很难用所谓的国际准则来要求。记得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IMF大会时，日方大臣曾利用会议间隙到附近的尼亚加拉瀑布参观，而日本各大报纸一齐刊登报道对此进行严厉批判。据说这是因为没有安排大臣与他们见面所进行的报复。

另一方面，美方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日本是“Japan Inc.”（日本株式会社）式的国家，政府和百姓会采取一致的态度。他们认为日方可以轻松搞定媒体，让他们写出符合本国利益的报道。

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在最后的会议上一方面强调对美方的发言“完全赞同”“没有异议”，另一方面也提到了日本媒体事实上存在凭借猜测撰写报道的倾向。

不出所料，在日方的记者见面会上，一部分日本媒体确实非常过分。某台认为这次会议一定能够达成共识，所以特地从华盛顿请来了摄制组。也许是因为计划落空的缘故，他们对我们进行了非常不客气的声讨。事后，一位与我一同出席会议的下属说：“次长，那些人那么说您，您居然一直保持沉默，真是太能忍了。”这句话既像是批评也像是同情，但我只能如此。


协议内容的确定

西雅图会议上日美双方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签订最终协议前，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第一，是协议内容的确定。除了如何严密地表达文章内容之外，还有些实质性的事情要做。比如在美国国内，政府需要与相关业界进行详细的最后确认以及与各方疏通，此外还有协议内容中WTO服务贸易事项与MFN条款的关系等等。

第二，是外交文书的形式问题，即日美双方由谁在哪里签字。

第三，是采取何种形式向外界公布“谈判至此宣布结束”这一消息。

我于1月2日回国，1月4日在次官办公室里汇报了此次西雅图会谈的概要。如前所述，整个元旦期间我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1月3日、5日、6日、7日我几乎每天都与美方会议主席通电话。关于WTO方面的问题，我的上级国际金融局局长及美方的副财长助理通过电话进行了沟通。我的上级的上级财务官与美方副财长也进行了交流。美方副财长给日方财务官打来电话表示：“这次的西雅图会议很有成效”。

向外界公布日美两国达成协议一事也迫在眉睫。当时，日本的大藏大臣正在中国访问，而美方的财政部长处于空缺状态。新任财政部长罗伯特·爱德华·鲁宾（Robert Edward Rubin）虽然已经得到了总统的提名，但还没通过议会承认，所以还未正式就任。最后决定采取的形式是，由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大藏大臣与美国的代理财政部长弗兰克·纽曼通过电话确定协议最终达成。日本时间1月10日（周二）上午10点（北京时间上午9点）左右，华盛顿时间9日（周一）下午8点左右，双方进行了电话会谈，日美双边金融服务协议谈判终于尘埃落定。

关于协议内容，可参见如下新闻报道资料。

金融服务协议　最终概要

1.日方措施

（1）年金资产的运用。

1）关于年金福祉事业团的资金运用事宜，在“单独运营指定金钱信托”（既有的运营组织之一）的框架下，允许投资顾问公司的加入。

2）扩大投资顾问公司进入厚生年金基金的渠道。

3）允许投资顾问公司进入日本国家公务员共济工会及NTT共济等。

（2）投资信托。允许投资信托委托业务与投资全盘委托业务的合并，以及从根本上放宽运用规则等。

（3）证券。

1）确认新商品中符合证交法中有价证券的部分（一定的海外过手型证券（Pass-Through Bound）、可转换为其他公司股票的股债、海外剥离债券（Strip Bond）等）。

2）明确关于有价证券定义的查询手续。

3）重新制定适债基准等与公司债券相关的各项规定及惯例等。

（4）跨国资本交易。

1）导入与欧洲日元债券、武士债券
[1]

 发行相关的一揽子许可（申报）制度。

2）由于放宽国内适债基准的规定，相应地废除对非居住者的民间欧洲日元债务的回流限制。

3）对于符合一定基准的企业法人，导入外币储备的一揽子许可制，以利于其组合投资。

4）投资者购买外国债券时，为确保用日元结算利息及偿还金，对证券公司与该投资者之间的货币互换进行解禁等。

2.美方措施

（1）银行业务。改善驻美外国银行的待遇，包括保证在州际业务中获得国民同等待遇等。

（2）债券业务。改善驻美外国证券公司等的待遇，包括简化美国证券从业人员考试制度等。

3.确保行政手续的透明度

4.竞争政策

在金融服务领域内适用《反垄断法》等。

5.客观标准

使用客观标准（非数值目标），对银行业务、证券业务、跨国资本交易、资产运用等各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

可以看出，该谈判的范围虽以金融服务为中心，但涉及领域非常广泛。

总之，这对我而言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对内来说，拥有决定权的各局局长之间沟通不充分，我只能依靠各局二把手。对外来说，美方对手的年龄比我小了近两轮，我除了要和他拼体力，还得考虑这位年轻的负责人能否统一好美国国内的意见。谈判前期进展缓慢，直到12月才算是正式启动，但第二年年初日本首相即将访美，因此必须在年内拿下这个谈判。最终，在我的同事和下属们富有献身精神的努力下，谈判总算获得了成功。

谈判结束后，我过了一阵子才算缓过劲儿来。1995年1月17日，在谈判结束后不到10天，发生了阪神大地震，超过6400人在这场地震中失去了生命。电视上不停播出令人心痛的画面——弯曲断裂的高速公路、倒塌的房屋、到处升起的浓烟和熊熊燃烧的大火。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不可思议，当时我并没有觉得特别的战栗或惊愕，只是呆呆地盯着电视机画面。恐怕这就是成语所说的“精疲力竭”的状态吧。

两年半后，我从大藏省调到国土厅，后来成为事务次官，并兼任首相麾下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复兴总部事务局长。作为最后一任事务局长，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这是谈判刚刚结束时的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1]
 非日本公司以日元面额发行的债券。——译者注


与众不同的对美谈判

在政府部门，一项大的工作结束后，经常会召集相关人员召开一个总结会议。任务顺利完成时，大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否则共同分析检讨，为日后工作留下经验教训。因为时隔多年后再分析的话，一是很多内容记不清了，二是再把当时的相关人员召集起来综合性地展开讨论也是很困难的。比如，2011年的“3·11大地震”发生后，听说商讨应对措施的重要的会议记录竟然没有留下来，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作为行政来说是绝对不应该犯的错误。

这次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结束后，我们也按惯例召开了总结会议。我凭记忆整理了当时的谈话要点，在这里展现给大家。三位核心人物分别是我（日方会议主席，国际金融局次长）、A课长（负责文章汇总及WTO最惠国待遇事宜）、B课长助理（负责与美方进行密切的事务联系）。


次长：
 “啊，终于结束了！在首相访美前总算是谈成了，真是太好了。为此大家这个新年也过得非常地忙碌，真是辛苦了。”


A课长：
 “我心里也一直捏着一把汗呢。到了12月初都还没有什么进展，东京会议时才感觉算是动了起来。”


B课长助理：
 “我自己也觉得虽然辛苦但很有意义。通过这次谈判，我也和美国财政部那边建立起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


A课长：
 “次长，说起来美国之前那么强硬，最后也还是松口了。有的让步干脆跟他们之前的主张都没什么关系。”


次长：
 “虽说如此，我们在最后阶段也让步不少，在此之前也有不少小的让步。那你们觉得这次谈判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


B课长助理：
 “我觉得有一点是，美方在没决定要完成谈判之前丝毫不肯妥协，但一旦决定要谈完，就会一口气地做出让步。”


次长：
 “的确如此。虽说不是放之四海皆准，但这次的经验之一就是，对美国来说，下这个结束的决心好像特别重要。一旦决心达成协议，不管之前的主张如何，总之一定要达成结论。这样的话，我们在和美方谈判时必须留意的一点就是，对方在中途所谈的那些理由也许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当然这也分时间和场合。这一点和欧洲大相径庭，他们特别重视谈判时的思路和哲学。”


A课长：
 “也许是因为对美国来说，业界的影响以及政治对其的考量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例如这次谈判，美方的重点之一是扩大业界在日本的年金业务，对他们来说，可能业界觉得谈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或者说认识到只能从日本拿到这些好处，于是就说那行，这一项到此为止。”


次长：
 “的确，从业界的影响这一点来看就比较好懂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谈判时要注意，一是准确把握对方决心妥协的时机，二是了解其背后的业界的想法。反过来说，当对方没有终止谈判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再让步也是白搭，纯属赔了夫人又折兵。”


B课长助理：
 “这体现了美国政治性任命制度的特点。进一步来说，也是美国建国以来一直就有的理念，即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利益而存在的，为此个人也要把权限的一部分交给国家。这是我大学时教英美法律的老师说的。”


次长：
 “是啊。不过要说美国的公务员工作真是认真啊。有人说美国公务员是到点就下班回家、从不加班，等等，你们觉得呢？”


B课长助理：
 “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工作也非常拼命。非常时期他们可以毫无怨言地熬夜加班，而且并不觉得有什么，甚至感觉很享受的样子。这一点让我刮目相看。”


A课长：
 “我也有同感。而且他们一旦行动起来，整个团队都会朝着同一方向努力。没有人会抱怨说这不是我们部门的工作，这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等等。虽然就公务员个人的实力来说，我们并不差，甚至比他们更胜一筹。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


次长：
 “这话我记得我在哪儿听过。其实我年轻时对日本历史特别感兴趣，看了很多书，想知道二战中日本为什么会输给美国，日本的缺点和优点是什么，等等。你刚才的这些话，我也从这些书里面读到过。”


日方的反省


次长：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公务员分两种，一种是随着政权更迭而替换的‘政治性任命’的公务员，另一种就是所谓的‘专职’公务员。这一点是与日本和欧洲公务员制度根本性的区别。前一种公务员从职务上来说是副部长助理（相当于日本的审议官）以上的头衔，可以进行政治决断，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但不一定是该领域比如金融领域的专家。另一方面，课长以下多为该领域的专家，而且长期任职公务员。美国这种独特的结构对此次谈判起到了什么影响呢？”


A课长：
 “我们也是中途才意识到两者的不同，而与美方谈判时，这一点非常重要。其中一个就是，每一个具体事项我们应该具体跟谁谈的问题。如果是非常专业的事项的话，课长以下级别的公务员（也就是第二类公务员）的判断占主导地位，那我们就得向他们重点说明。因为都是领域专家，明白我们的意思，这是好处之一。另一方面，他们的上级（第一类公务员），说得极端一点儿，可能根本没有相关知识，所以关于专业问题，无论我们怎么解释他们可能都不会明白。在行政方面也是如此，无论怎么跟他说这样会造成行政上的困扰，影响行政工作的信誉，他们也不会明白。可能是因为他们原本就不是‘科班出身’的公务员吧。”


B课长助理：
 “我也这么认为。第二类公务员里面的人也说过，他们自身可以理解日方主张的立场以及日美两国想法的不同，但是美国国家可能无法接受。所以我觉得作为行政人员，和他们有不少共鸣。”


次长：
 “因为你和他们联系最多嘛。不过你能和他们产生共鸣，真是让人羡慕啊。在我们这个层面，就是说主要和美国‘政治性任命’的公务员打交道的这个层面，就很少能有共鸣了。哪怕我个人觉得对方不错。说起来我也经历过不少国际谈判了，和法国、英国、韩国、印度、新加坡等国，或者和国际机构的高层之间，倒是曾经有过这种共鸣。那你们觉得美国的这两类公务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A课长：
 “这次谈判中我的感觉是，美国的课长以下级别的公务员把责任关系分得很清楚。他们认为政策判断由上司来定夺，即使错了归根到底也是上级的责任。而另一方面，他的上级属于‘政治性任命’，政府换届了没准也就换人了，而且其原来的职业多种多样，可能是学者，或者是律师、政治家之类，但很少有人是该领域的专家。所以他们也担心自己的上级能不能搞定谈判。尤其像这次的上级是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所以他们会担心谈判会不会让日方牵着鼻子走。”


次长：
 “是的。对于上级来说，自己空降此职位，也会担心下属是否信任自己。所以从我来说，谈判时有时候还必须照顾到他在下属前的面子问题。另外就是，第二类公务员和我们一样，认为只要谈出好的结果来就可以，但第一类公务员还会特别在意另一件事，就是谈判成功的话会算作谁的功劳。当然这次谈判的对方是个例外。也许从政治性任命的性质来讲，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A课长：
 “次长，您和对方谈判时会特别留心哪些地方？”


次长：
 “那就很多了。不过要说特别注意的事情的话，就是做好那些必须由我来做的工作。因为别的事情有你们和各局的次长、审议官在处理。比如这次谈判中，要随时准确把握对方的谈判负责人在想什么、在犹豫什么、打算如何行动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双方要确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B课长助理：
 “那这次谈判，我们应该有哪些反省呢？”


次长：
 “太多了，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其中之一就是战略不足，但这次谈判是对方提出来的，我们被动也情有可原。单从这次谈判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相关各局领导之间的配合很差。恕我直言，财务官、银行局局长、证券局局长这些核心人物都是同一拨进入大藏省的，但缺少协作精神，让我很头疼。而这以前一直是大藏省的优良传统，遇到难题也都是大家齐心协力解决的。就拿我来说，在担任课长助理的时候遇到了创立“中期国际基金”这一难题，当时相关业界及各部门之间意见僵持不下，最后还是和我一拨进入大藏省工作的证券局和银行局的课长助理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我当课长的时候，围绕“海外CP、CD”的国内回流问题，各局矛盾非常尖锐，最后也是由证券局、银行局、国际金融局的几个同期进入大藏省的课长们协调解决的。所以总体说起来，日本这边也有许多需要探讨反省的地方。”


谈判“成果”

在这里我想就“谈判内容”进行一些补充。

关于这次谈判，前任会议主席（同时也是前任国际金融局次长）曾经说过，“有三件事如果不向美方妥协的话就很难达成一致”（参见“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节）。

这三件事中，第一件是修改与“跨国资本交易”相关的外汇管理法（即所谓的《外汇法》），第二件是修改关于有价证券定义的法律，第三件是扩大美国进入日本年金的渠道。

第二件的“修改有价证券的定义”，是指修改当时日本的证券交易法，将其中有价证券的定义从“肯定清单”（positive list）改为“否定清单”（negative list）。按照当时的证券交易法，“证券”仅指在该法律中作为“证券”具体列出了其名称的商品（即所谓的肯定清单），而未列入名单范围的商品则禁止作为证券进行交易。然而在当时，随着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世界市场上除了公司债券、股票等传统金融商品外，贵金属、农产品、谷物等商品也不断证券化，同时金融衍生商品等层出不穷，商品之间的跨界交易也已经十分频繁。因此如果将证券定义改为否定清单，也就是说法律只明确规定哪些商品不是“证券”，那么当新的金融商品出现时，均可作为证券进行交易，而不必一一对法律进行修改。从扩大市场及提高效率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件好事。美国一直希望日本做到这一点，而且在谈判过程中，原本持反对意见的日本通产省也改变了态度。但不可思议的是，日本的证券局却不知基于什么原因，没有服从多数，决定不修改该法律。

关于第三件事，其中大部分内容很合理，日方也做出了很大让步。如果后来的制度修改及运作顺利的话，本来会对日本的年金和基金带来一定的裨益。但各基金的运作负责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改革措施的重要性和进步性。后来，当管制放宽时，一些可疑的基金趁机钻入市场，而他们也没有识破这些基金的真实面目，造成了一些使基金蒙受损失的事件。其实，如果“5332原则”（即将年金资产的比例规定为，安全性高的资产占五成以上，股票占三成以下，外汇资产占三成以下，不动产占两成以下）这个硬性规定在日美谈判中不被废除的话，这类事件也许就可以避免。至于这个改革是否给美国等外资企业带来了利益这一点，我们则无从判断。

问题在于第一件事——修改与跨国资本交易相关的外汇法。作为日方的谈判负责人，同时也是负责该事项的国际金融局的次长，请允许我在这里稍微深入地谈一下这个问题。刚听到美方这个提议时，我们也觉得旧外汇法确实有需要改革的地方。特别是在外汇市场，贸易公司及保险公司已经成为重要的一员，应该给予他们和银行相同的对待。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律规定，海外资金出入境时，原则上在交易前或交易时要进行报备。鉴于目前国际资金交易数额巨大、瞬息万变，我们认为还是保留这一法律规定比较好。因此我们曾一度研究在此范围内对外汇法进行改革。问题是，一旦我们决心“改革”，其内容是否真的能控制在我们设想的范围内呢？当时一位前辈曾给了我重要的启示，他说：“当你说出‘改革’这个词的时候，你能否保证它控制在你设想的范围？更大的可能是，改革一旦开始，就完全脱离你的掌控。”

但令人诧异的是，在这次的日美谈判桌上，国际金融局的谈判出乎意料地“顺利”。我们只是随便摆出了一些理论便说服了对方，最终没有对外汇法进行修改。这让作为会议主席的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要归功于代表国际金融局进行谈判的审议官。他借调到外务省在纽约担任了3年领事，也有美国留学经验，因此对美国了如指掌。尤其是他非常了解美国的国际谈判和业界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此转守为攻，向对方进行发问：“我们觉得现在的法制是健全的。贵国业界认为在进行交易时这个外汇法的哪些地方有问题，能否具体告诉我们？我们认为不用修订法律也能满足贵国的要求。请问具体有哪些疑虑呢？”就此项而言，美方谈判时似乎并不了解美国金融业界的明确要求，所以没能举出具体事例证明修订法律的必要性。这样，关于“跨国资本交易”这项，最终没有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只是在现行制度下对其框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然而，日本在标榜“自由化”“公正化”“全球化”的全面金融改革（Bigbang）开始之后，首当其冲地便是1997年对外汇法进行了大幅修订。按照1995年日美谈判时美方的要求，日本废除了对外资本交易的事前审批制度，也取消了外汇指定银行制度等。实际上，主持这次改革的国际金融局局长，正是之前曾对我说过不全面修改外汇法就无法达成谈判一致的那位前任会议主席。我想，这恐怕也是他自己的愿望吧。

不过，如此大幅的改革却没有收到预想的成效，东京到现在也没能成为国际一流的金融市场。


日元国际化

如前所述，尽管日本做出了各种努力，并且于1997年进行了外汇管理法的根本性改革，东京依然没能成为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与此互为一体的日元国际化也未取得太大进展。提起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人们会想到新加坡和香港，而不是东京。原因首先当然在于这些金融中心付出了非凡的努力，但另一方面，日本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日本方面的阻碍要素，一是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没有放宽管制，造成国内市场不够发达，二是没有采取税制方面的措施，而这是东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不可少的一点。受此制约，国际金融局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采取措施，推进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日元国际化的进程。

例如，1972年为促进银行间的美元交易设立了“东京美元短期借贷市场（Tokyo dollar call market）”。由于日本的利率受到《临时利率调整法》的限制，存款利息又要征收利率所得税，所以不能像国际标准的欧洲美元市场那样进行存款交易，只能通过短期资金市场（即货币市场）运转。另外，考虑到对货币供应的影响（这是日本央行的关注点），关键的日本流通货币——日元被排除在了交易对象范围外。

1989年设立的“日本离岸金融市场（Japan Offshore Market）”也是如此。由于受国内各种法规和税制限制，东京无法成为包括日本国内市场在内的金融中心。有鉴于此，日本希望能仿照具有类似情况的纽约的离岸中心，至少将东京打造成一个在离岸交易（入境或出境资金的交易）方面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果将境外流入日本或日本流向境外的资金按照“离岸项目”核算的话，该资金就可以和境外资金一样不对其存款征收源泉所得税，不受利率管制影响，也没有存款保险金和准备金方面的要求。

不过，为了排除该核算方式对国内货币供应的影响，日本不承认从网络流入国内的资金，也就是不包含证券的离岸交易。由于不承认日元向母市场——日本国内的自由流入，甚至无法进行资金与证券间的流通，这个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其功能。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放宽管制的一大妨碍因素来自大型金融机构的抵制，因为对现有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会使它们丧失优势。下面介绍几个我曾经接触过的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日元美元委员会上提出的日元存款利率自由化的问题。当时只有以日元为基准的CD（可转让存单）的利率是可自由化的，而谈判想将其范围扩大到一般的日元存款。据当时的谈判负责人表示：“因为此事项已经放到了日美谈判的桌面上，我们才得以阻止了某大型城市银行的行为。他们在公开场合表示赞同，但一到重要关头就跳出来反对。”

第二个例子同样与日元美元委员会的议题有关，即欧洲日元债务的自由化问题。正如我在第2章的“阿姆斯特丹之变”一节中所述，在阿姆斯特丹会议时，时任财务官并没有和相关各局进行充分沟通好就提出了提案。而在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后，某长期信用银行的高层对该局进行了强烈抨击。虽然确实存在事前沟通不充分的问题，但这也反映出大型长期信用银行对自由化的强烈抵制。再补充一点，1980年在争夺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辛迪加贷款“主干事”一职的竞争中输给某家信托银行后，诬赖“大藏省破坏规则，给了这家银行特殊利率”的也是该长期信用银行。

第三个例子就是这次的日美双边金融服务协议。之前也说过，我们曾经探讨过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不限于银行，也可以向信用状况良好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及商社开放。当时所谓的“为银主义”
[1]

 实际上并不是为特意为银行界谋求利益，而是基于国家政策方面的判断，认为其有利于国际金融政策。银行虽然获得了好处，但不过是其“辐射效应”而已。然而某大型城市银行（与第一个例子中的银行并非一家）的高层（同时也是当时的全国银行协会一般委员会委员长）却表示，这是个“跨业界的问题”，是银行与证券的利害调整的问题，丝毫不肯让步。说实话，他那傲慢的态度着实令我震惊。后来这个制度最终在1997年的外汇法改革中被废除了。这种着眼于眼前蝇头小利的行为，最终导致日本的大型金融机构未能促使东京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失去了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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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只能在大藏省指定银行兑换外汇的制度。——译者注


行政的责任

尽管日本做出了各种努力，东京仍然未能完全成为国际主要金融中心，日元国际化也并不充分。前面提到，其原因首先在于包括反对势力在内的各种外部因素，然而归根结底，其最终责任还是在于政府。因为消除这些反对势力，或者说服这些反对势力以达成目标，正是政府的工作。那么政府为何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本该采取什么对策，将来又该如何去做呢？

失败的原因在于政府没有能让相关人士及反对者明白一点，即将东京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及实现日元国际化给我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从综合的角度来看，将远远超过实现其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如上所述，要实现这些目标，进行税制改革、国内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及活性化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些事项并没有得到所必需的税制当局及金融当局（具体来说就是大藏省主税局、银行局、理财局、证券局，以及负责实务操作的日本央行等机构）的必要协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让税制及金融部门知道，只有对他们所声称的“维持税制公平、稳定金融秩序、调控货币供应”的“现行”制度架构等进行改革，才能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然而，政府却没能做到这一点。

这与政府将关乎国家利益的这两个问题的分析、研究与判断过分轻易地托付给了民间部门及学者也有很大关系。对这些议题进行讨论的部门，主要是外汇审议会，其主要成员一直以来都是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相关人士，具体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业界的相关人员、大型企业的高层以及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法领域的专家学者等。正是他们的讨论，决定日本要将东京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日元国际化。然而，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政府本身却没有参与其中。而且随着时代发展，人们认为审议会应该更加“中立化”，应当“排除维护既得利益的官僚”。在此政治浪潮下，本应参与其中的政策当局甚至被排除在外。换言之，关于这些议题，本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并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被排除在外，而其他的集团对此做出了结论。

回想起来，这些议题涉及如何看待国家整体利益的问题。例如就日元国际化而言，如果能够实现的话，进行国际贸易时可以免去汇率风险，而用日元结算的贸易增加的话，可以不必担心国际日元汇率市场的影响，有利于企业的稳定经营，这对于民间企业有直接的好处。当然，也不完全如此。如果日元成为国际性货币，那么日本就无法控制日元汇率。比如美国经济好转时，日元很可能会贬值，西班牙国债下跌时，日元很可能会升值等。这就是日元国际化带来的风险。

另外，当外国的货币当局大量持有日元资产（例如日本国债）时，如果该国外汇资金运转不畅，为了维持资金平衡很可能会抛售持有的日元国债，那么日元就会贬值，日元利息提高。这也是日元国际化带来的负担之一。而且，在日元大幅波动可能性增加、日元汇率走势预测困难的新形势下，也会给民间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日本经济总量继续扩大，外国要求日元国际化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由此看来，判断并决定日元国际化的进度一事，政府责无旁贷。

我还想说的一点，到1995年为止，我亲身参与了众多国际金融谈判，作为直接参与者，我认为日本的战略性是很不充分的。从这次的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也可以看到，事实上我们的很多谈判都是在被动地应对来自外部的要求。但是，即使是被动地采取对策，我们本来也可以做到借力用力，以实现国家利益。但这个战略也是我们所缺乏的。说实话，即使是赢得了谈判，很多时候我在想，这场胜利是否确实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呢？这些国家战略，归根到底应该是现任国家公务员们思考的问题，同时如果能有经验丰富、时间充沛的“元老”以及在政府外部享有权威的“综合智囊团”协助我们进行深入地考虑，那就再好不过了。

再补充一点，二战后日本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相当缓慢。日本的政治、经济以及作为其根本的哲学等社科方面的落后，不仅影响到本文中提到的国际谈判，对日本的很多领域都带来了广泛的不利影响。而且，这种落后与自然科学的落后不同，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对这个课题的解决，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第5章　写给将来

谈判成功的三大要素

说实话，我自己认为我的国际谈判能力并不差，而且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在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结束后过了很久，一次，在一个很轻松的场合，我曾经问过当时的谈判对手盖特纳先生：“在这次的谈判中，您和我以及我的前任都交过手。比较我们两个人，您觉得谁更难对付？”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的前任在日本国内是出了名的“谈判劲敌”（tough negotiator）。盖特纳笑了一下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他的意思是说我更难对付。

另外，虽然本书中没有提到，但其实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和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这两个谈判之间的这段时间，我还曾作为国际金融局负责援助业务的审议官，与世界银行等各种国际金融机构都进行过谈判。其中有一次是和世界银行进行的IDA第10次增资谈判（即IDA10），参与谈判的国家多达二三十个。谈判结束后，我的下属曾问负责这次增资谈判的世界银行副总裁欧内斯特·斯特恩（Ernest Stern）：“您觉得我们的久保田是个谈判劲敌（tough negotiator）吗？”这位在世界银行被称为“老狐狸”的副总裁回答说：“He is a good negotiator”。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他认为我不是那种强硬的谈判官，而是谈判能力很出色。补充一下，这位副总裁在世界银行是仅次于总裁的二把手，但事实上一直长期掌握着世界银行的大权。

我认为我获得这些好评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我在大藏省积累了各种国内谈判的经验。其次，在牛津大学留学时又深造了英语和经济学。再次，长期以来有意识地注重积累人脉关系。我觉得这三点是国际谈判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三个要素。

1972年夏天，在担任了1年的税务署长后，我调任主税局担任课长助理。1973年夏天到1974年夏天又担任了税制第二课的课长助理，参与提高汽车相关税目以确保道路修缮财源这一项目。最终，汽车重量税提高到原来的两倍，燃油税也提高了两成，而这两个税目的提高都是我作为课长助理一个人完成的。当时我的上级，也就是课长告诉我，谈判的秘诀是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角度倾听对方的主张，而不是稍有不认同就立刻反驳。在主税局的第三年，我在税制第一课负责法人税事宜，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要缩减之前一直在扩充的租税特别措施（也即是增税）。为此我与通产省、农林省、运输省、建设省等负责各自租税特别措施的13个政府部门进行了激烈的谈判，最终，全部98个租税特别项目中废除了13个（增设5个），缩减了50个，共计变动了2/3的项目。增税相当于从对方那里抢钱，我觉得在所有谈判中是最困难的一类。

1977年夏天到1979年夏天，我在理财局资金第二课担任课长助理，负责财务融资，参与了国铁、电信电话公社、营团地下铁、空港公团、船舶准备公团等11个政府相关机构的资金、预算、计划等事宜，与各政府部门及财政投融资对象机构进行了谈判。

我从这些谈判中学到的一点就是，谈判对手并不仅仅是现在坐在你对面的对手。对手背后有他所在的组织，组织背后有相关业界，有时还有政治家参与其中。谈判时必须把这些人的动向及关系也纳入视野。

本书所谈的虽然是国际金融谈判，但也是谈判的一种，从根本上说与国内谈判没有太大区别。

在牛津大学的留学经验也很宝贵。首先，我在那里学到了当时最前沿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使我在进行各种经济谈判（包括本书提到的谈判在内）时，可以在一定程度掌握其最根本的理论和政策依据，比较容易发现对方主张中存在的漏洞和矛盾，以及是否故意有所隐瞒等。例如在第3章中谈到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时，我就可以立刻反驳对方说，所谓的“IS平衡”理论只能提示出经常账户余额和国内投资储蓄的事后平衡关系，而并非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缩小“IS平衡”并不会缩小经常收支的盈余额。其次，我也会马上注意到对方一方面在论述增加日本收支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要求增加可以增强日本竞争力的民间设备投资（该投资也是收支的一部分）。

关于英语能力，我在留学之前已经达到了可以完全听懂大学讲义的水平。在英国留学期间，我主要注重英语表达的语感，例如褒义还是贬义等。另外，通过导师的辅导，我提高了英语写作能力，学会了如何严密准确地进行写作，如何逻辑清晰地表达观点。只是恕我直言，本书提到的对美谈判中，对方的英语水平实在一般，谈判也没有涉及文章的表达。因此，这些英语方面的优势更多的是体现在与欧洲国家的谈判、与国际机构进行的增资谈判以及国际会议等多国谈判上。

对我参与国际谈判起到了很大帮助的还有一点，就是人脉关系。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将来可能会从事国际部门方面的工作，所以有意识地努力培养国际性的人脉关系。

在公务员生涯中，我通过工作自然地积累了一些人脉，而且之后我也非常尽心地维护这些关系。例如在第2章中提到的日元美元委员会中主要与我进行会务交涉的查尔斯·达拉拉，他后来成了美国财政部的副财长助理和IMF的美国代表理事，之后长期担任IIF（国际金融协会）总裁。2012年希腊债务危机时，在极度棘手的情况下，他在希腊政府和民间银行团体之间牵线搭桥，促成了削减希腊国债的谈判。另外，后面也会提到，当时的世界性的民间银行团体的代表也是我的老友——法国前副财长卢米埃尔。

再说一下我与美国副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的交情，他是第4章中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时我的谈判对手盖特纳的上级。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当年作为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的总务部长出席每年一度的世界银行与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的协议会的时候，那时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师。1990年夏天到1992年夏天，我从大藏省被借调到该基金，主要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日元贷款。当时日本主张研究日韩等经济发展迅速的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但世界银行认为经济发展迅速主要因为日本、韩国等是儒教国家的缘故，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考价值不大，所以不赞成这项研究。我在第一次参加例会时，就向刚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的萨默斯强烈提议启动这项研究，世界银行的日本代表理事也一直强力促成这一主张。结果萨默斯改变了世界银行的态度，决定开始这项后来被称为“东亚奇迹”的研究。在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时，萨默斯作为美国副财长和我的上级日本财务官进行谈判，同时他也是我的谈判对手盖特纳审议官的上级。由于以前的经历，我早就了解了萨默斯的性格，这一点在这次谈判中发挥了作用。后来他历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长、财政部长及哈佛大学校长等职务。

关于盖特纳其人，他曾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工作过，但那时和我没有太多接触。在进行日美金融协议谈判时，他是副财长助理代理，后来历任副财长助理、副财长、纽约联邦银行总裁等职，之后又担任了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直到2013年年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我担任公务员期间，与我关系最密切并且一直保持联系的应该是法国财政部的相关人员。1987年2月卢浮宫协议时，我作为副财务官列席谈判桌，但不是正式成员，而是翻译。那时法国财政部秘书长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Trichet）和我一样不是正式成员，主要协助会务工作。后来，他担任了副财长、法国央行行长和欧洲中央银行（ECB）行长，直到2012年年初。卢浮宫会谈后，他与我的上级财务官在工作中屡有交集，因为这层关系，我和他接触较多。我就任现职（西日本城市银行行长）以来也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他的后一任副财长是努瓦耶（Noyers），现任法国央行行长。1993年努瓦耶作为法国副财长与日本的财务官中平幸典共同担任越南援助国会议的主席，当时我作为国际金融局审议官担任日本代表，而法国的代表是审议官奥伯伦斯基（Obolensky）女士，她后来好像担任了法国银行业联合会的首席执行官一职。努瓦耶的下一任副财长卢米埃尔在担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行长后，现任法国最大的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特别顾问。2011年7月我出席EURO PLUS金融会议时，与卢米埃尔在法国见面，重温了我们的友谊。因为同在银行界工作，我和他现在还有一些工作上的联系。顺便提一句，2012年希腊国债危机时，代表世界的银行团体就削减债务问题进行谈判的负责人就是他。

我与IMF及世界银行等非政府机构中的一些有趣的家伙也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其中有个叫阿诺普·辛格（Anoop Singh）的，他年轻时就非常敏锐，头脑聪明，现在在IMF担任亚太部门主管这一要职。我与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翰内斯·林恩（Johannes Rinn）是在“东亚奇迹”的论战中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世界银行高层中经历颇为传奇的则是前副行长凯欧·克哈维萨（Caio Koch-Weser）。他出生在巴西，从小受到附近日本移民的影响，养成了勤奋努力的习惯，之后他回到父母的家乡德国，担任了副财长一职，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听说最后当上了德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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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与许多经济学家也交情匪浅。英国的默文·阿利斯特·金（Mervyn Allister King）在担任伦敦大学教授期间，曾到大藏省财政金融研究所访问，从那时起我便与他一直保持联系。后来他成了英国央行理事、副行长，并最终当上了行长，直至2013年。2013年3月，他应日本银行协会的邀请来日访问，并就英国的金融政策进行演讲，那时我很荣幸地与他有过短暂的会面。另外，我和已退休的德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诺伯特·瓦尔特（Norbert Walter）非常谈得来，经常交换意见。当然，更不用说还有牛津大学对我有过知遇之恩的约翰·理查德·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教授、奥本海默（Oppenheimer）教授和科登（Coden）教授。顺便提一句，希克斯教授在1972年10月访日期间得知荣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原本计划当天见面，结果临时改成了在帝国饭店举行记者见面会，而由我充当翻译。因为他的牛津式英语不太好懂，所以财研（大藏省的记者俱乐部）就拜托我担任了这场翻译。

我的人脉还包括媒体。本书所涉及的时期正是日本在国际金融方面最受国际瞩目的一段时期，东京也聚集了来自世界的超一流媒体。我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之后也努力保持联系。我的这些媒体朋友中，有一位是比尔·艾默特（Bill Emmott）。他于1983~1986年担任《经济学人》杂志东京分局的局长，后来成为该杂志主编，现在则是自由撰稿人。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日本经济的小论文，在业界年纪轻轻便崭露头角，之后著有《太阳还会落下》以及其他关于世界经济的大作。关于日本，进入21世纪后他还出版了《太阳还会升起》等。

路透社东京分局的里奇·米勒（Rich Miller）是个害羞的美国人，后来被派去华盛顿负责《商业周刊》的工作，现在仍笔耕不辍，经常能看到他署名的文章。1985~1989年期间在法新社（AFP）东京分局工作的菲利普·利斯（Phillip Liesse）后来回到巴黎，担任该社的国际金融部部长，之后作为东京分局局长再次来到日本工作，后来则去了布鲁塞尔。他第二次来日本任职时，与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共同撰写了一本关于日产汽车重整雄风的书。我的媒体朋友再往前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吉莲·泰特（Gillian Tett），她是学人类学的，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东京分局工作，现在每天还在《金融时报》上刊登文章。她在东京工作时，曾出版过一本关于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崩溃的著作。英国人凯文·拉弗蒂（Kevin Rafferty）是位自由撰稿人，文笔辛辣，现在还活跃在传媒界。

我喜欢和这些媒体朋友交换意见，并积极地和他们交流。能够得到这些无冕之王的理解，或者至少帮助他们准确理解关于日本的正确信息，虽然看起来好像绕得有点远，但我认为这对国际谈判的顺利进行是非常重要的。


[1]
 原文疑有误。


我的历史使命

正如第1章所述，虽然将国际谈判比喻为战争也许不太合适，但不知何时，我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了世界第一和第二金融大国——美国和日本的这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的漩涡之中。而且如前所述，大部分时间我置身于日本的“总参谋部”，参与立案企划，最后还担任指挥官亲临战场。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真实地还原这些历史事实，将我的所见所想传达给后人，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而且不仅仅是描述事实，该如何评价这些行动，或者至少思考是否该去评价这些行动，也是曾经亲临其中的人所肩负的责任。这就像那些对二战负有责任并参与其中的人那样，在自己的经历范围内，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留给后人一样，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此期间我一直处在中央政府机构的中枢，几乎从未有过间断。从大藏省通常的人事安排来说，像我这样的人一般会作为国税局长或财务局长去地方工作，或者被派往IMF、OECD等国际机构任职，或借调到外务省派驻华盛顿、伦敦的驻外使馆担任参事或公使。但是我却没有以上经历，主要是由于个人原因而一直无法离开东京。总之，在日本与欧美国家进行这场历史性的金融战争的时期，我一直处于中心地带并了解事情的所有始末。像我这样的人为数极少。

第二，在第1章里我也提到过，日本的公务员制度有一个特性，就是级别相对较低但工作内容非常重要的公务员，也可以高度参与到政策性工作之中。这和外国是很不一样的。例如，我在担任副财务官时，曾经努力想让某国和我平级的一位官员和我一样分担上司的某些工作，却发现他对相关信息和工作内容毫不知情。所以像我这样长期处于政策中枢并能了解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人，估计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吧。

第三，这一时期，国际舆论一直认为日本有可能跃居世界第一，美国也真正将日本当成了对手，发动了自己最大限度的智慧和战略来应对日本。所以我认为这个案例可以成为珍贵的研究范本，让我们了解美国这个与日本在文化、政治、思想方面均有所不同的国家在关键时刻是如何思考并行动的。从这个层面上说，记录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将来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事实上，与美国进行谈判，不仅对日本，对欧洲及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都并非易事。这与美国建国时的特殊性有关。我在日本接受了日本式的教育，后来去英国留学，在那里不仅接触到英国人，也认识了许多来自欧洲、亚洲的学生和教授，对他们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了解。在大藏省的工作当中，我与发展中国家、IMF、世界银行、OECD等国际机构以及G5、G7等发达国家进行过各种谈判。由于有这样的经验，再来看美国，觉得这个国家的确跟大家都不太一样。

关于这一点，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应该也有同感。比如，政府间的协议是国与国之间的约定，但美国可以以没有获得议会同意为借口轻易毁约，并且觉得理所当然。本来是两国之间签订的协议，一旦政权更迭，甚至有时候在同一政权下，仅仅只是换了负责人，美国都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我前任提出的主张”，从而不遵守约定。在国际谈判的时候，美国还会派出一些既非专业人士、也不了解实务，甚至没有考虑过何为国家利益的人员，像打官司一样前来进行谈判。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仅对日本，对从事对美谈判的其他国家的人们来说，也许也能提供一定的参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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